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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与借鉴”(项目批准号：08ASH001)的最终结项成果。当初申请立项的一个出发点是试图为中国开始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上。从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看，该理论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兼容，似乎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并且可以提供重要借鉴的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

在项目获得批准后，我们广泛搜集文献，围绕生态现代化理论组织开展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进一步了解了其代表人物、核心观点、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又比较了其与一些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欧发达社会的实践，给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种路径，展现了研究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趋势的信心，这一点与早期的其他环境社会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信念，是对西方现代化方向的坚持；作为一种展望，是对现代化突破极限的未来的乐观；作为一种目标，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追求；作为一种路径，是强调技术变革、市场绿化、政府改革和社会发育所形成的环境保护合力。单纯就其主张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坚信二者之间可以兼容并且实现双赢而言，该理论确实是支持或者迎合了世界各国的期待，而且其对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一些具体路径的阐述，也对各国实践不乏启示和借鉴价值。

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显然摆脱不了其源于西方、说明西方和为了西方的印记。该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下去，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事实上，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其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乐观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忽视社会权力关系分析等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其基本形貌和实质立场。基于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分析和对世界各国实践，特别是对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反思，我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其西方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的处理以及对于环境的定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自主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呈现出了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双赢”趋势。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所谓“生态现代化”目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所谓的“生态现代化”可能存在着多种路径与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带有西欧社会色彩的资本主义路径和模式。甚至，坚持西方式的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取向是否能够持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特别是在全球层次上)，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些仍然是需要深入反思和总结的。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着力改善民生，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一种“发展”实践与西方式的带有浓厚的物质主义气息的“现代化”相比，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认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是有可能真正迈向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的。

似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相对而言，生态文明的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同时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既往发展历程的更多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对于现代性、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等的合理反思和批评。

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明将生态因素融入了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更加突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是将生态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背景；第二，生态文明着眼于对此前各种文明的反思，强调在汲取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文明的整体转型，而非文明的局部调整或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继续推进；第三，生态文明明显超越了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为合理地分析和评估了人类在推进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不像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依然凸显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第四，生态文明注重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与结合中分析和促进文明转型的进程，既强调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又重视区域性地方性的自主努力，这样一种视野明显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开阔，也更加合理；第五，生态文明更为强调人类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不断反思和不断调整，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带有明显的线性进化和盲目乐观的色彩；第六，生态文明之路明显不是走向西方之路，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走向未来的人类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归根结底，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关系到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思考，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不过，由于同样致力于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基于西方实践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不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参考，其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仍然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在此意义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代表了西方学者对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有其积极的成分，还是可以为推动文明转型作出贡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待源自西方的理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不加反思地、去背景化地照搬移植，简单地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分析和指导，更不能将中国实践看成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应用的产物。

进一步而言，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以及自主性的理论创新，有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假如我们将其看作是关于经济、环保兼容和双赢的理论的话。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也许最终有可能共同打造一个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升级版”，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理论形态。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中，不仅“现代化”的取向和内涵将被重新定义，而且其实现的条件、路径、模式、风险和后果等也将被更深入地探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仍然是处在建构中、发展中的阶段。

本书内容包括8章正文和一个附录。其中，第一章侧重介绍了摩尔(Arthur Mol)、哈杰(M.A.Hajer)、杰尼克(M.Jnicke)和克里斯托夫(P.Christoff)等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就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风险社会理论和环境公正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确认环境问题的客观性、对现代化前景的乐观性、理论建构的反思性、分析策略的选择性、政策主张的改良性、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和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属性等特征。

第二章分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学科背景，讨论了早期环境社会学理论竞争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的影响，介绍了该理论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来自不同理论阵营的学者对该理论的批评，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回应批评的策略和发展理论的趋势。

第三章介绍了全球范围内追求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实践以及针对这些实践的、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关的研究，着重指出了全球实践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初步分析了现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局限，认为该理论的发展可能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

第四章围绕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讨论了其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现代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着沿着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的合理性。本章还总结分析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争议。

第五章进一步具体讨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复杂性以及优势所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系统性变革，需要着重发挥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并致力于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适当关系。

第六章运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从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倾向调整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社会整体性变革的社会基础，指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后果的认识，都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而作出的行为调整也还是很不足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整体性转型。

第七章着重从中国政府层面分析了新世纪以来推动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举措，主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本章指出科学发展与“现代化”是有区别的概念，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也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本章还详细分析了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文明的路径和观点。

第八章针对中国新世纪以来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迈向“双赢”的趋向，分析了其背景和潜在的风险，并基于此进一步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质疑和批评，指出了进一步发展、完善该理论的若干重点与方向，强调了理论反思对于科学研究和实践指导的重要性。

在附录中，我们运用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公众的环境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指出各国公众都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在众多社会问题并列时，各国公众明显更加关注医疗保健、经济和教育等问题，环境问题并不处在优先位置。与此同时，各国公众所报告的个人环保意愿也不是很突出。这样一些发现进一步凸显了所谓生态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性和复杂性，也对朝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之路提出了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在2008年申报课题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的洪大用、马国栋、龚文娟、陆益龙、冯仕政和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的张萍。在课题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课题组成员有所调整，龚文娟、陆益龙、冯仕政退出了，新增了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卢春天、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李勇进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彭远春、王拓涵、罗桥、范叶超。本书写作分工情况如下：洪大用负责全书框架设计，撰写前言和第五、七、八章；第一、二、三章由马国栋执笔，洪大用改写；第四章和附录由洪大用提出写作框架和思路，分别由罗桥和范叶超执笔，经洪大用改写；第六章由卢春天执笔，洪大用改写；全书最后由洪大用审读定稿。另外，张萍、李勇进、彭远春、王拓涵等在课题研究中承担了一些资料搜集和翻译工作。

我们认为本书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关实践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全面了解，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认识，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但是，需要坦陈的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所付出的努力还不够，所以书中肯定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诚挚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督促我们不断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期协力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最后，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需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别是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是人文分社潘宇社长和策划编辑宋义平先生所付出的诸多努力！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第一章 生态现代化理论概述



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哈勃(Joseph Huber)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
注1

 哈勃把生态现代化视作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指带有绿色转向的工业结构调整。他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包括了三个阶段：工业突破阶段、工业社会建设阶段、“超工业化”(superindustrialisation)过程中工业系统的生态转换。
注2

 使得第三阶段成为可能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自哈勃提出生态现代化的概念算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然发展到了第三代。
注3

 不过，不同的学者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分期有不同的标准和解释路径。
注4

 大家比较公认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成型得益于荷兰学者摩尔、哈杰，德国学者杰尼克、西蒙内斯(Udo Simonis)，英国学者科恩(Maurie Cohen)、墨菲(Joseph Murphy)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夫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他们的见解构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经脉。

一、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image: image]


考虑到摩尔、哈杰、杰尼克和克里斯托夫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本书侧重对他们的主要观点予以介绍。


(一)摩尔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亚瑟·摩尔是国际知名的环境社会学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副校长，曼索特(Mansholt)研究生院院长，环境政策系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理论与环境、环境转型与变革、社会运动、信息化与全球化等等。如果将哈勃视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建者，那么摩尔应当被看成最重要的富有成果的开拓者之一。他在生态现代化理论领域的建树足已使得他本人获得良好的学术声望。

摩尔从自身的专业视角出发将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加以审视。他指出生态现代化是在与那些有关现代性的负向批判不断争论的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理论。
注5

 对于经济的无情增长、科学技术乃至军事权力的无节制扩张势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伤害，严重威胁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观点，他认为是值得商榷和再思考的。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合理性应该是值得肯定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能够同时实现，而不必然具有相互排他性。
注6

 摩尔强调生态现代化从本质上并不是追求资本的积累，也不是环境恶化的绝对诱因，而是社会的转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就是要深入地分析现代工业化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危机从而深化环境变革。
注7

 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核心就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优化的条件和动态过程，即社会的生态化转向。

摩尔在其相关著述中，如《生产的精化：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化学工业》(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Demical Industry,1995)、《生态现代化：工业转型与环境变革》(Ecological Modernizatio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 Reform,1997)、《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视角与重要争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2000)指出了作为社会转型理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科学技术不再是引发生态危机的诱因而是加速生态变革的有效工具。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应当超越“环境问题制造者的角色”转而重视它在解决和预防环境问题中的潜在和现实作用。实现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开发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改传统的治理和修复模式，在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和设计阶段将环境问题加以解决。

二是与其他理论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政府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改变以往在环境改良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状态，采取更加灵活的行政模式，让企业、公众以及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和参与应当是政府积极倡导的行为特征。政府的环境政策决策不应当是应急性的、机械的、封闭的，而应该是先见的、灵活的、开放的。

三是强调一方面要重视传统的国家机构和新社会运动在环境变革中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必须对经济和市场动力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作出深入的分析，对生产者、消费者、顾客、保险机构等经济主体在生态重建和改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关注。摩尔指出现代经济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能够按照生态化原则发生转变，这就意味着经济机制的有效发挥和合理应用是能够与生态利益发生耦合的，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同步也是可行的。

四是公众社会运动的地位、角色及其作用伴随政府与市场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重新定位而发生了变化。环境运动的参与者逐渐成为生态重建的社会支持力量，而不再那么具有颠覆和对抗的品质。这使得运动本身成为一种社会内部的规制。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承担传统的管理、规范、合作职能。


(二)哈杰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荷兰学者哈杰是一位生态现代化理论话语的实践者。他坚定地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话语，它辨识出生态环境问题集合的结构特征，同时假定了现存的制度可以涵括环境保护的要素而使环境的改革得以实现。
注8

 而环境话语就是一个由大量行动主体的主张以及关注共同构成的令人吃惊的集合。
注9

 在此意义上，哈杰的阐述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的特征。沿着福柯所开辟的话语分析路径，哈杰指出正是一些简单抑或复杂的故事线索(story lines)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化。
注10

 因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视为一系列新故事线索的常规化议程。它不断重复着定义难题、寻找解决方法、探究因果关系、考量优先性的过程。生态危机恰是现代社会制度实践未能充分考虑的要素，而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依赖于对围绕着“环境”而展开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建构进行深入的探索，弄清楚行动主体的主张和关注，提炼问题并搞清问题的界定方式，分析其结果及影响(特别是政治影响)。主体行动和主体行动展开的背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可以充分揭示话语的意义，并可以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这为社会行动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地图，开启了文化政治塑造的社会选择。

与摩尔一样，哈杰同样关注到生态现代化过程中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现代化是促进环境改善、加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生态现代化概念本身综合了许多社会要素，要想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将这些社会要素加以充分“整合”，并不断调整社会内部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结构。
注11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不断地创新。他还指出生态现代化最主要的内涵在于将“整合”的理念渗入政策策略制定的过程当中。这对于改变传统的“末端控制”治理模式，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科学不再如以往那样仅仅扮演为环境破坏提供证据的角色，而是卷入国家发展政策决策之中。科学家担负起决定自然所承载的污染等级的重任，科学的发展趋势也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向整体论的生态自然观方向转移。
注12



在哈杰看来，生态现代化还是一个在企业、科学部门、环境运动以及积极倡导环境变革的政治家之间形成的话语联盟
注13

 。它建立在一些可靠而动人的故事线索之上：环境问题的管制表现为一种正和游戏；污染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自然界的平衡理应受到重视；预防比治疗要好；相比先前的污染增长路径，可持续发展是另一种选择。
注14

 话语联盟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环境退化可计算和量化”(尤其是用货币计算)的概念。借此，哈杰进一步论述了生态现代化所蕴含的经济向度。首先，哈杰主张将环境视为一种公共物品，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自然资源的任意使用给社会带来的附加成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策略就是采用经济学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加以处理。让商家为污染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
注15

 其次，哈杰指出，在生态现代化思想中，“防止污染有报偿”已经取代“环保只会增加成本”的传统理念，融入整个欧美管理的实践当中。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成为生产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而“从不同的价值角度审核”的观念亦要求在衡量企业成功与否时，把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等因素作为指标加以审核。于是生态现代化就从微观层面上对企业形成了约束。企业要想从商品生产交往中获利必须先保护好环境。

在对待环境运动的问题上，哈杰指出，生态现代化是对那些具有“反现代”主义观点的社会运动的话语批判，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出现确实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局面——以往存在于政府与环境运动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和对立消解了。
注16

 生态现代化承认新的主体，它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纳环境组织、当地居民从而开启了政策参与实践的创新。积极的新主体可以加入政府常规的咨询活动，亦可以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事务，同时还能够就环境事件展开广泛讨论。公众的话语权力得到提升，他们不再被关在社会决策的“门外”。因此，社会的矛盾自然逐步消减了。


(三)杰尼克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马丁·杰尼克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在政治学方面颇有建树。自1986年起，他一直在环境政策领域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并陆续担任环境科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一系列主流期刊的编辑、校对等工作。他笔耕不辍，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如《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al Policy,1985)、《国家失灵：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无效》(State Failure:The Impotence of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1990)等等。

以杰尼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目光集中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上。杰尼克认为生态现代化就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
注17

 。他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环境政策区分为补救性政策和预防性政策
注18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补救性策略以及预防性策略。

杰尼克指出补救性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建设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损失予以修复或补偿(如损伤的财政补偿)，二是应用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如在以燃煤为主的发电站应用管道脱硫设备来阻击酸雨)。相应地，他还提出了两种预防性策略，即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如增加燃烧过程中的效率)以及通过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生产过程，建立新型清洁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如拓展组织形式、开发新公共交通战略来取代私人交通等)。
注19



在杰尼克看来，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革新以及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
注20

 而策略转换的过程就是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实现生态现代化目标的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绿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杰尼克的“生态现代化能力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能够用来比较的理论路径。杰尼克为了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环境政策上、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处理上会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尝试性地从“能力”的角度寻找突破。他认为，一个国家实现生态现代化的能力是与其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政策、劳动市场政策比较成功的国家更倾向于拥有成功的环境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越强，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政策实践就越倾向成功。
注21



如图1—1所示，杰尼克指出，生态现代化能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变量：问题压力、共识能力、创新能力、战略精熟性。问题压力主要是一个经济绩效的问题。在杰尼克看来，一个国家的充分的环境绩效既是管理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也是污染程度的决定性因素。那些有着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一方面有能力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承担更加沉重的污染负担，但却同时产生了比那些具有糟糕绩效水平国家多得多的单位污染排放。所以在此意义上，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然而重要的是，实现环境状况的改变需要经济绩效水平的提高。

[image: image]


图1—1 生态现代化能力

资料来源：转引自安德森(Andersen)(1994)Governance by Green Taxes: Mak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Pay.Manchester,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56。

共识能力，也可以称作政策风格。杰尼克认为，政策的风格影响生态现代化的推进。那些具有“开放决策”过程的国家，它们能够及时回应新的利益以及观念，产生远比僵化保守、逃避挑战的国家更具环境问题解决力的政策。像瑞典、荷兰、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它们走出了一条寻求“共同决策”的方法路径，企业、政府、社会的协商合作确保了环境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够走向成功。

创新能力是国家和市场的禀赋，它决定了政策对于政治系统、法律系统、信息系统、经济系统中新利益的开放性。在创新的环境中，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带来成功的环境政策以及成功的生态现代化。

战略精熟性。鉴于新的项目计划、人员、资源的出现，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度化则成为一种必需。杰尼克指出，如果这种制度化的力度不那么强，那么在环境社会发展的长期定位、制度改善等输出方面的制度化能力就很逊色，鉴于此，环保部门所做出的努力将导致一种与末端治理相似的政策，而不是更具广泛意义和价值的预防政策。


(四)克里斯托夫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皮特·克里斯托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资源管理与地理学系教师，澳大利亚保育基金会副主席，致力于环境保护与发展、气候变迁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克里斯托夫在分析了诸多生态现代化的解释后，根据程度和范围将生态现代化理论划分为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两种。他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不仅描述了生态现代化的共同过程，还提供了相当不同的真实世界的结果。而且强与弱本身是跨越一系列问题和制度的连续体(参见表1—1)
注22

 。

表1—1生态现代化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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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皮特·克里斯托夫(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in Stephen Young(e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London: Routledge，p.222。

他认为弱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技术统治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它强调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并提倡由科学界、经济界以及政界精英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及掌控决策权。克里斯托夫指出弱生态现代化往往局限于分析发达国家且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封闭单一的框架(参见表1—2)。
注23



表1—2弱生态现代化与强生态现代化

[image: image]




资料来源：皮特·克里斯托夫(1996)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110 111。

相比之下，强生态现代化却表现出了特有的优越性和延展性。克里斯托夫认为强生态现代化考虑到了人与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将关注的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并且更加关注环境意识形态的转变。
注24

 对于持续的生态发展结果而言，弱生态现代化的一些特征虽然不是先决条件，但是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不能舍弃技术革新、经济工具而一味追求制度变迁、交往沟通。实际上，有时弱的生态现代化事项需要整合进强生态现代化的规范层面，并得到相应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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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image: image]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其诞生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资源。有的研究者指出，环境社会学中已经形成了九种相互竞争但又遵循着某种默契和共识的理论范式
注25

 帕克将其对生态学的熟悉以及对动植物相互依赖关系的兴趣转移到对人类的社会行为、社会过程、社会制度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上来。他把生态学基础原理当作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工具，用以分析社区。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人类较之于其他生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人类是生物和文化的复合体。人类不像动、植物那样紧密地、直接依赖于物理环境，他们能够分散而有机地组织生活、凭借技术来重新形塑他们的生境、用文化和传统来支撑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结构。帕克也同时意识到，人类所致力追求的城市发展，以及不期而至的工业污染势必会影响生态的平衡。然而他也指出，这种影响也很可能是一种推动变迁的动力。这明显受生态学干扰理论的影响。

以帕克为代表的早期人类生态学理论并不是环境社会学领域的，至少在形成的时间，以及基本的理论主张等方面明显有别于卡顿(Riley E.Dunlap)和邓拉普(William R·Catton,Jr.)这两位环境社会学的先驱所提倡的“人类生态学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新人类生态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卡顿、邓拉普在对传统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新范式即“新生态范式”。他们指出
注26

 ，当今世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前提，即“人类特例论”或“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比起其他生物，人类是超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包括环境)之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能够创造文化，并使其无限积累、延续、变化。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问题迎刃而解。而自然的存在就仅仅是为了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的价值被隐匿于人类排除一切的努力尝试之中——不断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开发掘取资源的技术手段。卡顿和邓拉普认为这种范式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狭隘性。人类豁免主义不过是基于人类的文化、语言、技术以及精密的组织而提出的一种泛化的假设，它并没有在更加宽泛的、生态系统的意义上来深入认识和理解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有意无意地突出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事务当中的价值，而没有看到环境等非文化建构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卡顿和邓拉普希望学界能够扩大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对人在生态系统中位置的认知。他们的新生态范式指出，即便人类确实存在某些例外性的特征，但是他们依然是生命网络中的一个物种而已。更加复杂的、深受因果关系影响的人类事务也应加上自然的限制。尽管人类的创造力可以短暂地拓展承载力的限制幅度，但是生态法则是永远无法废止的，自然没有给予人类豁免权。
注27



卡顿和邓拉普的人类生态学理论洞见对于环境社会学来讲是重要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以往的社会学理论缺乏“环境”的视角和见解，未能给予“环境”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而帕克、麦肯齐(McKenzie)、伯吉斯(Burgess)等致力发展的城市社会学也仅仅是对城市空间的生态过程颇感兴趣。
注28

 因此，他们倡导在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内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环境社会学”。沿着卡顿和邓拉普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路径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思维结构中“环境”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环境不但具有自然特性，而且存在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环境问题、环境风险等等都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与文化、技术、组织等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与复杂的生态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理论尽管同属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理论，但是二者的发展路向似乎不那么一致。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导源、本质、取向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与人类生态学理论极大的差异。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学术观点可以被轻松地用来质疑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整体面向。这种看似对立的位置恰恰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位
注29

 的表现之一。

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准确地说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理论产物。它延续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在现代化理论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的绿色现代化构想。现代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已然注意到，社会发展并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仅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在社会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环境因素则是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之所以会发生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危机不是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未能处理好自身的问题而带来的负面结果。

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人类生态学理论明显不是导源于现代化理论的成熟，而是在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上的拓展和应用。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学的发展演进可以给人类发展提供一种开阔而丰富的视角，它将帮助促成以人类为标的的与生物圈相互作用的科学——人类生态学。特别是生态学内部生态系统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让有关人与环境和谐共进的研究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生态系统是一定时空内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单位。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一旦超出了限度，便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在理论本质上，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并没有超出“人类中心论”范式所形成的界域。虽然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强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同步性，认为环境与发展并不真正存在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但是它并没有试图改变自然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而是更加突出生态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生态环境的考量也不过体现了一种对提升人类生活水平的不得已的环境关心而已。

在人类生态学理论看来，可能生态现代化是又一个“人类豁免主义”具体的理论表现形式。人类始终处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凭借技术的绿化、精化来改善现代工业发展当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现代化这个由“生态”与“现代化”合成的词组中，“现代化”才是最终的目的，其受益指向终究是人类自身。而“生态”不过是一个装饰，让现代化的发展更具时代特色以及合理性。就如同邓拉普等学者所表示的那样，可能生态现代化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性的问题。
注30

 在技术论主导的生态现代化那里，往往强调如何通过人类能力的改善来改变和冲破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而没有像卡顿和邓拉普的“新生态范式”所宣称的那样，应当在有限的环境条件下思考人类行为、制度等社会变量的改变和调适。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环境的限制，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突破性取向的，而人类生态学理论则是适应调节性的。

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文化、技术、组织这些人类特性的要素并未过分强调，尽管它也承认人类具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品质，然而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性特征理应得到更加明显的重视。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都存在与周围其他生物和环境的彼此联系和交流，进而形成一个相互往来沟通的网络。物质的循环、能量的流动以及信息的传递均是基于这张硕大的关系网络进行的。其间，环境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所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生态学理论的核心关切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人类文化、技术，甚或是简约化的环境。与之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关切的内容上尽管随着理论的拓展既注意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精密的组织安排、高端化的技术，又注意到环境所具有的多元价值，但是其努力的最终的落脚点始终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生态自身的保育和维护。这就意味着，生态现代化理论注定会把技术、组织、制度这些现代化的核心要件置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难免会让人体会到人类生态学理论是重网络关系的，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站在“结构”的队列之中的。

但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两种理论存在一致之处，这正是它们同属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前提。二者都历史性地宣称“自然”不应当被完全地从社会发展的讨论中驱离出来，环境和社会的关系都是应当被重新界定的，而不是像早期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在社会与外在的环境之间设置一道藩篱。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政治经济学理论

环境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有着鲜明社会学特色的理论。以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道路上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探析和解读。在施耐伯格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特别体现在他称之为“生产永动机”的解释模型当中。
注31



施耐伯格指出，单纯的人口增长带来环境破坏以及环境致害性技术导致生态灾难的观点未免流于表面。
注32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环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真正诱因。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中，资本家和投资者为了追逐利润，以创造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扩张。为此，他们致力于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制造更加丰富而多元的消费产品，即使他们的行为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担而导致环境问题的发生。可以想见，一旦环境问题的规模扩大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抑制性的影响。然而，在资本主义内在经济扩张需求的带动下，资本家仍然会诉诸环境的索取，不断增加资源投入，由此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经济也进一步受到限制。周而复始，陷入一个发展的怪圈。这就是施耐伯格所谓的“生产永动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模型。

在施耐伯格看来，生产永动机的目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投资者而言就是获取丰厚的利润。
注33

 通过生产永动机这样一种机制，经济系统得以生产和创造更多的财富。资本家和投资者能够从自然中攫取原材料并将其转换成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者兼具两种价值的物品。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他们着手投资替代劳动力的新技术，同时增加工业生产以分担成本。新技术的发明创造、机械的精细度以及生产总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对环境影响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工业企业越来越有能力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给养，而与此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废弃物和有毒物质，从而污染了环境。

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对于生产永动机所带来的如此环境破坏似乎并未予以深刻反思。他们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始终依附于经济增长的核心要义。在制定政策问题上，他们继续沿着经济扩张的轨迹行进。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更好的应对环境危机的方式是替代转移性的，即开放一个全新的逐利领域来处理资源短缺问题。资源匮乏在他们看来则成为了提高价格的有利条件。而政府的角色似乎更为微妙。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政治化的运作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它也还需要从事某种程度的环境治理。这两种冲突的角色似乎让政府处境尴尬。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国家做出必要而符合自身需求的选择。它试图通过立法促进有限的环境保护，只要这种努力足能够实现转移公众的视线和批评就行，它从来不想作出更重大、更充分的努力以免经济增长的引擎突然停顿。
注34



沿着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线索，生产永动机模型指出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对生产永动机是支持性的，它们让本已无限转动的永动机得以更加快速运转。无论是家庭制度、福利国家制度等等都是在为生产永动机服务的。家庭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成为营销者争取的对象，通过大篇幅的广告以及其他媒体形式说服家庭去购买更多新颖别致而实际上并不那么实用的产品。购物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必需，进而变成公民应尽的责任。即便公民时而有选择地不那么热衷于购物，但是当政府看到经济态势低迷、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或倒退时，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刺激经济部门发展经济、鼓励公众购物。福利国家制度则更是维系生产永动机的制度。国家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政策，它将经济扩张获取的节余作为各种补贴、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人保障金分配给能够保证安定、健康发展的社会网络，使得工人们保持在一种低熵的状态。
注35

 于是他们能够稳定地贡献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由此看来，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化了环境衰退的事实。正是少数富裕的资本家以及由他们所操纵的政府酝酿和造成了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民众是被动的，是权利缺失的。要改变这种现状，让经济发展、环境退化、再经济发展、再环境退化……这样的怪圈拆解开来，通过环境改良主义的办法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所以，唯一的途径只有进行持续的政治社会动员。然而，毫无疑问，这注定是要受到资本政府、公司机构的竭力反对的。他们试图联合起来制造一种看似不错的“幻觉”。循环利用，乍一看可以帮助人们在消费模式改良的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消费型生活，但从长远来看明显仍是难以为继的。它对未来的环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在施耐伯格和他的学生们，如古德(Kenneth Gould)(1994)
注36

 看来，如果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根本不计后果地重蹈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覆辙，那么他们看到的很可能是经济和环境双重衰败的后果。通过机械地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展贸易交流，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依赖于全球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注入。然而一旦有更加低成本的市场出现，它们就会被无情地替代。投资戛然终止。即便是它们获得了发达国家的青睐，但是并不能保证其投资的项目都会如预期般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了。

很明显，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极富洞见的，它看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比起单纯地强调技术、人口等因素似乎深刻了许多。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最根本的立场上是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对立的。自哈勃将绿色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现实性问题置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议程之后，来自以施耐伯格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的声讨之声就未曾停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在环境退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任何忽视资本主义因素的环境改革学说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因为它不能从根源上思考解决环境危机的方式，而仅仅鼓吹采取改良的措施，这样只能越发强化资本主义生产而降低对资本主义的绿色批判，最终环境问题依然得不到彻底解决。

面对批评，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作出一些调整和回应，指出：资本主义对于具有环境亲和力的生产和消费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它在环境退化的过程中也并未起什么作用。
注37

 针对政治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极限扩张的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家表态说他们已然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也开始朝着更加绿化的、不越边界的方向上前进了，所以再用这种批判来指责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但是，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绿色化实践不过是一种看似光鲜亮丽的装饰。
注38

 服务于环境的改良很可能不是出于企业的本意，而是出于国家、社会的直接或间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并非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所谓的“英雄”，而很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或是“谎言的制造者”，向外公布良好的环境绩效，而事实却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理想。与此同时，他们的实际收益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

施耐伯格还发现，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选择在一个富有创新性的领域和行业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或是用他们的理论做出具有选择性的分析。
注39

 由此而被瞄准的研究对象难免不是具有典型性的。然而是否能因此而得以推广，是应该值得反思的。可是，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野里，似乎假定了推广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尽管也有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指出，如果生态现代化理论要用来概括环境改革的可行路径，那么它必须精化，以适应工业化国家具体的地方条件和制度发展。
注40

 施耐伯格还通过研究指出，新技术不能带来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环境的政治决策依然是囿限在经济的藩篱之中的，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国度，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是难以达到的。

当然，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也试图指出政治经济学派的局限。站在生态现代化的立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彻底的经济体制的激烈变革，而是更加丰富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加完备和合理的制度、更为广泛的参与和对话。这些可以被理解成生态现代化的载体。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野里，这些措施对于公众而言是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经济学派所着力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要想彻底改变明显是不易的，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久已形成的各种习惯。

虽然存在观点上的对立与竞争关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一致之处。两者都承认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认真对待。不像后现代和社会建构主义者那样，在话语里充斥着诡辩与解构。


(三)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让贝克(Beck)步入了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列。他对于改善现代主义的主张是坚定而有力的。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的工业社会已然走向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如果不改变已有的现代化模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风险后果将愈加不可收拾。显然，贝克对于现代性的现代表现持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贝克指出，现代的风险已经与自然发生的洪涝、灾荒不同了，它是由所谓的人类“决定”造成的，是现代性自身诱导和带来的危险与不安所形成的结果。
注41

 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风险表现出新的特点：在时间上，风险似乎更有持久性，它的影响既可能是当代的，又可能会进入未来的时空维度。后代人因而受其影响的几率增加；在影响范围上，风险不断扩大，超出风险的发生地向周边乃至全球范围扩散。受影响的也已不仅仅限于某个地区的人，而很可能是所有人类群体；在效果上，这种风险是往返式的，输出的风险和危害又很可能回到发生地，形成一种由内而外而又由外而内的回路。
注42

 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越来越无法识别了，普通的民众既看不到那些“无形化”的风险，也缺乏科学家才有的知识和设备来检测风险。而一旦风险导致的灾害发生，现有的灾害补偿能力的有限性就会显示出来。

贝克非常重视分配的问题。在他看来，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考虑财富的分配。这就需要思考社会集体创造的财富如何能按照社会不平等而又“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
注43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人们往往依赖科学知识来衡量风险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这种知识是存在局限性的，人们不可能达到掌握完全知识的程度。
注44

 在一定意义上，科学与知识领先于普通民众的认识，而普通的民众持续地不能控制他们仰仗的机器和工具，他们在“无知”中渴望“有知”。由于知识的缺乏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神秘感，认为只有科学家才是能够解开谜团的人。于是他们对科学家就科学信息的解释深信不疑。但是，贝克认为，这种依赖可能是有问题的。至少科学家也会犯错误，对于科学可能导致的风险和过失他们视而不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决定了风险的分布。核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科学家宣称核能是一种安全的能量形式，然而其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和隐患。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986年4月26日，当时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造成了强烈的辐射污染，严重地威胁到那个地区以及周边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安全。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不再对现代性制度抱有绝对的信任。
注45

 在他们看来，科学、政治、贸易等本应维护和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让他们在理性的庇佑下有条理的生活。可是，现实上正是这些现代性制度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世界，看到了现代技术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于是，人们变得不那么乐意接受新技术，即使他们一再被告之，什么是安全的。他们宁愿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担心，政府官员、企业领袖、科学家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代言人是会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欺骗。原本充满风险的事务在这些人那里很可能换了包装，贴上了“安全”、“可信”的标签。

此外，贝克还认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不会像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那样忠实于规范、欣然承受压力。
注46

 个人的支持网和关系网是鉴于个人的选择而形成的，是个人根据利益关系和现实情况“反思”的结果。这样一方面意味着个人具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已然失去了传统社会的集体感，不得不在应对社会挑战的过程中体验和经历危机与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无法预测的超出想象的后果。在集体意义缺失的情况下，个人和制度的选择势必要经过不断的评价和评估，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才能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这个过程，贝克称之为“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包括贝克、吉登斯在内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一致认为，反思性才是开启环境问题解决之门的钥匙。
注47

 社会大众、社会机构、社会团体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现有的知识对风险以及风险之中的个人、制度实践做出到位的评价、评估，甚至是再评价、再评估。为了应对风险，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亦需重新审视，应当建立合作式的风险管理机制，让整个社会，包括各种单位、团体、政府等等都成为应对和消除风险的能动主体，并在国际和国内的水平上，通过交流和沟通形成阻击风险的合力。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关系

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相比，风险社会理论有时被看作是真正与生态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的一种理论。虽然它们都分别指涉了一种包容环境要素的社会变迁方向，但是两者在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发展方向上有明显不一致的判断。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坚信，现代性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自己，从而解决现代工业社会所制造的规模庞大的环境问题。绿化对于现代化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前进方向。因此，工业社会的生态转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已然发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社会发展的秩序以及公众正常的物质文化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未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可能。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是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截然相对的矛盾对立体。相反，二者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共赢的局面。正如摩尔反复强调的那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互补而非冲突的。
注48



但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却不那么乐观，至少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安全、环境改良并没有像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那样信心十足。他们认为人类注定要面对现代化宏大工程的风险。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不可避免地会给环境带来灾难和麻烦。要想解决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实则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然而，以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理论家也看到了一点曙光。他们认为可以寄希望于“反思现代性”的拓展和延伸，用自律或者说自我纠正来帮助攻克发展的难题，确保转型在制度、生产等各个方面持续发生。

无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还是风险社会理论，都不约而同地将技术作为理论思考的核心议题。可是，它们所关注的方向是不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沿着环境经济发展的轨道行进，将技术视为经济和环境改善的有力凭借，认为清洁型的技术能够带来不一样的社会发展效果。然而它却忽视了或者低估了风险社会理论所着力分析的高风险技术。也就是说，技术不光是清洁导向的、有益的，也是存在风险的、致害的。在风险社会理论家看来，现代化社会中技术风险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甚至能够摧毁一切。未来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是像生态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那样生机勃勃，还是像风险社会理论所暗指的那样危机四伏，目前尚难预期。

生态现代化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发达社会的，都关涉到现代性及其未来，都承认环境风险的真实威胁，其所提观点也都有其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都只是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个侧面。在此意义上，它们明显都是具有分歧的“局部”理论模型。而且，两种理论有着忽视社会不平等分析的共同局限。恰恰是这个共同的“盲点”对两种理论都构成了挑战。因为由环境资源以及风险分配所表征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直接关涉社会建设的基础。要想回避社会不平等、贫困、隔离、环境剥夺等等问题而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者形成抵抗风险的“合力”，明显是不太可行的。


(四)环境公正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环境公正理论

随着环境问题的突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环境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深入，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风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公正的观念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在自然资源的使用机会、自然资源的分配、环境风险的承担上，所有的主体应该一律平等，而不是集中在某个人身上或是仅仅存在于某个群体或阶层中间。在墨海(Paul Mohai)、佩罗(David Pellow)等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环境社会学中逐步形成了环境公正的分析视角。
注49



由于相关研究源于美国，所以在环境公正理论的脉络中，种族歧视分析比较突出。正是因为种族之间的差异、偏见才致使废物垃圾被肆意丢弃甚或转移至那些弱势族裔所居住的社区。不过，现代社会的种族歧视并不是那么大张旗鼓地与激烈的意识形态表现纠结在一起，而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制度化形式出现，让人不易察觉。

国家在环境不公正现象中的角色是微妙的。一种称之为“合作主义”的解说模式突出了这一点。
注50

 它指出，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与利益集团合作的方式，才导致了环境不公正。国家的制度安排有倾向性地将工业资本主义利益纳入到深层的社会结构当中。一方面，它们自己制造了风险，让社会的主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它们给予那些制造风险的企业盟友以庇佑。在此过程中国家有意无意地将民众的决策参与权给剥夺了。西方绿党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结构关系。

市场对于环境不公正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市场机制所倡导的理性选择并不总是带来收益，而很可能带来一种环境不公——人们无法拥有同等的机会来规避风险。工业资本主义秉持利益最大化原则，必定将高污染的设施以及污染处理设备安置到那些低成本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穷人的集散地。因为富人一旦看到污染危害的出现，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远离。而低收入的穷人面对低廉的房屋租售价格，以及被低地价和低廉劳动力价格所吸引来的大批工业投资者，他们只能选择留下，同时继续承受污染。可见，理性的选择实际上催生了不公，而要想加以解决则只有借助于更加公平的环境政策了。

环境公正理论还指出，穷人和少数民族群体缺乏足够的动员资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弱者，具有相当的脆弱性。
注51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占据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于是，那些风险废弃物会轻易地转移到这些“弱者”所居住的区域里。而富人和地位阶层高的人群则可从容地抵制和远离污染。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理由似乎在于他们需要富人阶层提供的工作来养家糊口。

佩罗所提出的环境公正理论似乎注意到了上述所有因素。他尝试着将不同的环境公正的利益方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框架里来讨论。佩罗认为，环境不公是被创造出来的，可复制的，具有可变性。
注52

 原本为了争夺有价值的环境资源而产生联系的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究竟谁是致害者、谁是受害者很难加以简单的区分。只有回复到其动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察其对话竞争的关系才能认清环境不公形成的真正面貌。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抵抗有害物的能力等等都是有差异的，关键是看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此外，佩罗也关注到国际间的资源和风险分配。他认为，跨国界的“污染贸易”、“资源剥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来解释。
注53

 从发达国家来看，它们已然设置了较高的环境门槛和标准，让风险污染物难以轻易流入境内，而同时，鉴于继续发展经济的需要它们大量进口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相应地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它们的环境政策则不那么严厉，导致风险污染物向内流动。加之财政的需求，它们也就顺其自然地应和了发达国家的资源要求了。

邦克(Stephen Bunker)进一步援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环境不公。
注54

 他认为，正是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地位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等的经济、政治关系造成了环境的不平等。中心国家从边缘、半边缘国家掠夺矿藏、森林等大量自然资源，同时还向这些国家转移污染物，从而破坏了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环境，并造成这些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因为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耗尽，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就会陷入恶性的经济困境和贫穷，最终走向更加衰落。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环境公正理论的关系

看上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环境公正理论似乎是互补关系，后者可以弥补前者分析的重要不足。但是，两者在分析的重点和结论上是有很大差异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能，而环境公正理论关注的是环境恶化背景下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环境状况的整体改善在其分析的视野中已经淡化，或者说成为分析的背景。环境公正研究的一些发现直接挑战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

首先，从环境公正理论视角出发，国家的角色可能并不像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那样富有积极可信的正面形象。生态现代化理论肯定了国家在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它认为政府有能力出台整合型的合理政策、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制定完善的发展计划，这一切都有助于推进环境与经济的和谐。但是，环境公正研究发现：政府很可能与企业联合起来制造风险，并通过公共政策的形式将风险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

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根本没有细致入微地去考虑公众的环境利益，特别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边缘区域居民以及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受到的环境不公正对待未能及时予以关注。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国家和企业联合，同时积极吸纳公众的参与和合作。但是参与的公众究竟是谁，参与什么，怎么参与都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即便是参与了，也指涉的是一种经济参与，至于政治上缺少话语权和决策权的问题却并没有深入的探讨。环境公正理论发现，这些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优先议题。

最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可能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营造了一个环境友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局面。但是环境公正研究者发现，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发达国家的实践却是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自然资源使用量的减少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目标或者途径，发达国家在其实践中确实减少了对本国资源的使用量，但是同时却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资源或者使用发展中国家资源制造的产品，以维持其高水准的舒适生活。

环境公正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促进生态现代化理论学者的反思。摩尔等人在其著作(2000)中已经作出了一些表示
注55

 ，并承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确实与不断增加的环境影响的不公平分布有关。但是，按照其一贯的“辩证法”，他们更多关注跨国组织网络、环境关心的制度化以及全球环境信息流动的积极影响，以为自己的核心论点进行辩护。
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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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image: image]


经过哈勃、摩尔、斯帕格林(G.Spaargaren)、舒恩菲(D.A.Sonnenfeld)、杨(S.Young)等学者的不断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大致明确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一是科技水平的发展是实现绿色环境变革的核心支持，经济和市场动力所激发的工业创新能够促进环境保护；二是环境问题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它理应也是一次发展的机会，污染减排塑造环保形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的竞争力；三是预防原则的广泛应用，转变单纯末端治理的局限，降低经济发展的总体成本，促进生产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四是管理策略的精化，建立具有实践意义和价值的环境管理模式，通过环境事务重要性的强化来化解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五是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协调，建立绿色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如何给生态现代化理论贴上一个可以揭示其本质属性的标签，目前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观点，即使是在该理论阵营的内部也还是如此。摩尔的观点承袭了哈勃的社会转型论，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其主旨在于研究社会和制度的转型。而杨则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看作指导企业发展的理论，旨在为企业发展提供根本战略和策略工具，是企业修正性发展可采取的一种长期视角。科恩(M.Cohen)则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组“原则”集合，包括了“超工业化”原则、政府管理原则、综合治理污染原则、预防原则、环境责任制度化原则、决策网络化原则等等。
注57



为了促进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和把握，笔者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该理论的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确认环境问题的客观性。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直面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严肃对待环境恶化的威胁，反对对环境问题的忽视、解构和质疑等种种观点，认为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促进社会与环境关系的协调。

二是对现代化前景的乐观性。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未来发展总是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它认为环境因素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之间不存在决然对立的关系。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与政治经济学、风险社会理论等对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看法有差异。

三是理论建构的反思性。在一定程度上，与风险社会理论一样，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对现代化实践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主张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关系以及由新的信息和知识诱导发生的信念、理想和社会实践，重新定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恰当而有效地调整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合理结构，例如环境治理结构、产业发展结构、政治参与结构、技术创新结构等等，并激发其解决环境问题的潜能。

四是分析策略的选择性。生态现代化理论并非一般性地讨论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对社会系统持一般性的静态的看法。它倾向于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待社会系统，倾向于在研究中发现和总结环境保护的最佳实践，并阐述其可能推广的路径。当然，这样一种研究策略也遭到批评，被认为以点盖面、盲目乐观。

五是政策主张的改良性。生态现代化理论反对根本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主张因势利导、逐步改良。它基本上是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并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僵化不变的，可以通过改良和必要的修饰整理迈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资本主义”。

六是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现代化理论并非是纯学术的理论，甚至也不以理论自身的周密完善为目标，而是以创造和引导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实践为重要目的。在此意义上，该理论是具有行动主义取向的。其重要代表人物摩尔，可以说就是更多地充当了一个政策分析师的角色。生态现代化理论坚持认为政府和企业理应积极利用有关环境的知识和技术转变社会产品和制度安排，并着重推进和实施处于制度发展核心位置的环境政策的改变。

七是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属性。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并没有给予过多强调，相反却突出强调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绿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市场是远比国家更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主体。市场利用竞争、资本投入等手段对于经济的绿化更为有用，而国家的角色不过是提供一种应用环境友好的政策和技术的内部结构、激励以及自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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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空想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然。它依托于西方社会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关怀和思考，是在环境衰退、社会变迁、各种思想竞争和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中应运而生并不断成长的。为了让读者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本章集中分析其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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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背景[image: image]


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要理解其理论旨趣和主要观点，必须回到彼时及其前期的欧洲社会状况。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欧洲社会，可以说是正在经历着大变革，呈现出某种混乱和失去方向感的情形：一方面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振兴经济的需求非常迫切；另一方面，环境恶化触目惊心并引起广泛的社会抗议。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悲观失望，另一方面又有人试图展示指路明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社会经济在恢复重建中迅速发展，曾经给人前景无限美妙的感觉。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种族冲突等等，由此各种社会运动集中爆发。其中，环境运动尤为突出，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卷入到抗议环境污染的活动中去，人们对政府、市场、科技的信任程度降低。无论男女、老少、穷人富人、从业者还是失业者，为了抵制环境污染的社会危害，都走到了一起，大大扩大了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二是环境运动的影响范围迅速地超出区域、国家层次，形成了全国性、国际性的浩大声势。三是环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原有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环境运动团体逐步壮大并制度化，甚至发展为有影响的政党，而且表现为一些建设项目受到阻止、国家环境部门纷纷建立、环境保护进入政府议程、环境立法和环境经济政策纷纷出台等等。

在经济发展引发环境破坏并被广泛关注和抗议的同时，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又遭遇了经济自身趋于停滞的困境，特别是由于石油危机引发了从70年代到80年代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其起因是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认为发达国家在石油消费方面没有照顾到其成员国的利益，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掠夺性地获取了石油这种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为了改变不合理的价格关系，一些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提高了原油价格，由此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经济持续低迷、工作岗位减少、工资收入大幅降低、失业者迅速增加、政府财政能力削弱等等。

面对如此困局，西方社会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罗马俱乐部
注58

 于1972年发布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一种代表性反映。该报告在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的主持下由全球性环境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合作完成，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报告认为：囿于地球的有限性，社会所追求的增长是存在极限的。在全球系统中，人口、经济因子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而粮食、环境和资源因子是按照算数方式发展的。当人口急剧增加、经济出现失控时，就会造成粮食短缺、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更准确地说，这种反过来的影响是“限制”而非“促进”的。按照报告的观点，如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持续发展，势必走向全球系统的极限，从而导致社会的崩溃。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必须及早行动起来创建良好的生态资源条件，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使其保持或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之下，也就是实现所谓“零增长”。

不过，也有人试图提振士气。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在赫德森研究所职员的协助下于1976年发表了《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的研究报告，对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直接进行了批驳。卡恩等人认为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不过是漫长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暂时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与发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根本不会出现“极限场面”。卡恩坚信，工业化的成熟，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平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根本不会发生爆炸的景观；发展中国家(穷国)在借助已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并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情况下，经济能够实现增长；先进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开发和利用永久性、可再生能源，扩大矿藏开采的范围，因而资源也是完全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传统农业和非传统农业能够发掘的潜力都很大，所以粮食的供给从长远来看也是充分的；环境污染的实际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不足，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认识就会随之深化，也便拥有了解决污染问题的经济实力，所以环境污染是可以得到治理的，因此也就根本不会像《增长的极限》所宣称的那样——经济增长必然造成环境污染；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罪因不在于技术，而应归咎于技术的不完善性，一旦技术经过绿化是可以帮助消除环境问题的。很明显，卡恩的论述指明了西方社会的一种乐观前景。

上述两篇报告充分反映了当时包括西欧在内的西方社会的困惑，同时也聚合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即现代性的发展是否面临着生态极限，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否必然对立？两份报告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并且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其影响很快超出西方发达国家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但是，相对而言，在整个70年代，悲观论调更具影响力。可以说，这两个报告所折射出的西方社会状况及其聚合起来的核心问题，成为了后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一个背景和靶子，该理论正是试图在两个报告具有张力的结论之间寻求新的解决路径，也可以说是迎合“在减少资源消费以及减少排放废物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经济福利”
注59

 这样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社会期待的一种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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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背景[image: image]


面对经历巨变的西方社会，思想界也涌动着各种关涉内容甚广的思潮，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三种主要的思潮，它们此起彼伏、相互竞争，在呈现乱象的同时也积聚着思想的源头活水。生态现代化理论既是对西方社会困境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不同思想潮流的继承、批判和回应。


(一)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思想潮流，聚焦于对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政府、科学与理性等等的批判。
注60

 在一定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思，促发了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修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区别。不论葛兰西(Gramsci)还是卢卡奇(Lukács)以及以马尔库塞(Marcuse)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
注61

 ，都非常强调观念和意识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进行了言之确凿的批判。在应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环境与社会关系方面，康芒纳(B.Commoner)、施耐伯格、邦克等学者直接指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广泛存在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恶果，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使现代化不至于走入不复的深渊。
注62



新马克思主义者视资本主义“国家”为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霸权地位来获取对整个国家的支配。
注63

 凭借资产阶级的企业，国家得以控制市民社会，使得资产阶级的各项意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当中。知识诉求、评价标准、价值取向都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所控制和把持。因此，任何在社会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都与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国家脱不了干系。即使是国家所实施的福利政策，也是具有极强政治性的，不过是为了消解对立、化解不满而使社会主义者、工业无产阶级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安分地待在资本主义所设定的框架结构中的一项权宜之计而已。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不再是中立、客观的，因为它附着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意志，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政治”内涵。在资本主义内部，那些以往通过科学而树立起客观、中立形象的科学家以及凭借专业化知识而在某一领域具有精英业绩的专家也难免不是资产阶级政治运作的产物。他们不能够很好地代表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诉求。于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所谓的科学家和专家的“中立”只能算是一个隐匿了政治性而裸露在外的幌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但促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得以实现，将人对自然控制的权力和欲望推向极致，而且使得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被控制的自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权力支配和控制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导致的环境异化，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应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表现。通过控制自然而控制人，进而使社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体民众的利益服务。
注64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业化、现代化也抱有批评。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化和政府一同炮制了环境恶化的事实。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将环境单纯地视为对象化的存在。
注65

 资本家则以生产索取的方式、蔑视的态度对待自然。这种资本主义固有的文化观念所指引下的工业化进程是内在地具有环境破坏性的，它与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具理性所导致的文化是一种手段文化，而不是一种目的文化，也就是说，更注重的是实现结果的方式，而不是该结果本身。
注66

 它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动机不在于真理的发现、和平的实现、饥饿的消除，而是在于原本应该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商品消费，工具变成了目的。一些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提出要走“去工业化”的道路。

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趋于式微，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与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缺陷、西方社会面临的经济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衰退乃至瓦解都有关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同样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灾难，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等严重问题。如此种种反证，大大削弱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看，虽然它们在表面上多少回避了对资本主义体制优先性的讨论，甚至宣称既不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环境改革的先决条件，也不把它看作关键性的阻碍。
注67

 但是，其有关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化等观点，似乎都是针对新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际上总是试图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成功找到生态化转型之路。但是，在对生态环境问题之真实性的体认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有着一致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很好的靶子，针对它的研究和批判开辟了新理论的成长之路。


(二)新自由主义


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式微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走向复兴，并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甚至一度波及全球。
注68

 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在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的同时，主张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但是，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败给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这种学派强调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认为只有借助国家对货币资本流通和信贷的调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实践挽救了资本主义，并带来了新的经济繁荣，以致新自由主义一度陷入沉寂。然而，进入70年代，当又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新自由主义再度活跃，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张性收入政策)的结果，要求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式，重新重视自由市场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者坚定地维护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理的，能够对资源起到优化配置的作用。市场不仅仅是交换的场所，更是传递信息的平台，通过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得以互通有无，而生产要素也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只有将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嵌入社会经济政策结构中，才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相应地，新自由主义者坚定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市场得以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只有给予私人以充分的经济自由才能确保市场调节机制的有效运行。私人企业的利益追求更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最好表征。只有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相比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逆向的。由此，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
注69

 他们认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限制了市场信息渠道的流通，还对个体经济活动的开展造成影响，会妨碍市场机能正常有效发挥，最终妨碍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政府有限的或者轻微的干预，认为政府可以扮演好其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由此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也就是社会指导的市场经济。当然，除了这些最为基本的主张之外，新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论述，此处不赘述。

从整体上看，生态现代化理论汲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很多思想成分。它不仅不像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对资本主义体制给予尖锐批判，也不质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坚定地认为市场机制在促进社会与环境的协调方面是非常重要且完全可能的，对环境变革中的市场角色和动力持欢迎态度。
注70

 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实际上也在着力维护资本主义体制，并指出民族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虽有但是有限，全球公民社会在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盛极而衰，以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格里芬(D.R.Griffin)、福柯(M.Foucault)等为代表人物，着眼于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解构和批判，是孕育于现代主义内部但却反叛和矫枉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者指责现代化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现代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大肆宣扬的人权理念等也不过是工具理性旗下的一员，人则处于被奴役的位置。进而，他们表达出一系列“反抗”的愿望——反理性、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反“同一性”、反整体性等等。

后现代主义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同其反“同一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差异性才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同一性和整体性则根本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空想，无论通过任何努力都是无法真正获得的。多元性、差异性视角才能够带来对事物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利奥塔就曾发出这样的号召：“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
注71

 。尽管从本质上讲都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但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所秉持的批判和解构取向是不一致的，他们对后现代抱有不同的态度和主张。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利奥塔的知识合法化危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图景进行了描绘。
注72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也有共同的鲜明特点，即他们都习惯于对他人已经构建的东西进行拆解，对综合和整体的东西保持怀疑，对置于圣坛上的权威施以挑战，对确定和实然之物进行毁灭。

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指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产物，现代主义放纵了人的主体性，过分地宣扬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不恰当地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异化的结果。现代化所极力推崇的“理性”并不会、也没有将人类从压迫、束缚带向自由、解放。相反，它越来越将社会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要想超脱实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又声称生态危机是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环境改善和变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具有相似特征的问题集合，而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碎片景观。由此，所谓环境问题就成为一个无须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是问题。即便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也已经被“解决”了。如此，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批判就变得毫无意义。

很明显，后现代主义者这种怀疑一切、几近虚无甚至自相矛盾的思想风格和观点，是不能被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所接受的，甚至会激怒他们。事实上，生态现代化理论甫一提出，就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不过，该理论在回应这种解构中成长，而后现代主义则走向衰落。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宏大叙事或整体叙事所代表的现代性诉求无论如何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论付出怎样的努力都不会产生预想的结果——完整地认识事物以及对事物进行普遍性的整体描述和透彻分析。生态现代化不过是又一个被建构的神话，是现代主义的遗产，其所宣扬的生态理性、环境标准等等都是宏大叙事，缺乏细致化的地方性和时间性考量，让人们越发不能看清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真实面貌，需要进行解构。
注73

 从根本上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抛开现代化而进入一个新的运行轨道，而是始终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如此，生态现代化理论不过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理论表象，现代化的理论知识宣称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的生态转型的认知基础。即便贴上了“生态”的标签，并试图用生态理性的话语重新塑造现代化的形象，也无法掩盖现代化“工具性”特质。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变革不过是修补性的，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修复性的，未能使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改变。

生态现代化理论确实明显地坚持现代化方向，认为现代性是可以改进的，同时也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予以严肃对待和应对的问题。在此方面，它与后现代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因此，摩尔和斯帕格林指出在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上要谨慎。
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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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学科背景[image: image]


以现代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总是对现代社会变迁的趋势比较敏感。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的浮现和西方社会的乱局，20世纪70年代，在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之前，经过美国邓拉普、卡顿等先行者的努力，西方社会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已经逐渐成形，并围绕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出了早期的理论视角，其影响很快波及欧洲。


(一)早期环境社会学的思想源泉


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社会学，既是西方社会现实的环境运动直接催生的一个新事物，也是在前文所述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发展出来的新学科。特别是，早期的环境社会学理论视角明显地打上了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印记。考虑到前文对新马克思主义已经有所介绍，在此补充介绍一下生态学思想。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浮现，生态学理论重新回到学术视野之中并得以发展。其中，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注75

 和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生态学思想。它们紧扣环境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更加广泛的有关环境的世界观和信仰系统中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解。

深层生态学思想是由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
注76

 社会学家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等学者对奈斯的观点进行了翔实的阐述并引介到了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奈斯等人深谙嵌入在西方文化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这种倾向恰恰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看法是一种相当肤浅的认识。无论人类有多大的力量和独特性，孤立地将环境以及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置于“服务”的位置未免过于狭隘。但是，奈斯认为这种看法只是体现出了一种浅显的生态理解，可以叫做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在奈斯看来，应当提倡一种深层生态学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是具有其内在价值的，并不是经由人的选择才使其具有了价值。人与其他物种一样，具有天然的价值对等性，不存在悬殊的高低之分。因而在处理人与环境关系时，应秉持一种“生态中心”的原则，而不是处处以“人类”的需求为本。

虽然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看似过于抽象和复杂，但是由于其生态关怀在欧美社会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受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生活的一些具体要求。
注77

 例如，要尽可能保持生命形式的多样性，非不时之需，否则不该减少物种；要通过低的消费水平和资源使用率来达到人类自我实现的目的；应该主动减少人口，不挤占其他生物的栖息地而保证物种的延续；要养成简朴的、自给自足的、参与性民主的、具有生态亲和力的生活方式等等。

相对而言，社会生态学更多的是将生态学原理用于社会分析，它是由莫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于20世纪60年代陆续提出的一些观点的集合。
注78

 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以与深层生态学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布克钦批评深层生态学低置了人类，不恰当地把人与动植物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贬损了人类本身。而通过减少人口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资源的保育也是幼稚的想法。社会生态学者认为深层生态学没有看到生态环境危机的真正的社会根源，环境问题日渐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完善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原本就是通过自由市场、科层秩序、利益分配来实现人对人乃至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要想彻底解决环境问题、摆脱环境的报复，就必须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安排，力图创造能耗低、与环境相协调的政治架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以及具有环境友好性的技术。

实际上，以上两种生态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早期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也对后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它们奠定了环境社会学中的若干论争之一，即“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


(二)早期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早期关于环境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态环境运动的刺激下，社会科学开始更多地介入环境研究，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生态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公众环境意识、自然资源管理和使用、环境政策等等议题，并逐步推进到对社会与环境关系的反思和研究。由此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中掀起了一股“环境热”，并催生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哲学等等分支学科，大大丰富了环境研究的学科群，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门类——环境科学。

早期的环境社会学是以对社会学学科进行整体批判的面目出现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衰退、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和传统社会学研究的集体失语，环境社会学的先驱者卡顿和邓拉普对社会学学科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人们过多地关注了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实际上各种流派的社会学都共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在其研究中将自然环境因素排除在了视野之外，而且强调了人类社会独立于自然环境并可支配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卡顿和邓拉普针对传统社会学所概括出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或称“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uman Exemptionism Paradigm, HEP)，包括以下具体观点：(1)人类在地球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有文化；(2)文化可以几乎无限地变动，并且能比生物学特征的变化快得多；(3)因而，许多人类差异是社会引入而非天生的，它们可以被社会改变并且不利的差异可以消除；(4)同样地，文化积累意味着进化可以无限延续，使得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得到解决。在批驳这种范式的基础上，他们提出的“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后来也叫“新生态范式”)则包括了以下具体观点：(1)虽然人类有突出的特征(文化、技术)，但他们依然是互相依赖地包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物种之中的一员；(2)人类事物不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自然网络中原因、结果和反馈的错综复杂联系的影响，因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会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3)人类生存依赖于一个有限的生物物理环境，它对人类活动施加了潜在限制；(4)尽管人类的发明创造和得自某个地方的能力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会扩展环境承载力的限定，但生态法则不可能被消除。
注79



基于生态学视角，卡顿和邓拉普认为自然环境系统是有限的，并对人类生活发挥着三种基本功能
注80

 ，即栖息地——为人类提供居住的场所，包括住房、交通等；供应库——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和发展资源，如空气、水、食物、森林、草原等等；垃圾池——容纳人类生产生活所制造的垃圾废弃物，工业废水便是一例。但是，这三种功能之间存在着彼此竞争的关系。一种功能的发挥往往扰动其他功能的自主作用，从而造成功能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例如，在居民区附近建污染严重的化工厂，使得该居民区不再适宜居住，该地区提供无害资源供给的能力也就下降乃至失去。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三种功能趋于极限甚至已经超出自然承载力。因此，必须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减少人类自身的活动强度。

早期环境社会学的另一个理论流派则深受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注重在传统的社会学分析眶架下对环境衰退的社会原因和机制进行分析，这就是前文已述的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施耐伯格。关于其“生产永动机”模型，前文已经详述。这里对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辩证关系”略作补充。
注81



施耐伯格的“社会环境辩证关系”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衰退的必然机制。很明显，经济增长需要不断从环境中掘取资源，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产生相应的环境问题并反过来影响或者限制经济发展。不过具体来讲，这种互动可以有三种形式：一是无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生态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改善和解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二是限制经济增长的水平，根据资源环境条件来维持生产和消费，防止经济系统的不合理扩张；三是随着经济增长对环境压力的加大和环境问题的不断呈现，有选择、有限度地治理环境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并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施耐伯格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经常出现的是第一种情况，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第三种情况，即所谓受控的匮乏(managed scarcity)。这样两种情形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只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持续衰退。只有第二种情形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但是，由于资本、政府之间的密切勾连以及政府维持财政收入、应对就业压力等等原因，这种情形的出现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机制。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永动机”的运转更快，第一种情形的持续最为可能。

大体上说，早期环境社会学理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在环境衰退现象被不断关注和环境运动日趋高涨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学者基本上公开认定或者默认环境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环境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第二，受生态学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都认为环境资源存在着物理极限，经济增长受客观限制。特别是，环境社会学者看到了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工业扩展、资源消耗等对于环境状况的负面影响及其难以逆转的趋势，普遍地表现出一种悲观宿命的情绪。第三，在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方面，比较普遍地存在一些激进的观点，例如否定技术进步，主张回到简单技术时代；反对资本主义体制，主张斩断资本主义自我强化的增长链条，以抑制增长；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等。甚至有学者把环境危机看作现代社会的危机，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既是工业化的后果又是现代化过程走向尾声的证据，并由此对现代化进程予以否定，提出反生产力、“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等类似主张。
注82



毫无疑问，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同样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而言，是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的。后来的研究者曾经明确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正是直接针对早期环境社会学发展状况提出的。
注83

 可以说，在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眼中，环境如何衰退的问题已经不重要，关键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是悲观绝望，还是发现和引导积极的社会趋势，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很明显，生态现代化理论选择了后者，认为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后果；应当看到作为现代社会之核心标志的科学技术、市场体制、工业生产、政治体制等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而不简单地加以否定；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的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主张。该理论指出，工业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而且也可以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和机制，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industrialis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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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image: image]


按照生态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摩尔的观点，该理论在其成长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注84



第一个阶段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建初期。德国环境社会学家哈勃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立者，他关注的焦点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在哈勃看来，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微芯片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工业系统的结构向着生态化的方向转变，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环境改善最终必然出现。当然，哈勃时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还是存在局限的，它仅仅囿限在工业生产的范围内，倾心于对环境变革过程中市场角色的定位和考量，其观点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带有自然进化论的色彩。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形成时期。摩尔认为这个时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不像其初创时期那么强调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和价值，而是转向更加强调国家和市场在生态重构过程中的鲜明角色。学者们主要围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工业生产进行比较研究，其中融入了他们对制度和文化动力的关心，部分地也是为了回应学者们对早期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关于地域以及文化、制度差异认识的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生态现代化的影响波及欧洲以外的地区，日益显现出其全球关怀。一些非欧洲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被加以研究
注85

 ，其中包括了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生态现代化、中东欧转型经济体的生态现代化以及像加拿大这样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等等。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学者们对之的关切，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尝试整合了对全球和地方消费绿色转型的思考。摩尔还进一步指出，全球化过程将生态现代化带入一个更加开放和广阔的场域，资本、金钱、人口、信息、物质产品等等的网络和流动必将对信息时代的环境变革产生影响，而在社会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网络和流”的社会学视角
注86

 ，由此对环境社会学理论产生了新的启示。

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易于招致批评的局限，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局限是该理论的内在属性。比如说，从伦理的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未超出“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所囊括的范围。虽然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环境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甚至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生态环境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机遇和实用价值。再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坚定地支持现代化，对于现代性的成分抱持肯定态度，认为现代性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新型现代性是可以预期的。此外，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并不严密，更多的是一些环境保护“最佳实践”的总结和价值倡导，其内部的不同学者因秉持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意图，而对生态现代化有不同的所指。

我们可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既是遵循其自身逻辑的自然演变过程，也是回应外部批评和挑战而不断调整的过程。实际上，自该理论产生以来，它不仅在环境社会学学科内部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而且吸引了很多来自主流社会学家——如吉登斯(1994，1998)、哈维(D.Harvey，1996)——等人的关注。
注87

 在这些社会学家的视野中，生态现代化理论既提供了一条探讨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新路径，但也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挑战首先来自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其他理论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批评者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施耐伯格根据美国经验
注88

 ，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出发，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公司企业以“可循环”的经济举措遮盖了劳动、环境的风险，并将它们的目标置于经济利润的不断获取之下，不断地掘取劳动和自然资源之利，继续导致了消极的环境后果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像生态现代化理论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所谓双赢。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其资本主义立场应当予以谴责。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则宣称生态现代化理论过于强调现代性的既得性，不能正确认识其正在发生的不可持续、碎片化的趋势，忽视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价值和特征。
注89

 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认为，随着现代性的继续发展，环境风险会不断上升，而现代制度并未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一种缺少生态现代化而充斥风险、不确定性的社会恰恰是现代化发展的转向。
注90

 古德弗兰克(Goldfrank)则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展开了批判，他指责西北欧国家的不道德，因为它们将肮脏的工业和污染出口到了那些贫穷的国家，以支撑着它们的“生态现代化”
注91

 。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建设性的角度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费舍尔(Fisher)和弗洛伊登伯格(Freudenberg)就在其文章中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以重新定位国家行动、文化变迁，以及重新确认国际化角色的途径来避免旧的现代化理论的种族中心主义、进化论色彩等等问题的努力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解决生态现代化过程的条件变异性。
注92

 一些学者质疑生态现代化的普适性，认为该理论是以西北欧工业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的，难以指导更为广泛的全球实践。至少，对于美国、亚洲、拉丁美洲等等国家和地区而言，尚未印证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预期。
注93



克罗纶(M.S.Carolan)则从消费的视角来理解生态现代化
注94

 ，并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生产主义倾向，认为太多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都集中关注“生产”、“生产技术”、“生产流程”，消费俨然成为一种“附庸”。他指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要在生产领域，而且要在消费领域的问题化过程中去找寻解决办法。单纯地将环境问题视为“生产问题”，期待用“生产”修正“消费”等于把复杂问题简约化。

约克(York)和罗萨(Eugene A.Rosa)针对生态现代化的批评更为具体、严密，更有力度。
注95

 他们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面临四个挑战：首先，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要说明国家社会利用了制度改革的手段来应对环境问题，而且还要说明这些改革和修补确实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制度建设的推进必然导致生态可持续的“制度宣言”不能只停留在假定的层面上，必须加以验证。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显示随着现代化过程的继续推进，生态现代化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高频率的生态转型。生态诱导下的转变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个一般化和常规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几个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再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说明对环境的直接影响正在减少的企业没有对其他企业的消极环境影响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分析生态现代化的过程，必须指明是在哪个层次上发生的，因为产业经济中的各部门是相互通联的网络，其中局部的改善很可能对总体而言没有贡献，甚至可能是负面的贡献。最后，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但要说明经济体向更加资源有效型转变，而且要显示出这种转变的效率增速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率。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区分两种“减少”的含义：一是物质和能源的绝对使用，当然这种消耗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必须的；二是单位生产的去物质化。在约克和罗萨看来，后者仅仅是减缓环境退化的速率，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生态现代化仅仅意味着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相对”改善，而非“绝对”的可持续。

以上所举针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和建议，一方面提升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被关注度，让原本处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内部的理论概念和构想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更广泛学科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精练，这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面对批评所表现出的理论自信和睿智处理密切相关。他们采用了坚持立场和与时俱进并重的策略，积极吸收一些合理的批评与建议，并常常对外宣称“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已然发生了进化”
注96

 ，以回应一些重复的批评意见。

具体而言，以摩尔、斯帕格林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待各种批评与建议方面有着以下三种行为表现：

一是坚守理论立场，认真对待那些与己相异的理论范式和路径。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一致性，指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允许任何根本性的环境变革。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理应本能地重新认识现代性的发展趋势。风险社会理论质疑社会迈向生态现代化的理想路径。人类生态学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缺乏对人口增长、消费增长的关注。尽管这些理论在反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内在逻辑性、一致性，但是，摩尔指出，它们的关注太过狭窄、有限并且片面
注97

 ，所谓“生态现代化理论应对环境问题的制度举措没有带来任何变革”之类的看法是无须置评的
注98

 。

站在维护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立场上，摩尔等人多次重申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指出：解决以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采取去工业化、去现代化的办法，而是通过继续现代化和超工业化的方式来寻找出路。同时他们大张旗鼓地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等与生态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且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并不必然地会遭到各方面的质疑。他们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对过往产生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但是资本主义自身具有相当的绿化能力，能够通过自我改进和完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
注99

 生态现代化是一条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他们宁愿选择资本主义的改良，也不愿经历大规模的不知前路的社会变革。

二是积极发挥反思潜能，不断融入批判者的观点以促进理论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沿着反思的路线重新审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认真深化对于不同时期的理论认识。对于卓有见地的主张和看法积极加以吸收，努力提升生态现代化在理论方面的完整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诸如生态现代化理论过分强调技术的应用和价值、过分关注生产导向而忽视消费、极度缺乏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之类的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从理论到实践，都予以积极的吸收和改进，在一定意义上打消了各种质疑。

例如，针对克罗纶的批评，拉德克里夫(Redclift)、斯帕格林等人就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拉德克里夫在1996年的消费研究
注100

 中指出，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经济的去物质化，还必须从消费入手探讨与环境有关的物质世界，同时关注生产和消费。斯帕格林
注101

 则利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详细地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结构链条中，生产和消费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他指出生活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其中心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反馈的不断发展，其目的是使信息的交换最大化，从而通过一种可称之为“共构”(co-structuration)的过程提升环境和消费的效率。

另外，摩尔等人也确实注意到了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确实基于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社会现实。为了扩展理论的视野，检验理论的普适性，后来有很多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开展了欧洲以外的研究，例如林克维库斯(Rinkevicius)对立陶宛的研究、舒恩菲对东南亚的研究、弗里金斯(Frijins)等人对越南的研究等等。
注102



三是遵循理论演化的规律，不断开拓新领域，推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而言，有些批评和建议涉及理论自身的属性，难以作出回应。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推动理论自身的创新，打造理论升级版。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确实需要继续创新理论，而不是抱残守缺。

例如，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摩尔已经开创了关于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思考，试图将生态现代化视角与网络和流的社会学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建有关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environmtental sociology of networks and flows)。摩尔指出，流的环境社会学关注“流”概念的环境解释
注103

 ：一是从生态理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资本、金钱、影像、信息、人(旅行、迁移)，包括环境投资、环境认证、环境管理、绿色产品、环境信息等等；二是对诸如水、能源、生物多样性、废弃物之类的环境流进行分析和研究。摩尔认为
注104

 ，卡斯特尔(Castells)、厄里(Urry)等分析网络和流的社会学家
注105

 ，在上述两个方面是有欠缺的，他们都没有将他们谙熟的资本流、货币流、信息流、影像流等不同形式的“流”置于环境治理、环境变革、环境衰退中加以品评和审视，在他们所论述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中尚未看到环境以及环境变革的影子。当然，传统网络和流的社会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是要可以被环境社会学整合的，包括环境网络、环境网络结点、环境信息、环境战略等等。从目前情况看来，对于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确实反映了一种新的理论趋势，相关领域尚须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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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态现代化的全球“实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信息的传播和环境运动的发展，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趋势。很多国家先后启动了环境立法、设置环境保护机构、开展多种多样的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认为这些都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并将其作为生态现代化的“实践”予以研究。在2000年出版的《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各种视角与关键论争》(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一书中，摩尔和舒恩菲就收录了关于美国、芬兰、立陶宛、匈牙利、越南和东南亚的生态现代化“实践”的研究。最近一些年，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似乎更加关注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试图以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实践”
注106

 。本章联系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来看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并就这种“实践”以及关于它们的生态现代化视角的理论意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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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达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image: image]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现代化的新阶段在理论上的总结，同时它也影响着西方现代化的继续实践。在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有利条件相对较早地启动了环境保护进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作出了一些改良，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环境保护效果。特别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利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继续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经济绩效和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缓解了环境污染压力，促进了生态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预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德国是现代化进程最早发生转型的国家之一，这也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德国最先被提出的重要背景。德国推行的以下一些重要举措都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的成功实践
注107

 ：

第一，在发展战略层面，德国确定了以“预防”代替“修补”的原则，积极鼓励企业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采用新的具有环保理念的设计以及新的节能、绿化设备，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加强预防工业污染和浪费的力度，实现环境保护关口前置。

第二，在环境治理模式层面，德国重视公众参与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致力于切实提升公众的参与水平，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敦促企业做出环境保护的各种承诺，基本形成了“公众—政府—企业”有效协作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新模式。

第三，在政策制度层面，德国注重促进环境政策整合，加强执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建立和健全有关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持续推进环境建设进入政治议程，积极促成国家化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框架协议。特别是，德国以“生态税”的实施为突破口，利用经济手段调节公众和社会组织的环境行为，调整能源资源价格，使企业、公众从经济的角度形成了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自律，在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

第四，在经济运行模式层面，德国倡导并实践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注重经济活动废弃物的减少和消除，促进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德国政府首先规定要强化废物减少的各种手段，然后又鼓励发展专门从事废品回收和循环利用的企业，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例如，德国专门从事废品回收和循环利用业务的PSD有限公司1997年的业绩表明，仅包装废物的回收率就达到98%(561万吨)，循环利用率达86%(544万吨)。按每人计算，相当于从每一个德国公民手中回收废弃物73.7千克(玻璃33.3千克，废纸及纸箱17.1千克，其他包装废弃物23.3千克)。该公司仅有员工357人，但利润高达近2亿马克。德国推行的清洁生产，使得GDP在增长两倍多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却减少了近75%。
注108



西欧的荷兰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又一个最佳案例，它在化学工业、制造业等领域积累了很多新鲜的成功经验，直接激发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家的灵感，并被广泛宣传。

荷兰“生态现代化实践”的最为突出之处同样在于其“预防”战略的实施。其环境保护计划体现了生态理性在荷兰国家发展决策中的深刻影响，这种计划成为荷兰现代化进程发生实质性转型的有力推手。自20世纪80年代起，荷兰就逐步建立了日趋完善的环境计划体系。该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环境政策计划、要素计划以及行动计划。
注109



其中，环境政策计划区分为国家、省级、区域、地方四个层次，而与之对应的是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纲领。在环境政策计划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环境政策计划(NEPP)，它全面指导荷兰的环境保护工作，既承担着制定国家发展目标的任务，又对实施行动起着决定性作用。NEPP每四年设定一次规划制定的主题，并付诸解决的实际行动。例如，1989年的主题是酸雨、废弃物处置。到了2001年，根据形势的变化，主题已经变成外部安全、可能的不可控风险等。要素计划主要是针对环境要素问题进行处理的计划安排，包括废弃物处理、污水处理、自然规划等。行动计划则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设计具体的行动安排。

为了切实保障环境保护计划的执行，荷兰的实践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一是建立保障计划实施的法律，如环境管理法等，不让NEPP成为一纸空文；二是建立有效的可操作的评估机制，对政策和计划的实施以及环境的发展变化进行全方位的衡量和监测，获得最可信的数据，以便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制定下一个NEPP提供依据；三是吸纳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让它们参与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全面发挥它们的环境治理能力；四是经过反复协商谈判与企业等社会组织签订“契约”，企业和社会组织必须承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履行环保责任并实现相应的环保绩效，将环境政策计划纳入企业的运行之中。一旦“契约”形成，就会由中央政府、地方团体等部门中的成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并对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
注110



需要指明的是，发达国家的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不论是在生态现代化的程度上，还是在其实施模式上。另外，即使一个被贴上“生态现代化”标签的国家，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一定是非常均衡的，甚至在某些行业、产业上，它还未必是“生态现代化”的。

例如，佩卡·约基宁(Pekka Jokinen)就针对芬兰的农业政策和实践开展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从制度和实践的视角看，芬兰农业经济规制的变化非常小。芬兰对于欧盟规制的回应是存在问题的，正是由于进入了欧洲市场，芬兰农业的转型受到了阻碍。
注111

 班诺特·瑞豪克斯(Benoit Rihoux)以生态税的实践为切入点，对比利时处于权力争斗核心的环境与经济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
注112

 ；安德里亚·雷维尔(Andrea Revell)则研究了日本小型企业的“生态现代化”，发现其处于经济网络的边缘，接受不到足够的制度关怀，仍然缺乏生态重构的有效动力。
注113

 可以说，发达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在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方向的同时，也对该理论自身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正是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理论自身得以不断完善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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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image: image]


前文提到，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保护已经演变为一种全球性趋势。生态现代化理论倾向于将这种趋势看作是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但是，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中，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否是基于西欧实践建构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版，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一些学者对这些国家的研究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预期的形式似乎出现了，但是其内容却差异很大。甚至，这些国家的实践直接挑战着现代化的一些理论命题。

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环境运动是草根性的、激进的和冲突取向的，到了90年代，已经转变为专业性的、改革性的和共识取向的。但是，林克维库斯(Rinkevicius)基于转型国家立陶宛的研究表明
注114

 ，从1957年到90年代末，两种类型的环境运动一直都存在，由此表明环境运动之批判性、草根性、非体制的面向很可能与更为专业化和对话取向继续并存，尽管其形式上在不断演化。

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市场机制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也非常强调，认为市场也是可以绿化的。然而，吉乐(Gille)在匈牙利根据访谈和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
注115

 ：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实际上已经有了针对工业废物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预防性的制度安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整个社会跟在西方世界之后亦步亦趋。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口号下，废物管理制度和政策被拆解了。由此，在匈牙利支配性的环境话语演变为环境目标的实现无须政府援助，只要跟着市场走就行。结果，主导性的环境政策倒退为只是采用西方世界传递的技术对环境问题进行补救性的末端治理。

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西方原版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尽管发达国家(主要指欧洲)所出现的生态现代化取向的制度转型也可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看到，但是受国情影响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乔斯·弗利金斯(Jos Frijns)、冯瑞芳(Phung Thuy Phuong)和摩尔等人针对越南实践的研究
注116

 就已表明：在国家与市场关系、技术发展和环境意识等方面，都可以看到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假设不一样的差异。他们指出：对于分析越南环境改革的过程和努力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是有限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如果试图勾勒出一种可行的环境改革路径，需要结合不同国情和制度发展而加以改造，创造出具有地理变异性的生态现代化模型。

他们在研究的最后概括了越南实践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越南学术社区的作用在扩大，这不仅表现在开发适用的环境技术、设计具有经济可行性和短期回报的发展战略和促进已经广泛传播的回收活动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推动环境议题进入政治议程；第二，在越南环境改革中，经济动力的重要性扩大，但这并不是通过私有化得以推进的，而是通过国家控制定向的市场经济这种形式；第三，中央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与私营和分散的公共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商扩大了，但是仍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典型的官僚政策框架中实现的；第四，公民社会在环境决策中的作用扩大了，但并非必然是通过新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而是通过社区压力和地方创新，并遵循着现有的公众与国家互动路径。研究者们认为这些就是越南生态现代化的图景，看上去类似西欧的环境改革，但是却具有自身特色。不过，他们仍然认为，如果经济转型和治理民主化继续推进，那么，在设计环境改革机制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也许更加具有适用性。由此，研究者们似乎寄希望于越南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以及政府治理的民主化。由此带来西方式的生态现代化的实践。

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行动者，特别是企业，例如摩尔对荷兰化学工业的研究
注117

 ，所以，一些研究者更为具体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例如舒恩菲对东南亚纸浆和造纸业的研究。
注118



舒恩菲针对东南亚地区纸浆和造纸产业的经验研究表明：生态现代化已经被列入新兴工业国家的议事日程。这些国家的一些产业采用了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取得了比旧有技术更好的效果。这些国家中的政府环境机构与发达国家中的对应部门一样，正朝着与生产者建立协作关系的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在东南亚环境管理过程的“内部”和“外部”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对于新兴工业国家而言，它们在发展大规模现代生产的最初阶段就可以采用先进的、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利用别国的成就取得跨越式发展，同时还能从低廉的原材料价格和低工资水平中获益，因此其采用更为清洁的技术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比较低。就东南亚地区的纸浆和造纸业而言，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现代企业中，确实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了废弃物排放，并且在向更为清洁的生产方式发展，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达到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假设的一个标准，即生产的非物质化，而是表现出“超物质化”。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则更为复杂。

由此，舒恩菲进一步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新兴工业国家应用的最大问题是在物质化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实践表现出了非物质化趋势，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却在走向超物质化。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大片热带雨林将因纸浆和造纸业需要的纤维原料而被采伐一空。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发达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是否对其他国家物质化程度的提高具有依赖关系？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小企业。在新兴工业国家，这类企业发挥着提供就业岗位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重要作用。就东南亚地区的纸浆和造纸业而言，许多中小型企业建立年代久，采用的技术落后，造成的污染很严重。如果关闭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确实有利于改善环境，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会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实际上，可能不只是舒恩菲所研究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上述问题，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就此而言，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贴上“生态现代化”的标签尚须小心，该理论自身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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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的生态现代化研究与“实践”[image: image]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国强民富的复兴之梦。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取得的成绩引起世人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环境衰退也触目惊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样也引起世人瞩目。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中国政府长期确立的基本国策。早在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的第二年，中国政府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迈出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关键性的一步。1979年，在启动经济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中国政府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95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重视促进环境保护几乎是与世界同步的，在新世纪以来，更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使用更为系统的方式，大力加强环境保护。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这也吸引了一些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检验中国是否为生态现代化的新案例。摩尔和卡特(2006)以及摩尔本人(2009)都曾在有关论文
注119

 中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的与生态现代化比较一致的一些环境改革：环境国家的能力已经显著扩大，政治领导人对于应对环境危机有着更加明确的意识和承诺，市场信号日益反映了自然资源的完全价格和某些环境外部性，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了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快速增加，公众参与以及与政府合作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环境信息公开有了更有效的保障。

相应地，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传播，中国国内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试图以此视角来观察分析和引导中国的实践进程。笔者在2012年4月2日利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dlib. edu. cnki. net/)进行检索发现：自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有关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呈现迅速增加的趋势。以“生态现代化”为题进行检索，1990—1999年，仅有相关文献4篇，2000—2007年有46篇，而2008年以来则有73篇；若以“生态现代”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整体数量增加，但是时期分布高度一致，与以上相应的时期分别有16篇、93篇和126篇。此外，一些以“生态现代化”为题的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以及对国外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翻译的著作，也在陆续出版。特别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等单位编制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
注120

 同年8月，他们还以“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为主题举办了研究论坛，论坛的部分成果结集为《生态现代化：原理与方法》并公开出版。
注121



其中，何传启是使用生态现代化概念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何传启等人就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的概念。
注122

 他们吸收了生态现代化、再现代化等理论，指出从18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划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导致的深刻社会变化，其特点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世俗化等等；第二次现代化大约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是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导致的广泛社会影响，其特点则表现为知识化、分散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生态化、信息化等等。

很明显，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一样，何传启一方面坚持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区分了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他将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只是看作第二阶段现代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同时，他又强调要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生态现代化的内涵(参见表3—1)，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从人类行为模式出发，通过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以及技术、制度、结构的生态优化，达到降低环境压力、环境和经济双赢的目的。这样一种观点在对生态现代化的目标的理解上，与摩尔等西方学者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具体内涵上似乎既扩大了生态现代化的所指，又限制了生态现代化的所指，有些自相矛盾。

表3—1广义生态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注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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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何传启等人将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7年的探索期；从1978年到1998年的生态修正期；从1998年以后的生态现代化起步期，并试图将生态现代化进程指标化，以描述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现状、趋势、目标与措施，并进行国际比较。何传启主持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一书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各项指标均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例如，2003年中国自然资源消耗比例大约是日本、法国和韩国的100多倍，是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30多倍；2002年中国工业废物的密度大概是德国的20倍、意大利的18倍。在生态现代化综合指数得分上，2004年中国是42分，位列98个主要国家的第84位，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相比，绝对差距为57分。
注124

 为深入推进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必须采取“组织研制和实施中国生态现代化和地区生态现代化的路径图”，“采用绿色发展道路，控制和降低新增的环境污染”，“继续实施污染治理和传统工业改造工程，清除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系统评价”，“积极促进生态城市、生态城区、生态园区和生态农村建设”，“发展生态农业、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关键岗位环境责任制以及关键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实施绿色家园工程、绿色服务工程和绿色消费工程”，“制定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能源安全战略和环境安全战略”，“组建国家环境部、能源部和地区开发署”等10项措施。
注125



与何传启等人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综合性借鉴使用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接使用其基本视角和有关命题，对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具有生态现代化意义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完全证实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甚至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由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如摩尔)们所培养的学生完成的。例如，张磊针对中国小城镇工业的生态化问题所做的分析，刘毅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环境流分析法( environmentalflows analysis)，主要以滇池为例分析了中国的磷循环问题，钟丽锦运用类似方法对中国城市水业的管理所进行的分析等等。
注126

 张磊等人后来将中国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减少污染、发展循环经济等举措，都直接纳入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注127



后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例如，陈烈、李单燕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视角研究了广州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注128

 ；李勇进、陈文江等从环境政策变化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出生态现代化分析需要多学科视角，并重视其实现途径的研究和分析
注129

 ；陈涛结合皖南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当地养殖螃蟹的思路变换入手，探讨了中国社会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注130

 ；马国栋以中国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反思
注131

 。葛俊杰等人基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分析江苏环境保护取得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的基本框架，即确立“环境资源是内生生产力要素”的理念，树立政府、企业、公众三位一体的观念，实现从增长向发展、速度向效率以及数量向质量的“三个转变”，通过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实行流域一体化管理策略、城乡统筹策略、环境风险最小化策略及均衡发展策略，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注132



最近几年中，一些深度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李怡娜等人基于生态现代化等理论，构建了制造企业实施绿色环保创新的驱动因素与实施效益的理论框架，并以广东省珠三角地区148 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绿色环保创新实践的制度压力及其实施效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强制性的政府环境法律法规和竞争压力对企业绿色环保实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激励性的政府环境法律法规和客户环保压力对企业绿色环保实践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绿色环保实践对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经济绩效并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会通过环境绩效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起完全中介作用。
注133

 刘钧霆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对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进行了探讨，呼应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者指出中国在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安排特点、治理权力分配与规制政策工具等四个层面。这种制度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及政府激励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市场与行政共同协调治理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
注134

 ；朱芳芳关注了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开始生态现代化的这个特殊性，围绕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能力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较强问题压力和一定创新能力，但战略能力不足，亟须加强战略能力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转型，重点在四个方面：治理区域化、政策协同化、关系伙伴化、城市生态化。
注135



刘文玲等人在2012年发表文章，结合生态现代化理论观点和争论，提出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需要从尤其强调生产端导向的碳减排向同时兼顾上下游并重视消费者作用的战略思路转变。经济变革要同时强调制度变革，转变行政命令控制为主的规制格局，促进多角色的参与。作为生产的微观主体，企业需强调以保护生态为己任的机构和管理改革。长远而言，更需要构建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效衔接的消费导向战略。
注136

 同年，洪大用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实体现了生态现代化取向。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又使得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风险。作者基于中国经验认为推进生态现代化可能有多种路径和模式，应正视其进程中的各种冲突，重视推进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避免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分割，同时有必要从基于相互联系的全球社会视角反思生态现代化理论。
注137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中，依然有一些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进行介绍、解读和分析的相关文献发表
注138

 ，共同推动并丰富了中国学者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考虑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环境保护的意愿更为强烈，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预防性环境政策，发展循环经济，鼓励公众和企业参与，并在最近几年中高度强调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推动文明转型，由此，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还将继续成为研究热点。中国鲜活而又极富特色的发展实践，将会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灵感，并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结合中国特色的重要学术发现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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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注生态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意涵[image: image]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各国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同矛盾而各自作出的自觉努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与思潮传播扩散的影响，甚至也反映了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和具体制度安排的某些强制。当然，这些“实践”也不乏被建构的成分，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及其批评者在理论检验过程中所开展的经验研究是比较广泛的(参见表3—2)。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研究让人们“发现”了全球各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

表3—2生态现代化研究的国家及地区分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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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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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转引自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种理论建构的价值与其可推广性或普适性密切相关。那些越是具有普遍解释力、越是能够被普遍应用的理论，往往也就越有价值。因此，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和荣誉所在就是提出新理论并不断致力于提升理论的普适性。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普适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理论是否具有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属性以及理论研究所囊括的经验范围等，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生态现代化理论无疑是诞生在西欧发达社会的，它实际上具有三种形态：首先是描述意义上的理论，即对西欧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描述；其次是分析意义上的理论，即进行理论思考和抽象，概括出导致西欧社会变迁的若干因素或要点，如摩尔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关键假设所做的概括
注139

 ；最后是倡导意义上的理论，即试图将理论加以推广，以检验或者提升其普适性。

在走出西欧与全球现代化新进展相结合以检验生态现代化理论之普适性的过程中，研究者们的发现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在抽象意义上，全球各国实践似乎存在着共同之处，即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这符合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的方向；另一方面，各国实践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效果却存在很大差异。超出欧洲之外的各种研究似乎得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的环境改革而言，其分析价值是有限的。甚至有的研究者指出：“现在对应每一项支持生态现代化之有效性的经验研究，会有数个经验分析提出无数的告诫，指出工业行动者具有依据自身利益进行‘绿化’过程的倾向，特别是当我们超出西欧发达国家的范围来看时，更是如此”
注140

 。

在非西欧社会遭遇质疑和批评，至少说明现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还有不足。但是，这并没有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的根本反省。他们依然坚持着其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具有能动性和充分的智慧，可以将生态环境问题化作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取得进一步发展；来自欧洲的经验具有先进性，可以而且应该在全球推广；现代主义的制度安排具有自我转化的能力，必须坚持市场优先原则，技术、市场、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可以绿化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实际上已经出现。进一步，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表示对于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与地理背景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作出全面定论；另一方面则明确强调：“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的分析与政策制定过程，即便是在建立生态现代化体制所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与此同时，生态现代化的某些进程是全球性的(即便其他进程并非如此)，所以该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各国都有适用性”
注141

 。

事实上，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所抱持的意识形态，可能正是限制其普适性的重要因素。受其意识形态的遮蔽，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难以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现代性本身的局限作出自觉的、客观的、深刻的反省，难以对全球社会关联的复杂性作出深入分析，难以承认并接纳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特别是其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的辩护倾向(尽管一些理论家采取了某种形式的遮掩)，妨碍了其对生态环境危机之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由此也就不会形成对社会转型认识的彻底性。
注14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本质根源，在此制度下，人们为了满足私人的短期利益罔顾长期的环境后果。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注143



除了反思和克服意识形态因素外，生态现代化理论要提升其普适性，对非西欧社会的发展实践给予有效指导，避免推广应用的盲目性和各种负面社会效应，它还必须关注并深入研究以下几个层面的客观事实，以丰富理论内涵、增强理论弹性。

第一，在全球层次，各国是密切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仍然处在发达资本主义所建构的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越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全球性现象。这就要求分析一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进程和效果必须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进一步说，分析发达国家生态现代化“实践”的成效要关注其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成本，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衰退要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的影响。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又要认真对待世界各国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生态环境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尊重各国自身的发展权利、发展模式和发展实践。特别是要避免利用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和强权，通过国际性制度安排和组织活动，单方面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推广所谓环境保护的“最佳实践”，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其生态现代化实践的重点和表现也不尽相同；而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更是千姿百态。

第二，在国家或地区层次，其内部不同地方的发展往往是不均衡的并由此造成不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应当避免以国家行为或者部分地方的行为遮蔽对于全貌的认识，应当注意分析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复杂社会影响。事实上，由于地方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悬殊差距，国家层面和发达地方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也许会进一步扩大社会差距，并将其环境改善的成本转嫁给落后地方和弱势人群。而忽略特定国家环境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所谓“最佳实践”，甚至可能制约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并孕育更大的、更具破坏性的发展风险。在此，进一步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其生态现代化“能力”和“条件”，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在行业和企业层次，不同行业、企业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似乎应当借用生态学视角对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企业、行业行为及其环境影响。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非常关注经济领域的行动主体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更为重要。简单地将目光瞄准典型企业、先进行业的方法是有很大局限的，这样既不利于全面认识企业或行业的环境影响，也不利于认识为什么那些落后的、非“典型”的企业广泛存在，而且可能会遭遇“典型”、“先进”难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困境。在此，研究者似乎应当抛弃分析企业行为的个体视角和简单的技术逻辑，把企业放回到社会网络中，更加重视对社会逻辑的发现和分析，同时对“典型”、“先进”之负面的社会影响给予必要的关注。

特别是，就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实践而言，学者们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研究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时更应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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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认为“中国已经在无意识中践行着生态现代化学者的理想，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两型社会’建设，都符合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生态现代化理论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之类的简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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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错误的、危险的。这样抬高生态现代化理论，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对中国学者基于自身实践的理论创新给出了人为限制。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环境条件差，发展需求强劲，并没有实现西欧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因而也谈不上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中国目前是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了资源环境约束，所以应该是谋求生态取向的现代化。这里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要揭示中国与西欧相比在初始条件上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条件下不得不启动生态现代化的——如果将中国发展新阶段看作是“生态现代化”的话。这样一种初始条件上的区别，将给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进程带来远远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不仅如此，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主体形式是公有制，社会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行动主体是国家，这些方面都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诞生的社会有着重大差别。如果按照前面所引研究者的观点，直接采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在中国复制一个源自西欧的生态现代化版本。若此，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后果似乎不可想象。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推动环境保护，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是根据自身国情而作出的自主努力，并不是所谓“在无意识中践行着生态现代化学者的理想”。中国目前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说也是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它的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同时也对人类社会既往的发展历程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对于现代性、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更为合理的反思和批评。

综上所述，就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这一结果而言，全球生态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长期的必然性，并且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即“全球共构”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最终有可能促成具有全球包容性的新一代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仍然是处在建构中、发展中的阶段，距离一个真正成熟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看，目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是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对之加强引进和分析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还不长，理论基础还很薄弱，迫切需要借鉴吸收国外已有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理论饥渴，一些学者对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存在着去背景化的引进现象，缺乏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系统性的反思视角，这样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好的。就此而言，前文所述全球实践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种种挑战，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该理论，并促进反思性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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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广泛关注的议题。尽管仍然有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注146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政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变化可以看作是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但是它最明显地标志着当今环境问题在范围、程度、影响和性质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假定全球气候变化是一种客观事实，那么，它再一次鲜明地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极限的存在。这样一种新的情形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和挑战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就转变发展模式而言，气候变化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现代化的合理性，而且预示着必须加强全球协作，共同转变发展模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就气候变化所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又质疑着沿着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的合理性，尤其是生态现代化所主张的更有效率的现代化，实际上必然导致现代化生产规模的继续扩大和生活方式的继续存在，这很明显是反极限的。

本章在介绍全球气候变化的基础上，尝试解析气候变化对于社会学学科的意义，并在梳理有关研究(特别是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争议。这些争议也可从另外的角度帮助读者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全球应用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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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全球气候变化？[image: image]


地球气候与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正是适宜的气候状况，孕育了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式，而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异也这样那样地导致了不同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文化品格的差异。气候条件的剧烈变化甚至影响着文明的兴衰。对此，美国地理学家艾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早在1915年就在《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中进行了论述。

气候与我们日常感知和熟悉的天气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天气是指短时间内(几分钟到几天)发生的气象现象，如雷雨、冰雹、台风、寒潮、大风等；而气候则是指长时期内(月、季、年、数年甚至数百年以上)天气的平均或统计状况，通常由某一时段内的平均值以及距平均值的离差值来表征，主要反映一个地区的冷、热、干、湿等基本特征，即地球上某一时段各种天气过程的综合表现。

所谓气候变化，在统计意义上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全球气候变化意指气候变化的范围、规模和影响已经涉及全球各个地区，需要全球动员共同应对这种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和原因都非常复杂。仅从气候变化的原因看，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还有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地球是太空中的一个星球，太空环境以及地球自身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地球气候。有关自然科学研究表明，太阳辐射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等，都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而就人为因素而言，科学家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杂志2010年9月12日的报道，按照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克林(Robert B.Laughlin)的观点，人类对地球破坏以及为地球做出的贡献在长期范围内并不重要。对于地球而言，长期的变化才是重要的。地球会在地质时代自发调节气候变化。虽然人类行为可以导致气候变化，但主要的冰川事件是以10万年为期限定期发生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更多的是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向大气层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改变了大气组成，强化了温室效应而引起的。

在此，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尤其是指当今时代的全球变暖现象。遵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定义，气候变化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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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明显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化”区分开来。更进一步，社会学家吉登斯直接指出：气候变化指的是这一事实，即现代工业所制造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引起地球的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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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明确界定了气候变化的主要时段、原因和表现。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大范围地改变土地使用，快速推进城市化，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新型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早在1896年，瑞典地球化学家阿伦尼斯(Svante Arrhenius)就曾发表过论文指出，基于地球大气层影响气候的立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翻番，可能导致地球气温上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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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时他认为二氧化碳的增加主要来自火山活动，其所导致的升温将会改进生活条件和作物产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及其人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立于1972年的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中心(Climatic Research Unit)是最早开始研究人为原因导致气候变暖的研究所，拥有世界最大的全球气温数据库。1979年主要由科学家参加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仍然不断增加，则气温的上升到20世纪末会达到可测的程度，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1985年奥地利菲拉赫会议提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浓度以当时的趋势继续增加的话，到21世纪30年代二氧化碳的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的2倍，全球平均温度可能相应提高1.5℃~4.5℃，同时导致海平面上升0.2~1.4米。1988年加拿大多伦多会议则明确指出地球气候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并且，这一变化主要是人类不断扩大能源消费等活动造成的，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人类健康等带来重大的威胁。会议呼吁立即着手制定保护大气行动计划，并提出了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在科学家的研究和呼吁下，有关国际组织做出了积极回应。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其任务是评估气候与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分析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并提出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

IPCC成立后，先后组织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千名专家，完成了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其中第四次评估报告在2007年完成。该报告认为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趋势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以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数据中看出。报告指出，20世纪的100年是过去1 000年中最暖的100年，最近的50年又是其中最暖的50年。根据全球地表温度器测资料，自1850年以来，1995—2006年中有11年位列最暖的12个年份之中。1906—2005年的100年中的温度线性趋势为0.74℃。报告认为，大气中温室气体(GHG)和气溶胶浓度、地表覆盖率和太阳辐射的变化都会改变气候系统的能量平衡。但是，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很可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自175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和氧化亚氮(N2
 O)浓度已明显增加，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测定的工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其中，在1970年至2004年期间增加了70%。2005年大气中二氧化碳(379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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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甲烷(1 774ppb，1ppb为十亿分之一)的浓度远远超过了过去650 000年的自然变化的范围。在1970年至2004年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了大约80%。
注151

 报告指出，温室气体以当前的或高于当前的速率排放将会引起21世纪进一步变暖，并会诱发全球气候系统中的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大于20世纪期间所观测到的变化。报告预估未来20年全球气候将以每十年大约升高0.2℃的速率变暖。即使所有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不变，预估也会以每十年大约0.1℃的速率变暖。整个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8℃~4℃，海平面将上升0.18~0.59米。

大致说来，目前我们所讨论的气候变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气候变化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前文提到，在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方面，科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气候变化本身，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IPCC的多次报告给出了这个结论。2010年7月28日，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英国气象局联合发表的《2009年气候状况》报告中继续指出：过去的50年地球确实在持续暖化，过去的10年是历史上最暖的10年，全球变暖不容置疑。这份报告综合了全球48个国家、160个研究团体共300多名科学家提供的研究数据，设计了10个可测量的指标来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其中7项指标在上升：地表气温、海洋表层温度、海洋上空气温、海平面高度、海洋热含量、最靠近地表的大气对流层湿度和温度。另有3项指标在下降：北极海冰、冰川和春季覆盖北半球的雪盖。实际上，气候变化的客观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不管气候自身状况如何，但是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并在讨论气候变化以及应对方案，这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对于社会过程以及人们行为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实实在在的客观影响。

二是气候变化具有明显的有害性。尽管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诸如中高纬度地区农作物增产、全球木材供应增加和取暖能源减少等有利结果，但是多数人认为气候变化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甚至要远远大于它带来的正面影响。一般认为，气候变化会导致水资源短缺、粮食减产、居住环境恶化、大量经济损失、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加、空气污染、人类健康受威胁、物种变化加剧等等问题。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有中等可信度表明，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1.5℃~2.5℃(与1980—1999年相比)，所评估的20%~30%的物种可能面临增大的灭绝风险。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超过约3.5℃，全球将出现大量物种灭绝(占所评估物种的40%~70%)。

三是气候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尽管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客观事实或者可能性，但是，它是地球系统自身或者太阳系的运行等自然因素所导致的变化，还是由于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实际上还没有绝对的定论。同时，限于现有的科学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对于气候变化状况、过程及其影响的判断也还存在着不确定性。目前，科学家还不能建构一个更好的地球气候动力学模型，一方面是因为计算机尚不能同时处理所有必要的测量数据；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变量(如云、海洋)怎样和大气相互作用也还不清楚。
注152

 特别是，气候变化对于人和社会的冲击不应只从自然层面上进行理解，由于人类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此外，媒体、政策制定者在将专业研究发现转变为大众语言和政策语言时，也有可能造成理解扭曲。事实上，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也应包括应对措施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现有的基于控制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影响的相关政策和技术并没有呈现普遍有效的结果。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有关全球变暖这个潜在的最严重的环境威胁问题，可能也是具有最大不确定性与争议的问题。
注153



四是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首先，如果目前的气候变化有着人类自身的原因，那么全球各国、各地区的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都对气候变化有影响，区别只是影响的先后、方式和大小。其次是气候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的学者指出：从我们的历史看，气候变化也许是自然对人类最具全球性冲击力的表现。
注154

 ，由此，一方面可能挫伤少数先行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又助长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的倾向。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考验人类合作的能力。

五是气候变化具有社会建构性。尽管气候变化本身是基于一些科学观察的数据和资料而提出的，但是，这一科学事实的确定必然是科学家之间沟通、协商和争议的结果。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背景都会影响他们对数据和资料的理解以及得出最后结论。科学家也分别受雇于学术机构、政府机关、工业和私人环境组织等，这些组织都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日程和政治气候。
注155

 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作为一种为公众所接受的社会事实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则更加明显地充满着社会建构。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群都有理解气候变化的不同角度。大众传媒在建构气候变化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9年底，当媒体披露“气候门”(Climategate)和“冰川门”(Glaciergate)事件后，就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怀疑。根据英国公司Populus在2010年2月5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有26%的英国人不相信全球正在变暖，比三个月前增加了10%。这个针对1 001人进行的调查也发现，认为气候变化是事实的人也从2009年11月的83%，减少到调查时的75%。
注156

 很明显，气候变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客观不变的事实，它也取决于社会定义，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客观但充满建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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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学意义[image: image]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从自然科学界的话题转变为公众话题并进入政策议程。1990年10月，由各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参加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会议认为当时已有一些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方法，可供各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提出制定气候变化国际公约。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最终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的目标，该公约于1994年生效。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创新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权交易制度，这是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各国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2007年，国际能源署(IEA)提出“450稳定情景”，即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长期稳定在450ppm左右，使全球温度平均升高值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4℃。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路线图”。2009年12月7日—19日，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2010年11月29日—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会议通过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推动气候谈判进程继续向前。会议决议继承了上述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保了2011年的谈判继续按照“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中国政府于1998年5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长期致力于自主减排。2007年，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最早制定实施该方案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文件。

考虑到气候与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相互影响，所以关注并研究气候与社会的关系，本是以社会系统运行和发展为重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学科的应尽之责。然而，正如对其他环境问题缺乏足够的回应一样，社会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学——对于目前讨论热烈的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也没有发出太多声音。
注157

 鉴于气候变化的客观性、有害性、不确定性、全球性和建构性，特别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并对各种机构和社会成员的行动产生了影响，所以当前社会学应该赶快补课，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学科的贡献。

事实上，要全面地理解气候变化议题，必须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要动员世界各国协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更是需要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主要社会科学的广泛介入，简单的自然科学逻辑在理解和推动社会行动方面显然存在不足。IPCC在其研究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策科学的重视。尽管IPCC认为这些学科并没有自然科学所渴望的精确性和严密性，但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很明显离不开社会性的分析。
注158



具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挑战或意义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社会学将面临新的研究议题，需要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总是为科学研究提出新问题、新挑战，科学研究也往往是在认真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过程中取得新进展、开辟新领域乃至建立新学科。社会学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其传统的研究议题包括了现代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分层、社区、城市化、婚姻家庭、社会行为、文化比较、社会变迁等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对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中，社会学积累了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已经并且仍然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很多人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比如说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等等，来概括社会新阶段的特征。相应地，社会学也不断拓展其研究议题，比如说对风险、全球化、虚拟社会、新型传染病(如艾滋病)等的研究。这种对于研究议题的不断拓展，不仅是贡献社会学对于相关现象的洞见，从而有助于解决相关问题，而且是社会学学科本身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面对广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社会学同样不能置身事外。这不仅是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及其解决涉及广泛的人类行为和复杂的社会机制，社会学应该能够对其作出贡献，而且，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人类社会自身。如果不将气候变化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将无法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而要研究气候变化，社会学就需要主动汲取跨学科的知识，开展跨学科的合作。

第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时，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这样的物理变量，转换其思维和研究范式。

事实上，社会学要研究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不只是需要在现有社会学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更重要的是主动反思社会学自身历史形成的研究范式。本书第一、二章已述，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社会学者在反思社会学为何对当时广受关注的环境风险表现出集体失语时，就已经指出了以前的西方社会学，无论属于何种流派，在整体上都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秉持着“人类例外(豁免)范式”。卡顿和邓拉普指出，为了有效回应环境危机，社会学的思维范式应该向“新环境(生态)范式”转换
注159

 ，应充分意识到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其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其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其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基于以上预设，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人类不重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以因应自然，前景将会非常危险。

凭借着对“新环境范式”的建构，环境社会学者呼吁主流社会学关注环境因素对于社会运行与发展，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客观影响，倡导对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研究中，创立了日益走向成熟的环境社会学学科。但是，这个分支学科仍然不是社会学的主要学科，更谈不上对主流社会学产生颠覆性影响。不过，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深化，特别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以及日益增加的人为因素的证据，正在引发主流社会学更多的担忧，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注意到在社会研究中确实要高度重视环境—社会—人的关系，在当前尤其要重视气候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甚至已经有学者更加理性地看待社会学诞生之初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的盲目拒斥，提出要借鉴其合理成分，重构社会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社会学的具体研究。

第三，社会学将不得不扩大和改进对于其研究对象——“社会”——的理解。

首先一点是，社会学需要扩大“社会”的范围，更加直面一个全球社会的兴起。在19世纪社会学诞生之初，社会学者对于“社会”的理解，几乎等同于“民族国家”，这是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使然。
注160

 一些社会学的奠基者虽然也运用比较研究以及分类方法对社会现象，特别是那些跨民族国家界线的事件进行分析，但是其视野仍然会局限在西方中心论的范式中，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性视角。
注161

 实际上，当时全球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联系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全面而紧密，更谈不上形成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与民族国家并存同时又相互影响的所谓全球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交通通信手段的飞速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加速，全球社团革命的迅速兴起，跨国家和超越国家的组织广泛建立，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已经普遍加强，一个全球社会已经是一种真实现象。我们社会学的先驱们也许已经预见到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到来，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们却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所以，我们必须拓展社会的视野，把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社会作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全球社会中的各类行动者，比如说政府、企业、媒体、科技圈、民间组织、公众等等，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各类行动者所施加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研究，无法科学揭示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动力学，更谈不上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当今时代，不仅仅是研究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研究任何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利用全球视野，拓展全球社会的想象力。因为全球社会的兴起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正因如此，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和贝克等人提出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在研究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环境问题时加以利用。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社会学者而言，还要小心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广义而言，我们可以将国家包含在社会之中。特别是在相对于生物物理背景而谈论社会概念时，尤其如此。但是，一些社会学者从狭义上界定和建构社会的概念，把社会理解为国家的对立面，过分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甚至呼吁所谓社会的自主和解放。在研究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环境问题时，如果过于强调这样的“社会”视角实际上是有害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合。我们应当看到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与社会是一体的，有可能密切合作的。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风险时，国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社会学将不得不探索或者强调一种新的秩序观，超越社会均衡与社会冲突的简单对立，更加强调秩序的生成和建构过程。

传统社会学在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时，提出了两种主要的模式，即社会均衡模式与社会冲突模式。前者强调社会秩序的自发性、功能性，认为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功能协调，从而形成了社会秩序。当社会系统出现失调时，社会自身通常有着某种调节机制，引导社会发生适应性变迁，并达到新的均衡。但是，后者则强调社会秩序的人为性、强制性，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压制与强制的结果。这样一种秩序总是充满着张力，只是暂时现象，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是常态。

在以上两种秩序观的指导下，社会学者对于现实社会的态度往往也朝着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方向是默认甚至公开维护现存秩序的合理性，抵制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另一个方向则是揭露和批判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性，倡导社会解放，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联系到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两个方向上的社会学者也继续表现出了差异化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主张，这在后文中还将继续讨论。

重要的是，当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秉持以上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时，实际上妨碍了新秩序的形成，尤其是当人类社会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风险时，以上两种秩序观都不利于人类成功地应对这种新型风险，甚至都会继续扩大风险。过于强调现实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会忽视改变环境不友好的社会结构，而过于强调现实社会结构的强制性和冲突性，无疑也会削弱人类共同应对新型环境风险的共识与合力。因此，我们今天在环境风险扩大的背景下来看社会秩序问题，就应当超越社会均衡与社会冲突的简单对立，创造新的秩序观。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社会学中已经存在的社会互动理论、交往行动理论等，更加强调沟通理性，强调对话与协商，强调通过社会互动与交流，增进共识、缩小分歧、促进合作，从而建构起新的能够应对环境风险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目前的全球社会格局，肯定是不行的，全面否定现存的格局也是不现实的。当前需要的是交往理性与技术，是积极建立有效的沟通、谈判和决策机制，促进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合作。

第五，社会学将会更加重视社会行动的研究，倡导行动主体的积极反思和主动变革。

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不同态度，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有的学者主张从理解社会行动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有的学者则强调要从社会结构来分析和预测社会行动。但是，大体上可以说，后者的观点一度成为社会学的主流，人类的行为受着特定社会结构——包括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制约，似乎成为社会学的“共识”。社会学者更多地关注人们如何适应社会环境以及这种适应对于社会系统运行的意义。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明显地非常强调社会化与社会控制机制的建设，以便促进人们的社会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者对于社会结构的强调本身具有某种建构现代社会的意义。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开始，实际上就在建构现代社会的意象。但是，这种意象一直在变化，一直难见定型。最初人们把这种变化当作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理解，但是越到后来，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建构越失望，甚至走到了解构现代社会的极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社会，人们如何去适应？

由此，晚近的社会学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行动对于社会结构的生成和建构意义，而不再机械地强调社会结构决定论。这样一种趋向不仅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更有其实践上的合理性。当今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峻、越来越深刻的风险，这种风险扩大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而其根源正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如果依然强调结构性制约，强调人们的被动适应，不仅不利于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而且会抑制行动者的反思性和建构性。事实上，当社会面临不确定状况时，唯一能动的是人自己，目前的行动影响和决定着未来，人自身行动的批判性、创新性、建构性和重要性应当受到更多的鼓励。当今社会普遍呼唤行动与变革。任何抑制或延缓行动的意识与做法，都可能扩大社会风险。比如说，我们面对气候变暖之类的严峻环境问题，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就是预防和减少未来风险的必然选择。正因如此，在当今社会面临巨变的时刻，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行动的研究，特别是关注面对突发事件和不确定背景下人们即兴行动的规律性。一些环境社会学者已经开始创造和使用这方面的理论来指导经验研究。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社会存在明显的危机和面临转变的时刻，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已经不再认为价值中立是必须的或者可能的，转而积极倡导直接行动和社会干预。社会学者确实应更加明确地申明其价值主张，以其研究干预和影响社会进程，行动导向的研究是值得鼓励的一种类型。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时，如果社会学者依然过度怀疑这种危机的真实性，明显是不合时宜的，甚至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这样实际上也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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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理论争议[image: image]


整体上看，当前社会学者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无论国内外都是一样。相比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稀少和薄弱。2010年，由康斯坦西·列弗 特拉西(Constance Lever-Tracy)组织编写的《Routledge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搜集了一些环境社会学者关于此议题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包括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社会认知以及减排、气候变化政策等具体议题的探讨。

早在1998年，环境社会学者E.罗萨和T.迪茨(Thomas Dietz)就曾指出
注162

 ，社会学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新现实主义取向；二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解释主义取向。前者不太质疑气候变化的客观性，并以两项研究为代表：一是采用源自生态学的IPAT模型，发展出STIRPAT模型，以便更好地解释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一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基础上，利用世界体系理论分析全球不同类型国家在环境影响方面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机制。而解释主义取向并不把全球气候变化看作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事实，认为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中一些人关注气候变化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也有一些人试图揭示社会政治过程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影响以及公众认知气候变化的社会机理。

的确，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争议是环境社会学中的主要争议，在下文中笔者也将进一步阐述。但是，就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而言，还是存在着其他的理论争议，这些理论上的争议影响着学者们设定研究议题以及提出政策建议的路径。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初步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社会学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理论争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


在研究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问题时，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歧是最主要的理论分歧。真实主义确信气候变化的客观性，而建构主义则关注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其实，当一部分学者不假思索地研究环境问题时，总是会遇到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你研究的那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质疑与回应的过程中日益明确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真实主义的立场更加偏向于科学主义，其在一开始是不言自明的。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科学界、传媒和公众日益关注环境风险时，一些社会学者就不加反思地接受了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并强调利用社会学的知识或者转换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环境风险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并讨论缓解环境风险的社会机制。这是环境社会学诞生的基本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一些环境社会学者强调环境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至少是人们认识上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不容置辩的社会事实，科学家的证据和公众的认知就是重要的支持。因此，他们认为环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基础，环境风险与社会运行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自然必须置于“道德关心、政治以及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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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并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建构主义立场则偏向人文主义。建构主义者认为，类似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风险并不必然是一个客观的真实，更不是环境自身的自发呈现。环境风险的知识生产充满着不确定性，实际上它是由科学话语、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等建构起来的。洛基(S.Lockie)指出，环境是由社会建构的观念，“可能是环境社会学中最为根本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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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也有一些人并不否认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但是他们主张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是如何解构或利用环境风险建构的社会过程。他们认为，社会学者的中心任务并不是为环境风险提供各种证明，而是要揭示它们是某种动态的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等社会过程的产物。
注165



持真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与建构主义者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论争。前者利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展示环境风险的客观性，并且认为建构主义立场不仅是对这种日益加剧的环境风险不负责任的，而且也在消解环境社会学自身的合法性，其在认识论上也容易导致不可知论和极端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者后来在坚持环境风险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的同时，也在申明其并非是完全否认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而是从另外的角度探讨可能更为有利的化解这种风险的社会机制。最终，强建构主义的立场有所退步，弱建构主义立场成为主要的。而真实主义立场也有所妥协，开始接受一些建构主义的分析。目前社会学界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这两种理论立场实际上有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是一种客观但是充满着建构的事实。


(二)差异风险与整体风险的争议


在讨论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性环境风险时，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歧在于这种风险是全人类共同承受的整体性风险，还是在不同人群之间有差异分配的风险？

一般地看，全球大气系统是相通的，海洋是相连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联系也是日益紧密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而也必然是全球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会延续到未来时代。特别是，当全球气候变暖到相当程度，可能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由此，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风险，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甚至是不同世代的人民都要共同面对的。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饥饿是分等级的，烟雾是民主的，环境风险的社会分配要比财富的社会分配均匀得多。无论富裕和贫穷，都不得不面对同样的整体性风险。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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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看，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环境基础、知识信息、经济基础、技术开发和公众意愿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因此导致了规避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的差别。这样一来，即使是面对着同样的气候变化风险，但是不同人群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分配就是差异性的。就如同电影“泰坦尼克号”所揭示的那样，虽然同样是一条船上的乘客，不同地位的人其生存机会还是不一样的。相比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国家的人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因而承担着相对来说更多的风险。

应该说，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分配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分歧实际上揭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面相。但是，我们确实要关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财富和环境风险分配的不平等高度重叠，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平等的内涵，恶化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比较吊诡的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的整体性风险也许为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新的机遇。贝克后来实际上也承认了环境风险分配的差异性，但是依然对于未来抱有一种乐观的观点。他在《为气候而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一文中指出：气候变化加剧了穷人和富人、中心和外围之间现存的不平等——同时也化解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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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认为，人们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时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有寻求全球性合作才是真正规避风险的途径。


(三)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的分歧


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时，目前存在的最重要论争是承认区别责任还是共同责任。区别责任的观点强调世界上不同国家对于气候变化的历史“贡献”不同，所以对于目前承担缓解风险的责任也应有差别。共同责任的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都对气候变化产生了影响，并且气候变化最终威胁到所有国家，所以世界各国都应共同承担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

虽然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两种观点的分歧必然在一国之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之间出现，但是，目前这种分歧突出地体现为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观点分歧。导致这种分歧的主要有历史层面的因素、现实层面的因素和未来层面的因素。

从历史层面的因素看，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目前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先行排放的，发达国家挤占了太多的温室气体容量，对于当前气候变暖的趋势有着主要的影响，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先行减排的任务，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所受到的损失，并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气候变化的困境。

从现实层面看，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迅速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终导致了全球气候的急剧变化，而且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国都造成影响，因此，气候变化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面对的，责任需由所有国家共同担负，减排的义务应该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发达国家努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居民生活的刚性规律限制了其自主减排的动力，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露骨地指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许谈判。

从未来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突出强调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强调要为了增进人民福利谋求未来的持续发展，因而对于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难以接受，主张要在全球各国之间有差异地分配责任。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和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温室气体的大量持续增加。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强制性先行减排于事无补，甚至使自己成为未来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强烈主张共同责任论。

无论坚持区别责任还是共同责任的观点，实际上都不仅仅是针对气候变化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怀到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国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歧是在气候谈判的场景下形成的对抗性话语。然而，要切实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理性的谈判必须继续下去，各方都要在继续厘清气候变化风险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以便达成合作行动的制度基础。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等文件基本上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共识。经验表明，坚持这一共识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协同行动，偏离这一共识将会拖延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最终会影响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的意愿和能力。也许，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悲剧性结果。


(四)适应性变迁与整体性变革的讨论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人们目前把过多的焦点集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特别是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似乎有着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技术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变革经济系统、发展低碳经济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口号所代表的是一种适应性变迁的路线，其理论根源可以追踪到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强调社会系统自我调适、自我恢复、自我均衡的能力。当然，在实践层面，我们也还难以排除其背后西方观念、资本以及权力等的影响。

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比较流行，并且近年来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大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可以看作适应性变迁理论的一种代表，尽管这种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是现代化与环境风险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很明显，这里的环境风险包含了气候变化风险。

以摩尔和斯帕格林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旨在谋求化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之间矛盾的路径。该理论被认为是在激烈的环境主义者与资本的辩护者之间选择了折中路径，主张通过使用新的、精巧的、干净的技术实现对生产—消费循环的大规模重构。该理论强调了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改造经济系统的可行性，并且相信经济系统的变革将带来环境友好的生态取向的现代化。虽然该理论分析指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化，造就了生态现代化的条件，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变革取向的理论。并且，该理论的普适性正在经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实际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简单地企求生态现代化可能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它们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如果缺乏整体性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话，社会系统自我调适以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会相当地弱小。

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张适应性变革的观点，更是与主张全面地、整体性地推动社会变革的观点相对，后者认为只有整体性变革才能化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其中包括气候变化风险。这种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国际、国内层面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抛弃环境不友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充分尊重环境并规避环境风险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变革会遭遇广泛的阻力，并且是短时间内难以见效的，但是，也许它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退一步说，即使是谋求适应性变迁，恐怕也应该重视变迁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其他的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其功能在于满足其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系统的变革,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化。
注168

 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与复杂性，要求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都需做出回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联动。因此，我们要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低碳经济，同样重要的是要推进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与低碳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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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从低碳经济到低碳社会建设



国内资源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发展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中国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指责，有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指责甚至是别具用心的。事实上，中国一直重视推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新世纪以来更是自主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力度，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确实还具有技术性思维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生态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适应性变迁的痕迹。

事实上，应对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全球气候变化，需要有更为系统性的思维，着力推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致力于建设包含低碳经济等等子系统在内的低碳社会。本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这样一种低碳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进行分析，并讨论低碳社会建设的中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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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低碳社会建设的必要性[image: image]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问题进入社会和政治议程以来，科学界以及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建构也在不断推进。最初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废水、废气、废渣“三废”问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主要局限于地区性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环境问题有从区域性向全球性发展的趋势，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被认为是全球环境恶化的表征，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EC)成为一个相当流行的词汇。后来，各种极端气候现象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全球变暖问题
注169

 ，而全球变暖这个词也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逐步被全球气候变化所取代。很多科学家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为因素向地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为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就进入了各国的政策议程，并成为国际环境外交的重要议题。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最终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的目标。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个文件在2012年到期。为了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通过一份新的约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文件，联合国于2009年12月7日—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尽管这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没能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是《哥本哈根协议》仍然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催生了时下颇为流行的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发表以来，发展低碳经济逐步成为一些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200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确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更加唤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究竟何谓“低碳经济”？按照其字面的理解应该是碳排放较低的经济体系。有的学者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建立一个比较少地依赖化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体系”
注170

 ；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例如冯之浚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注171

 。

大体上，“低碳经济”的概念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还原为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使用技术问题。只要我们改变了现有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就可以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且可以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享受建立在新工业技术文明基础上的“美好生活”。我们无须讨论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包括推动社会、文化、政治的变革，只要设计出新的鼓励技术创新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就可以了。甚至，我们也无须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进行什么反思，无须建立什么新的环境伦理，无须质疑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目标的合理性。总之，一切可以照旧，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经济体系因应不同的需求已经推动了多次重大技术创新，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无非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又一次机遇而已。

如果我们所感受的以上印象基本上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低碳经济”概念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衣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而言，可以说其既是进步了，又是退步了。“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下提出的。就操作性而言，可持续发展主张不如低碳经济主张，谈到可持续发展，人们往往觉得无从下手。我们说低碳经济主张的进步性正是体现在这个方面，它直接说出了具体问题，给人们行动指明了方向，更具有操作性，以至于有人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但是，就理念的合理性而言，可持续发展明显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更为深刻的、更为整体性的发展主张，它认识到了整体性社会变革对于应对环境威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低碳经济主张明显是强调局部的社会变革，主要是经济系统的变革。就此而言，低碳经济主张实际上比可持续发展主张退步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其他的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其功能在于满足其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系统的变革，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经济系统内部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可能提高单位经济产品的能效，降低单位经济产品的能耗和排放，但是其总能耗、总排放的趋势仍将是持续增加的。比如说，如果不改变人们消费汽车的价值偏好，不改变人们贪求住大房子的价值偏好，即使每辆汽车的能耗再低、每条道路修得再好、每套房子再节能，其总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总能耗还是要增加的。

因此，我们在看到时下流行的低碳经济概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如果低碳经济建设不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只是局限在技术层面，那么，一方面我们很难看清楚低碳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发现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我们最终也是无法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低排放的，未来的结局很可能是在单位效率更高的经济基础上的高碳排放。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要真正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在接受低碳排放理念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展实现低碳排放的视界，不能仅仅局限于低碳经济，而应着眼于推动整个社会变革，建设低碳社会。在此，低碳社会是指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的社会整体形态，它在全面反思传统工业社会之技术模式、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以可持续性为首要追求，包括了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文化、低碳生活的系统变革。相对于低碳经济概念，笔者更加偏好使用低碳社会概念
注172

 ，认为推动这样一种社会建设，不仅是推动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实际上也是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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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低碳社会建设的复杂性[image: image]


回到中国的现实场景中，要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则又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基础性的约束条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57 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65 583万吨标准煤，增长3.5倍。但是，其中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高，1978年为70.7%，2007年仍占69.5%，其间，煤炭消费比例一度甚至更高。相对而言，我国石油消费所占比例还有下降趋势，1978年占22.7%，2007年这一比例是19.7%。水电、核电、风电等所谓低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很低，1978年是3.4%，到2007年也只有7.3%。

另外，很多研究者也都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占有很大比重，不利于降低碳排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甚至还略有上升，在2007年仍占48.6%。与此同时，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增加到44.94%，到2011年末已经超过50%。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住房、交通以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增加，能源资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使得城镇成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生产生活领域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这也是很多学者所支持的观点。从实践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节能技术的开发使用等原因，也确实使得单位产值能耗具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低碳排放系列技术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不足，不仅创新能力不够，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面临重重障碍。有的学者指出在电力等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技术中，大部分我国目前都不掌握。
注173



以上从资源、经济、技术层面的分析，确实可以让人了解到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制约。但是，这类分析还是欠缺社会学的视角，或者说忽视了对于其他社会、文化方面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我们建设低碳社会实际上还面临着其他更深层次的、更为系统性的制约，这些制约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密切联系的。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1)后发性。相对于西欧、北美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而言，我国是比较晚进入“现代化”的。这种后发性使得我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化的先行者为榜样的，是一种移植和赶超的现代化。(2)多目标性。由于现代化转型的时序差别，西方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在我国都成为共时性的目标，诸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等，我们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而需要同时面对。此外，面对国际上强国的威胁以及国内秩序的考量，我们保障国家主权独立以及维护国内政权稳定的任务也非常繁重。(3)复合性。首先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本来就比较大；其次因为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外生性，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入现代化的时序也不同，内部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再次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同一阶段应对多种任务；最后是因为外来文化价值与模式的强力渗透，所以，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突显出复合性，既同时并存着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又同时并存着发达状态与不发达状态；既要完成西方早期的现代化目标，又要适应现代化晚期所提出的各种挑战，如此等等。重要的是，这些复合的因素不是简单地体现为异质性，而是常常体现为势均力敌、相互冲突。(4)依附性。尽管使用依附这个词可能令人感觉不舒服，有些人甚至会说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尽管依附理论受到众多的批评，在此我们还是使用这个词。我们所说的依附性主要是指我国的现代化转型依然受着严重的外部国际环境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依然限制着我国的发展。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就是一个明证。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看，尽管我国“现代化”转型速度很快，但是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半边陲国家。

由此，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低碳社会而言，我们面临的深层制约体现在以下几个困境上：

(1)选择困境。一般而言，人们总是面临着各种选择，并且因为各种因素导致选择困境。但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甚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选择困境是深层的、结构性的。由于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多目标性，特别是由于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同时兼顾，分别地、分阶段地实现没有太大回旋余地。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更是鱼与熊掌以及其他价值物都必须兼得的困境。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往往是没有选择、无法选择。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地选择迅速降低碳排放总量，发展所谓低碳经济，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目标，这种选择就是自杀性的，将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由此也将影响到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但是，完全忽视低碳社会的建设目标，对于我国的未来也明显是不利的。因此，建设低碳社会对我们的决策机制以及决策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要求我们在发展进程中时时处处坚持统筹兼顾。

(2)整合困境。任何社会都有整合的问题，没有适度整合的社会是难以正常运行的。我国建设低碳社会也需要实现有效的整合，形成社会合力。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多目标性和复合性，我们要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价值层面的整合。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社会，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已经发生转变，并且呈现出很大的同向性。对于建设低碳社会，它们已经有比较强的民意基础。例如，一项调查表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有半数以上的民众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问题，在日本的这一比例达到73%，即使是对建设低碳社会不积极的美国，这一比例也有42%。在所有受访国家中，中国的这一比例最低，只有24%。
注174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对于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还非常陌生，他们最关心的是现实的物质利益，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正在中国盛行。有的调查指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的“拜金主义”国家
注175

 。在此背景下，要以建设低碳社会为中心形成社会主流价值非常困难。其次是利益层面的整合。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别。如果不能系统地贯彻低碳社会建设的各项政策，实现以低碳为中心的政策整合，就不可能有效地建设低碳社会。而要实现这种整合，就必然会损失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阶层的利益，扩大原有的利益差别，甚至造成新的利益冲突。比如说，经济已经发展很快的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许要容易一点，让广大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实现低碳就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会在国内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重演。最后是制度层面的整合。尽管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把法律法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以低碳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整合。不仅现有的制度安排还不够全面细致，而且其执行力与执行效果也还需要评估，我们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形式化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3)持续困境。建设低碳社会不是喊口号，搞运动，需要有持续的社会经济效果。在此方面，我们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是前文所说的制度整合困难。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在原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我们的整体制度需要在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下重新调整、组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制度重建。没有整合的、有效的制度支撑，低碳社会建设也许可以取得一时一地的效果，但注定是不可推广、不可持续的。二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也制约了持续有效的低碳社会建设进程。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财富“蛋糕”的分配远远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公平公正。一方面，我们社会中的少数人穷奢极侈，铺张浪费，占有大量财富；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维持中低收入水平，甚至还有接近1亿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占有财富很少，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服务，不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或者导致社会不稳定，或者支撑经济沿着传统路径继续发展，但却不能支持持续的低碳社会建设。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层面困境在国内的一种反映。三是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可持续的重要机制是社会化，通过这个过程使新生社会成员接受并内化现有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教育是社会化的重要形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教育孩子？我们目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有效的符合低碳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内容还有很大偏颇，其中的环境教育分量还很轻，效果也还有限。

(4)突围困境。时下讨论低碳经济很火热，很多观点集中在创新技术、开发新能源、调整产业结构上，大概这是想探索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的捷径。但是从国际环境看，我们要依靠这种捷径实现低碳社会建设的“突围”，事实上也面临着很多制约。首先是我们掌握的低碳技术并不是很充分、很先进，我们的很多技术依赖于发达国家。即使它们无偿转让，我们也还要为适应新技术做大量工作，并检验技术的稳定性。何况目前发达国家并没有无偿转让的意愿，一些国家还想靠这种先进技术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以实现咸鱼翻身呢！其次是我们替代能源的获得非常困难。当今世界对于石油等能源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我国进入国际石油市场总是面临着一些发达国家设置的重重阻碍，每进一步都很艰难。再次是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下，我们要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也是非常困难的。前不久的经济危机也表明，必要的实体经济是抗拒金融风险所必需的。我们如果自动放弃全球制造中心的位置，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巨大风险。最后，我们指望发达国家施以援手，给予经济支持，支付我们低碳转型的成本，也是不现实的。全球经济政治的基本格局还是没有大变，还是不利于中国低碳转型的迅速突围。

(5)协同困境。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低碳社会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社会。这不仅意味着低碳社会可以增进全球人的福利，更意味着全球都必须为建设低碳社会而努力。在此意义上，低碳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仅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实现的。因为全球大气层是相通的。一个地方低碳了，其他地方照样排放，那么低碳的地方还是要遭受危害，还是不能享受低碳社会的福利。所以低碳社会建设需要全球协同。但是，这种协同目前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媒体在不断鼓吹，政客在不断倡议，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经济差异，由于各国的利益诉求差异，由于各国对未来风险评估的差异以及对责任主体认知的差异，国际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几乎陷于困境，各国都企图保障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不久前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几乎无果而终就是一个有力证明。这次会议的结局使得未来谋求全球各国协同，共建低碳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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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低碳社会建设的中国优势[image: image]


以上分析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启动低碳社会建设进程。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客观事实，我们不低碳也不行。世界各国在建设低碳社会方面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与困境，其中一些甚至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但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需要各国联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分析挑战与困境的同时，各国也都在寻找自身低碳转型的优势，推动各自的低碳转型。那么，中国的优势，特别是能够破解以上困境的优势在哪里呢？

笔者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优势，我们还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碳排放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存在后发优势，可以避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和引进力度，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低碳转型。甚至，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就中国城市与农村比较而言，低碳中国的希望在农村，因为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碳排放已经和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了，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在中国农村尽量通过技术创新和观念革新，以农业和相关的低碳产业为基础，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低碳乡村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的碳减排就会更有实效”
注176

 。在此，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似乎成了中国低碳转型的一种机遇。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亲近自然，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独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隐秘、最深刻的内核都是俯仰天地、取譬万物、与自然无障碍交流的产物”
注177

 。而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将财富和资源占有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刺激超级消费，形塑了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造就了高碳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隔离，破坏了环境。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要对当下的流行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推动低碳社会建设。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对能源和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单位GDP 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
注178

 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能源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由此导致我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降低的趋势。一些人由此认为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和鼓励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是中国低碳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是推动中国低碳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也曾提出培育中国民间环保力量，促进民间力量与政府的合作，是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路径。
注179

 的确，自20世纪晚期以来，以“团体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为标志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勃兴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它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
注18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环保社团也蓬勃发展，它们在传播环境知识信息、开展环境宣传教育、进行社会动员、推动政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等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把以其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看作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的一种优势和路径，显然是有很大缺陷的，在此不及细述。

在笔者看来，以上一些观点确实看到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对于破解以上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整体性变革而言，它们实际上都不能构成真正的中国优势。事实上，由于“碳锁定”
注181

 现象的存在，发展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中缺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来推动。“在‘技术—制度综合体’的惯性作用下，人们趋向于不采取行动。因为解锁对于每一个人都意味着痛苦和损失，无论是物价的上升，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注182

 。就此而言，低碳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解除“碳锁定”就意味着要推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系统变革。由此观之，中国低碳转型的真正优势在于国家动员体制及其强大的能力，只有这种体制及其能力的适当发挥，才有可能实现碳解锁。

中国的国家动员体制强调国家，包括各级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为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安排所保障，并且有着传统的文化心理基础。这种国家动员体制对内具有强大的规划、决策、动员、执行、监督和协调能力，可以快速决策，可以推动社会形成合力，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外而言，这种体制可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这种体制和能力，同时也证明了这种体制对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优势。而低碳社会建设恰恰也是需要这种体制和能力的，否则我们所面临前述各种困境就很难破解。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这种体制和能力实现必要的功能转换，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下，更加注重低碳社会建设，以实现低碳转型为目标全面规划和推动中国发展；二是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改进这种体制的作用方式，谋求更多的社会合作。

事实上，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民主进行反思和批判，强调要更好地发挥国家作用。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区分了“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和“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的概念，指出要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保障作用，重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
注183

 一些西方国家的低碳社会建设实践也表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日本政府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低碳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
注184

 早在2004年4月，日本政府就启动了 “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2007年2月，项目组发表了题为“日本低碳社会情景：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70%的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报告，对低碳社会构想的可行性加以肯定。2008年5月，项目组又完成了题为“面向低碳社会的12项行动”的研究报告。2008年6月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明确勾勒出日本建设低碳社会的远景和蓝图。2008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开始实施全面的低碳转型。日本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方面的突出作用表现为制定全面规划与目标、负责监督管理、利用财税政策加以引导、推动低碳社会制度建设、鼓励科技创新、重视示范试点、推动国际合作等等方面。

当然，我们在此强调中国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并不是说仅仅依靠政府来建设低碳社会，而是强调应通过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适当关系，共同推动低碳社会建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选择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而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公众社会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也在提升，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在此情况下，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简单地运用国家动员体制，已经并且必将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沿用国家动员体制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因应形势的变化，对这种体制作必要的改进，吸纳新的机制和力量，建立政府主导的，与市场和公民社会开展有效合作的新体制。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种改进的体制，并且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低碳社会的建设方向，在发展目标和规划层面就做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统筹兼顾，并像推动经济发展那样去认真落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破解前文所述的一些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低碳转型的前景由此也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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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与行为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出国家动员体制及其能力是中国建设低碳社会的一个重要优势，但这并不是说仅仅依靠国家。事实上，在低碳社会建设过程中，促进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气候变化最终与每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公众有权获得更加充分、准确的信息；第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评价，从另外的层面呈现出气候变化的“客观性”，即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三，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必要认知和积极应对，不仅有助于直接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且为解决问题的各项制度与政策的落实提供了良好的公众支持基础。

有鉴于此，在联合国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文件中，除了对政府和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予以强调之外，都高度关注提升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促进公众参与。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1款第(i)项要求所有缔约方“促进和合作进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意识的工作，并鼓励人们对这个过程最广泛参与，包括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第六条又规定了各缔约国从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进行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相关教育和培训的六个方面。
注185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也将提高公众意识与管理水平作为四个子目标之一：“通过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基本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意识，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注186

 。2012年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继续明确：“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引导全民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
注187

 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实际工作中，中国政府以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培训为示范。例如，2008年和2010年，中央政治局分别以“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实现2020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的目标”为主题组织了集体学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利用世界环境日、世界气象日、地球日、防灾减灾日、科普日等主题日，面向公众积极开展气候变化科普宣传；通过社区家庭排放调查、发放气候变化宣传教材，举办“参与碳补偿，消除碳足迹”等活动，宣传普及低碳知识，提高人们的减排意识，引导居民实践低碳生活。特别是，中国政府将气候变化逐步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加强气候变化教育，并鼓励民间组织宣传普及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各种媒体也积极参与，不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低碳的宣传报道力度。主流电视媒体先后制作了《面对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变暖——中国在行动》等一系列专题报道节目，拍摄了《关注气候变化》系列宣传片；新华网、人民网、搜狐、新浪等新媒体还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网页，及时追踪报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热点新闻，宣传低碳生活理念。

本章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2010)数据，对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与行为表现进行分析，试图进一步揭示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公众基础，并从一种角度对中国促进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进行有限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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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众环境关心水平[image: image]


CGSS2010是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第二期(2010—2019)的第一年实施的。第二期调查的抽样设计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计划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计划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 000。其中，在抽取初级抽样单元(县区)和二级抽样单元(村委会和居委会),利用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纸上作业；而在村委会和居委会中抽取要调查的家庭时，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在家庭中调查个人时，利用KISH表进行实地抽样。

CGSS2010除了核心模块外，同时包含了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SSP)环境模块，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SSP)宗教模块，东亚社会调查(EASS)健康模块。对于这三个模块，调查者通过随机数来决定回答哪一个模块。这样，被调查者回答每一个模块的概率是相等的，这三个模块形成的三个子样本也具有同样良好的全国代表性，同时也具有同样水平的抽样精度。2010年CGSS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11 785个，应答率为71.32%，其中环境模块的样本量是3 716个。

在3 716个样本中，男性受访者人数为1 760人，占47.4%，女性受访者为1 956人，占52.6%。来自城市的样本人数为2 392人，占64.4%，来自农村的受访者是1 324人，占35.6%。年龄在25岁以下、25~35岁、35~55岁，以及55岁以上者分别有323人、582人、1 641人、1 168人，其中有2人属于系统缺失值，所占比例分别是8.7%、15.7%、44.2%、31.4%、0.1%。就民族构成来说，汉族人口3 380人，占91%，其他的(8.9%)是少数民族 (有2人拒绝回答)。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和选择其他(夜大，函授)者分别为1 267人、1 082人、742人、321人、293人、9人 (其中有2人拒绝回答)，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4.1%、29.1%、20%、8.6%、7.9%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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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回答的比例为0.1%。

我们首先来看各种社会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CGSS2010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就我们当前的情况而言，下列各项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哪个”，回答的选项一共有9个：医疗保健、教育、犯罪、环境、移民、经济、恐怖主义、贫困、以上都不是。数据分析表明，公众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前三位的问题分别是医疗保健、教育、贫困，其被选比例分别是30.7%、23.5%、16.3%。环境问题相对靠后，排在第六位，被选比例是5.5%。

但是，公众对环境问题还是有很高关注度的。当被问及“总体上，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的时候，被访者选择“完全不关心”和“比较不关心”的人比例是13.7%，“说不上关心不关心”的人群比例是20.6%，选择“比较关心和完全关心”的人所占比例是65.7%。如果我们对完全不关心赋值为1分，比较不关心赋值为2分，说不上关心不关心赋值为3分，比较关心赋值为4分，到完全关心赋值为5分，那么数据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是3.76(标准差为0.91)；农村居民平均得分为3.47(标准差为1.08)。通过t检验分析，可以说城市居民对于环境的关注度要比农村居民高。

就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而言，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判断，整体上看，觉得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否严重？”有70%的被访者回答说“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认为根本不严重和不太严重的只占12%，另有18%的被访者认为“既严重也不严重”。如果对认为根本不严重赋值为1分，不太严重赋值为2分，既不严重也不严重赋值为3分，比较严重赋值为4分，非常严重赋值为5分，那么，数据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是3.92(标准差为0.87)，农村居民平均得分为3.54(标准差为0.97)。通过t检验，可以说城市居民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明显比农村居民的要高。

在学术界，围绕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测量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在2003年CGSS调查中使用了邓拉普等人提出的NEP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在CGSS2010中，我们使用了同样的量表，参见表6—1。

表6—1环境关心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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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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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unlap，Riley E., Kent D.Liere, Angela G.Mertig and Robert Emmet Jones(2000)“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A Revised NEP Scale,”Journal of Social Issues,56：425 442.

上述量表一共有15个测量项目，根据被访者的选择进行赋值，加总后可计算出被访者环境关心的总水平。被访者可选择：“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无法选择”。量表中的1、3、5、7、9、11、13、15项是正项问题，被访问者回答“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可依次被赋分值为1、2、3、4、5，其中“无法选择”可赋平均值3；而2、4、6、8、10、12、14项是负项问题，被访问者回答“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则依次被赋值为5、4、3、2、1，其中“无法选择”也可被赋平均值3。这样，该量表的分值范围是15~75分。如果将其转化为百分制，最低分是20分，最高分为100分。

数据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单就城市居民而言，CGSS2010所反映出的公众环境关心水平都比CGSS2003所反映的要高。由于CGSS2003只是在城市范围的抽样调查，将CGSS2010城市部分数据与之相比更为科学。CGSS2010所测量的城市居民环境关心水平是70.7分(标准差9.7)，比2003年所测量的高出了9分左右。而就整体而言，CGSS2010所测量的城乡公众环境关心水平是68.7分(标准差9.6)，其中农村居民得分为65.3(标准差8.31)，也都比2003年所测量的城市居民的要高。从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分段数据看，也可以说从2003年到2010年的7年中，公众环境关心水平有很大提高。其中，2010年的具体情况是59分以下占20.9%，60~69分数段的占38.4%，70~79分数段的占29%，80分以上的占11.7%。而在2003年的数据中，59分以下的人高达52.9%，60~69分数段的人占25.7%，70~79分数段的人占14.6%，80分以上的人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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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众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知[image: image]


虽然上述数据表明公众环境关心水平在提高，但是公众对于不同的环境问题关注程度是不一样的。当被问及“您认为哪个问题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时，被访者选择的前三位环境问题分别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而气候变化在所列的10个选择中只是排名第五位，只有5.7%的被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很明显，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生活垃圾问题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感知的，相比似乎远离日常生活的环境议题所受的关注更多。参见图6—1。

[image: image]


图6—1 公众认为中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

进一步分析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城乡居民选择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环境问题的比例分别是5.5%和6.2%，但是这个数据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别。但在其他问题的评价上，城乡差异比较明显。例如，城市居民中有39.5%的人认为空气污染是最重要的问题，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比例(25.3%)；22.7%的农村居民认为水污染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城市居民中只有18.5%这样认为。此外，在对化肥和农药污染、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认识上，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别，城市居民对其严重性的评价相对偏低。很明显，这样的评价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城市的空气质量比农村差，但是城市居民用水相对来说更为安全，城市垃圾处理也相对完善，直接遭受化肥农药污染的风险也相对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承受了更多的水污染的代价，同时直接面对着日趋严重的化肥农药污染和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参见表6—2。

表6—2城乡居民对重要环境问题选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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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或b)，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或b)，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公众认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大体上也是对其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问题。当被问及“您认为哪个问题对您和您的家庭影响最大？”时，空气污染、生活垃圾处理和水污染依然位居前三，而气候变化的位次则退到第六(如果算上“以上都不是”的其他选项，则更是退居第七)，参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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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哪个环境问题对公众及其家庭影响最大？

从城乡对比来看(参见表6—3)，32.1%的城市居民认为空气污染对他们影响最大，也是选择比例最高的问题；而在农村，相应比例只有13.4%，两者有着显著区别。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23.5%的农村居民认为受影响最大，是选择比例最高的问题，而城市居民中的相应比例只有19.6%。在水污染方面，20.3%的农村居民认为受水污染影响最大，而城市居民的这一比例是17.6%。这些数据大体上也可支持前文的一些分析。

表6—3城乡居民对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的选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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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或b)，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或b)，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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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众对气候变化成因与后果的认知[image: image]


整体上看，CGSS2010数据表明，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因以及后果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农村居民更是缺乏了解。

当在调查中要求被访者就“气候变化是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空洞)引起的”这种说法作出判断时，判断正确的仅占16.3%，表示无法选择的占了38.4%，判断错误的占了45.3%。不过，这个判断本身是比较难以作出的。城乡交叉分析表明，城市居民虽然较多的愿意作出明确判断，但是判断错误的超过半数，农村居民则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无法选择。相对而言，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能作出正确判断。参见表6—4。

表6—4气候变化是否因地球大气层中臭氧层(空洞)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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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或b)，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或b)，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当在调查中要求被访者就“我们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这种说法作出判断时，被访者判断准确的比例相对较高，占了65.4%。另有22.2%的人表示无法选择，12.3%的人判断错误。城乡交叉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有着高达33%的比例表示“无法选择”，比城市居民的相应比例高出将近17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作出正确判断的比例较农村居民的也高出将近17个百分点。参见表6—5。

表6—5我们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是否影响着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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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或b)，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或b)，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就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而言，问卷中设计有“您认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是？”这样的问题。数据分析表明，接近半数的被访者认识到是“对环境极其有害的”(13.2%)和“非常有害”(36.0%)，认为“有些危害”的占27.3%,“不是很有害”的占3.9%，“完全没有危害”的占0.5%，另有19.1%的人则表示“无法选择”。深入分析表明，“无法选择”的人的文化程度多数在小学以下或者未受过任何的教育。

城乡交叉分析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在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在“对环境极其有害”和“非常有害”的认识上，城市居民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有些危害”、“不是很有危害”、“完全没有危害”和“无法选择”上，农村居民的比例则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尤其在“无法选择”方面，农村居民的比例是30.4%，而城市居民只有12.9%。参见表6—6。

表6—6对气候变化后果认识的城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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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或b)，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或b)，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性别比较发现，男性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更为充分。如果我们对选项做反向编码计分，也就是“完全没有危害”为1，对“环境极其有害”为5，同时将回答“无法选择”项的编码为0，对其中有46人选择了“拒绝回答”、“不知道”和“不适用”作为缺失处理后。这样，男性样本数为1 736，平均得分是3.1，标准差为1.56；女性样本数为1 934，平均得分是2.9，标准差为1.68。为了比较这两者均值是否有着显著差异，我们对男女样本是否有一致的方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我们拒绝这两者的方差相等(F值为17.1，P值小于0.01)。其次，对男女样本的在方差不等情况下进行均值比较，结果表明男性比女性在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方面得分更高，而且有着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t值为3.57，P值小于0.01)。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有所不同，因为这些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在气候变化的关心和知识方面得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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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比较看，年轻人对于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更为充分一些。我们把样本年龄分为四组：25岁以下、25~35岁、35~55岁和55岁以上。从表6—7数据可以看出，年龄和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有着相关关系，而且Gamma相关系数是-0.19，表明两者是负相关。在“无法选择”、“完全没有危害”项目中，35~55岁和55岁以上的列比例比35岁以下的人的列比例要多，而且它们的下标不同，表明了两列百分比之差有着统计学的显著意义。反之，在高年龄组，较少比例的人选择“对环境极其有害”。

表6—7不同年龄组对气候变化后果了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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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卡方值=144.6自由度=15，p值＜0.01，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 b,c,d)，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 b,c,d)，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文化程度与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越是充分。从表6—8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完全没有危害”这个选项中，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所占的列百分比也越来越小，而且具有大专和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没有选择该项的。在对“环境极其有害”这一选项中，具有大专和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远超只是初中或者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它们之间分别有着不同字母下标，表明两者之间的列百分比差有着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同时，卡方检验及其Gamma系数为0.37也表明这两个变量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卡方检验中有些空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

表6—8不同文化程度者对气候变化后果了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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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卡方值=450.4 自由度=20，p值＜0.01，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 b,c,d)，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 b,c,d)，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收入水平也与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越是高收入阶层，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越充分。我们采用个人调查时点上一年的总收入(分为低、中、高收入组)来分析它与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程度之间的关系。数据表明，在“对环境极其有害”这一选项中，高收入组的比例远超中、低收入组，达到17.8%。Gamma系数是0.29,在显著水平为0.01上具有显著意义。参见表6—9。

表6—9不同收入组对气候变化后果了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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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卡方值=211.1自由度=10，p值＜0.01，同一行数据有不同下标(a, b,c,d)，表明其列百分比在α=0.05水平上有着显著差别；若下标相同(a, b,c,d)，则表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概括而言，CGSS2010数据显示：年轻、收入高、文化程度高、居住在城市的男性居民，对气候变化后果的了解，比年老、收入低、文化程度低、居住在农村的女性居民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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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行为表现[image: image]


在CGSS2010问卷中，设计有3个问题来测量公众是否愿意为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个人努力。这3个问题分别是：“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生活水平？”实际上，这3个问题有支付意愿程度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

从表6—10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的比例稍微高于不愿意的支付比例，愿意缴纳更多的税和不意愿缴纳的人比例基本持平。但是，当问及是否愿意降低生活水平来保护环境的时候，不太愿意和非常不愿意的比例是42.3%，明显高于愿意降低生活水平的比例。持中间态度，表示“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的人群比例，在以上3个议题的回答中基本是一致的。

表6—10公众应对环境(气候变化)风险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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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量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调整情况，CGSS2010问卷中设计有6类公众可能实践的环保、低碳行为。其中，前3类行为增加了一个选项，即“我居住的地方(我)没有这一设施”，其他选项分别是“总是”、“经常”、“有时”、“从不”。参见表6—11。

表6—11公众自我报告的环保、低碳行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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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的数据显示，公众个人的行为实践还是比较有限的。26.9%的人表示从不会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34.0%的人表示从不会特意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不过，从历史比较看，公众报告的环保、低碳行为还是有增加的趋势的，这是可喜的一面。例如，与CGSS2003同类数据相比，在垃圾分类投放这一行为方面，2003年的数据中表示从不实践的人的比例是62.9%，而2010年的数据中只占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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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分析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尝试选择一种行为类型，运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在模型中选用的因变量是：“您经常会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4个选项：1.总是；2.经常；3.有时；4.从不。我们对这4个选项按照行为强度重新进行如下编码：1.从不；2.有时；3.经常；4.总是；另有1.8%的被访者选择“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在模型中作为缺失值处理。

我们选择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年龄、个人上一年总收入、气候变化知识。我们对自变量重新做了如下编码：性别：男为1，女为0；居住地：城市为1，农村为0；文化程度：没有受任何教育为0，小学和私塾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中专赋值为12，大专赋值为14，本科赋值为16，研究生以上赋值为19。年龄、个人上一年总收入、气候变化知识均为连续变量。对于气候变化知识的测量，我们利用的是问卷中的两个判断：(1)“气候变化是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空洞)引起的”；(2)“我们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对这两个判断的选项分别有5项：“完全属实”，“可能属实”，“可能不属实”，“完全不属实”和“无法选择”。我们对回答项重新进行编码，对判断正确的编码为1，对判断错误的或者无法选择的编码为0，然后两个判断选项加总，就得到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新变量：0,两题都没有判断正确；1，判断正确一题；2，两题都判断正确。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12。

表6—12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节能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image: image]




从模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Adjusted R Square)只有8%来看，说明社会人口和气候变化知识变量只能解释公众行为的8%，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的结果是接近的，即用社会人口经济变量去解释人们的环境行为，一般来说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不会超过10%。

表6—12数据显示，性别和收入这两个变量都对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它们的P值分别大于0.05，其他变量则都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居住地(城市或农村)变量对节能行为影响最大。两个可能的解释是：第一，目前国家有关宣传和推广的重点主要是在城市；第二，城市居民核心家庭的居住方式比农村居民大家庭混合居住可能更有利于个人从事一些节能行为。同时，气候变化知识也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具有越多的气候变化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去从事更多的节能行为。被访者的节能行为还受到其文化程度的正向影响。数据还显示出，年纪大的被访者更有可能去从事节能行为，也许是因为老年人收入减少，并且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匮乏时期，从而有更好的习惯。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在宣传和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引导全民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着力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方面，是取得一定成效的，比如说，有明显数据显示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以及部分环保行为，与2003年相比，有了很大成长；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后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国家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既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过高估计中国政府努力的实际效果。由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受到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以及公众自身多重需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实际发生的改变和调整还是很有限的。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后果的认识，都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而作出的行为调整也还是很不足的，而且在一些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突出。因此，未来促进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调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公众自身，继续付出巨大努力。

[image: image]




第七章 新世纪中国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



前文第五、六章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例，分析了中国国家动员体制的优势以及公众认知和行为表现的不足。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新世纪以来自主提出了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可以说是关系中国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扬长避短，在促进国家动员优势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有利于在发展实践中促进公众认知和参与应对环境压力。本章侧重对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介绍和分析，同时比较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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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的实践与科学发展[image: image]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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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宣言被看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转变发展观的重要标志，也被各界人士概括成“科学发展观”或“新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历史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按照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精辟概括，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对于发展的高度强调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化的坚持，看上去有些相似，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为目的的发展，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了追逐资本利润的所谓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些都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决定了科学发展的基本属性。“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而言的，它强调人自身的价值，强调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人贵于物。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某个人、某些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科学发展观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主要是针对我们实际工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这种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失调，损害了社会团结与和谐，恶化了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这种发展观就是人们所说的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它和“以人为本”是相悖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认经济发展、GDP增长，它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GDP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在发展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也不能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混淆，后者或者过分强调了抽象的人，或者又强调了一个个的具体的私人，忽视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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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就是坚持“五个统筹”，促进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就是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很明显，这样一种发展图景与生态现代化理论过于强调技术经济领域的变革也是有明显区别的，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全面深刻。

统筹兼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基于整体论的视角，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同时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样一种根本方法实际上更加强调整体的战略谋划和设计，更加强调政府的统筹兼顾作用，更加强调国内国外各种关系的平衡，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中国现行体制的优势，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并非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造，而是在反思中外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总结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合理内核、汲取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明确的，既是发展观演变的合理延续，又代表了发展观演变的先进方向。

在世界范围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观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传统发展观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观强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普适性，所谓发展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2)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是修正传统发展观阶段。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到挫折乃至失败，引发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这种局面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发展的概念被修订为“发展＝经济增长＋取得经济增长的社会条件”，或“发展＝经济增长＋分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提出的著名公式“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

(3)20世纪70—80年代，是发展观的转型阶段。前述两种发展观虽然有一定差异，但是在本质上，特别是在实践上，又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都还强调发展是追求西方式的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即使进行社会变革，也只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状况以及实践中继续存在的发展危机促使一些学者进一步反思发展，提出发展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同每个民族的价值与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相应的发展战略包括“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内源发展战略”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接受了这种发展观念，认为发展是多元化的，是以人为本的。

(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是可持续发展观流行的阶段。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凸显，如何发展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了，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H.Brundtland)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呼吁各国维护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的条件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此后，经由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共识。

以上发展观的演变表明：发展不应只等于经济增长，要追求社会进步；发展应当是以人的基本需求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发展应当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不能忽视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条件与能力；发展是开放社会中的发展，而不是某个国家孤立的实践。在此意义上，科学发展观明显是继承和汲取了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合理内核。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一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扩大并改进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政府也注意到在发展进程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早在1979年，中国政府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环境建设、经济建设与城乡建设“同步发展战略”，并将保护环境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1987年，“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被写进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的指导思想；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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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把环境保护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强调在中国发展实践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对中国自身发展实践的总结，是在新时期对长期发展实践中所积累的科学发展思想的进一步强调和更为全面地付诸实践。

[image: image]
 二、科学发展的现实意义与实践约束[image: image]


由于科学发展观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本质和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它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在最近的十年中成为中国发展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面临着各种客观的制约。中国政府在加强制度建设、克服现实制约因素的努力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包括推进了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


(一)科学发展的现实针对性


站在21世纪初，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虽然制度创新、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确实对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是积极因素的贡献。事实上，还有很多消极因素的“贡献”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消极因素在“促进”经济短期快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巨大代价，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整个发展实践呈现出明显不可持续的特征。

首先是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损耗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制度创新、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大大加快了这种损耗的速度，从而对于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建立在无偿或低成本使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基础上的。这种状况导致了我国环境容量被过量使用，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大大下降，甚至不可修复。一些地区已经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变成了生态灾区，一些地区甚至还没有富裕起来，其环境状况就极度恶化了。

与此同时，国内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也开始供不应求，水、土地和能源的供需形势尤其严峻。资料表明，中国水资源严重不足，几乎大半个中国都缺水，在一些丰水地区，水污染也非常严重。中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而且还遭受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废弃污染物以及开发建设的严重威胁，面积在缩小，质量在下降。中国的优质能源探明储量也并不丰富，多数矿产人均拥有量并不高，而且利用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从长远看，如果继续在无偿或低成本使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将遭遇巨大的危机。

其次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往的经济增长是以很低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是以劳动力成本的透支为基础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份额，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以测量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为例，在1988年以前，它还不到0.3，1988年当年的数据是0.382，1994年上升到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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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度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一指标已经飚升到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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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长期维持着低收入的状态，甚至失去收入或被拖欠收入。有关调查表明，进城民工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根据新华网2003年11月24日报道，全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 000亿元左右。另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原来享有充分保障的职工阶层，其工资累计拖欠额由1997年的217.3亿元，上升到2002年的404.3亿元。2002年一年，被拖欠工资的职工人数达到983.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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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明显削弱着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认同，因为大家不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如此，这种状况还导致了部分群体的相对贫困化和内需不足，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的持续存在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分裂，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社会的可持续性。

再次是社会资本的消耗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人们对于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西方学者福山认为，一个社会的信任状况与经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高有助于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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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却存在着不断破坏社会信任的一面，甚至在一些时候是以破坏社会信任为基础的，例如“杀熟”、非法传销、制售假冒伪劣、违背商业承诺、合同欺诈，以至权钱交易、拜金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一些群体，甚至一些地区奉为发财致富的至宝。凡此种种短视的毁信行为，虽然换来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但是却导致今日众人关注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而且恶化了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削弱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

有关资料表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也在急剧下降。1990年，由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R.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调查显示，在中国，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占到被调查者的60%。到1996年，该学者进行的新一轮调查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50%。到1998年，中国学者王绍光的同类调查显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已经只占被调查者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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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整体来说，是社会领域发展的严重滞后对于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盲目GDP崇拜的一种结果，是以很大程度地牺牲社会事业发展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不再是服务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目的，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

在一段时期内，大家可以普遍感受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彻底消灭贫困，甚至还扩大了贫富差距，滋生了新的贫困现象；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失去工作的人在增加，刑事犯罪率在上升，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更加弱化，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得甚至比改革开放以前更加困难，乡村衰败和环境破坏也更加明显，人们并没有从物质财富的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幸福，反而不安全和焦虑的感受却更为强烈。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各种消极因素对于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我们就不得不冷静地看待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缺陷，充分关注经济繁荣表象下的社会危机，并考虑克服危机的战略和策略。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此现实背景下被总结、提出并予以高度强调的，它代表着克服社会危机的一种战略性努力。


(二)科学发展的实践约束


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上对科学发展观的高调宣称，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兑现为实践成果。以往实践表明，社会系统自身的运行是十分复杂的，发展观念与发展实践之间常常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就要求我们客观地分析制约科学发展观付诸实践的种种现实因素。笔者曾在十年前作出了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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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这些分析依然是有价值的。

第一，从新观念的提出到形成全民共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例，从提出到现在20多年了，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我们不否认最高领导人、中央政府以及社会精英发展观转变的示范意义，但是从示范到普及在客观上需要做很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并且要花费很长时间。发展观的真实转变并不全部体现在领导人的口头承诺以及媒体宣传上。何况仍然有些领导并没有认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社会舆论也并不是全力主张科学发展观。正因如此，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二，中国发展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充足。
注201

 尽管这种动力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因素，但是对于促进发展观的转变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制约因素。

中国实践中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正是不均衡的经济结构释放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一方面，从国际范围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仍然有限，与发达国家物质财富的差距仍然很大，这种差距仍在不断激发着国家的赶超愿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导向的发展。我们注意到，高层领导在谈到科学发展观时，仍然强调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持续扩大的地区差距，包括城乡差距，也形成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先进地区想保住自己的先进地位，并且希望变得更发达；落后地区急于摆脱落后地位，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正因如此，在科学发展观广为宣传之际，一轮又一轮的投资过热、重复建设总在出现。在此背景下，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可能遭到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财富新贵们与依然贫困者的共同抵制，从而陷入困境，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第三，中国社会中推进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社会动力并不充分。与前述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十分充足相对，中国社会内部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有明显不足。与经济增长可以带来实际的利益以及有着明显的市场主体——企业——相比，社会发展通常被看成是需要花钱的，而且近期收益并不明显。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强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主体，比如说有独立地位的强有力的非营利组织。很多非营利组织是依赖于政府的，并不能成为独立角色。因此，实际情况是，政府举起右手说要发展经济，同时举起左手说要促进社会发展，而通常的结果是右手比左手更灵活，更有力。政府之外的赞助社会发展的力量过于薄弱，是限制科学发展观落实的重要因素。

第四，在现实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自身真正实现角色转换，即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要职能，不以直接参与经济发展为目的。但是，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压力，很难不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其次，出于增强政府财政能力和凸显官员政绩的考虑，政府有着直接卷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特别是在政绩考核指标导向尚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依然有着强烈的追求单纯GDP增长的倾向。再次，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规范行为强化了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例如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存在。最后，一些研究表明，政府直接干预的程度实际上与地方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继续刺激着发展型政府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如果政府继续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很难预期它会以社会服务、社会发展为主要宗旨，政府自身角色转换的困难将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重要制约。

第五，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但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很多地方财政调整支出结构的空间很有限，特别是一些县区财政，非常吃紧，甚至超支，负债严重。因此，至少在县区一级，希望它们增加社会支出是很难的。如果不考虑由中央财政承担主要的社会支出，仍然会导致或加剧社会发展的地区失衡。而要中央财政承担主要的社会支出，就必须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很迟缓的。

第六，落实科学发展观依然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如果说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立法正在越来越完善的话，那么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则相对迟缓，不够细致。以社会保障为例，目前并没有该领域的综合性立法，专项的法律也不健全，更多的仍然是一些行政规章。更重要的是，一些社会发展领域虽然已经立法，但是执法情况不容乐观，例如环境保护执法，有法不依甚至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是要有待时日的。


(三)通过制度建设促进科学发展


笔者在十年前曾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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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领导干部确实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若要保证领导干部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当时提出的几个方面，现在看来也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其中的一些方面已经体现在过去一些年的实践中了。

第一，要从全面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努力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法制化，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为从道义行为、行政行为转变为法律行为，通过完善的立法和有效的执法，确保社会资源的必要投入，确保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得以解决，从而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鉴于以往的发展实践造成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巨大代价，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法制化就应当沿着两个主要的方向进行，一是强化社会保护，二是强化国土与环境保护。

促进社会保护法制化的基本目标包括：消除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增强社会凝聚力；切实保障社会弱势人群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防止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积极创造社会资本，增进社会信任，促进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努力使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并共同分担发展的必要成本。

在国土和环境保护方面推进法制化，最重要的是使现有法规更有操作性，更能得以有效执行，从而真正发挥其约束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公众行为的作用。同时，也应着力寻求和设计真正能够使当代人对后代人负责的各种法律制度。没有这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各个层次的行动决策中，由于后代人的缺场，其基本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短期利益、当代人的利益将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社会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也就难以避免。

第二，鉴于政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确实有着重要作用，改革和完善政府领导人的政绩考核标准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有助于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

长期以来，考核政府及其领导人业绩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增长情况，这样自然会刺激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经济增长方面。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改变这种导向，要把社会事业和环境状况及其发展放在突出位置。政府只有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方面作出了成绩，才能算是有政绩，才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有效约束政府偏离科学发展观的决策行为。政府决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正确的决策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错误的决策则会加剧发展的失衡，强化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我们必须看到，长期以来决策机制不完善导致了领导拍脑袋决策、少数人决策以及非全面信息供给下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很多只顾短期利益、少数人利益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纷纷上马的重要原因，这类工程并不能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在根本上违背广大公众的利益，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完善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公众对于决策的参与，确保决策的公开化、民主化。重大决策必须进行广泛的听证，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并有适当的制度安排保证各方的意见确实受到尊重。

完善决策机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决策信息的全面供给和有关专家的参与，努力做到科学决策。在作出决策时，不能只提供一些有明显倾向性的决策信息而有意限制另外一些信息，应当尽力全面提供涉及决策的各种信息，以便决策者作出全面、周到的决策，避免因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的错误决策。

此外，在完善决策机制方面，还应该加强对于决策后果的评估(特别是社会影响评估)并作出相应的预案。一般而言，只有在决策者能够预知决策的可能后果，并且能够预知后果发生的概率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决策。在决策者能够预知决策的可能后果，但是不能确定后果发生的概率的情况下，应当引用预防性原则，尽量避免过早决策；在决策者根本不能预知决策后果，更谈不上预知后果发生的概率的情况下，就应当放弃决策。

总之，确立完善的政府决策机制，是约束政府行为，确保决策服务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

第四，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单靠中央政府的积极性是不行的。必须有切实有效的手段保障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透过细致、合理的责任、权力以及财政方面的安排，使地方政府有压力、有动力，从而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这里就涉及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和基本教育服务供给、国土与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是应当加强中央政府统筹规划的优先领域。

第五，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应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大力培育社会发展事业机构和社会团体，并加强它们的能力建设，促进其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率和自主服务的意识。

就像在经济领域，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并不是要直接卷入经济活动，而是尊重经济规律，激活企业等市场主体一样，在社会发展领域，政府推进社会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由政府包办社会发展。经验表明，政府包办社会发展不仅难以保证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且有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倾向。因此，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责任主要是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创新有效的发展机制，竞争性地分配公共资源，并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直接主体应当是各个有活力的非营利机构和社会团体。

第六，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考虑一些更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例如，适当调节和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遏制造成不良社会与环境后果的消费行为，特别是要防止炫耀性的过度消费。因为，这种消费不仅会加剧环境资源的压力，还会发出错误的需求信号，刺激经济的畸形发展，并促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加剧社会紧张和冲突。毫无疑问，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为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例如个人收入所得税、遗产税、消费税等制度，防止财富向少数人的过分聚集，实现财富在社会中的公平分配，确保社会经济发展旨在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这是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回顾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科学发展的实践，应该说在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两大方面都有显著的新进展，而这两大方面又直接关系着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

例如，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实施期间，中国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了三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出总量接近“十五”时期的3倍，年均增长20%，大大超过了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支出合计29 256.19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2.6%。
注203

 由此，“十一五”期间，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重要进展。在就业方面，五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 771万人。2011年，城镇新增就业又达到1 2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
注204

 在教育方面，每年接受学历教育的超过2亿人，从业人员接受非学历继续教育接近1亿人次，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检测的近130个国家当中排到前三分之一。
注205

 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了12.6亿人。一个以城镇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医疗救助为主体，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同时，城乡医保的保障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注206

 人民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提高到2009年的约30平方米，改革开放30年里实现了人均居住面积5%的年均增长。尤其自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人均居住面积增加超过了50%
注207

 ；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2010年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基本建成370万套。2011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1 043万套，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432万套。
注208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也逐步扩大。截至2010年底，城镇养老覆盖人口达到25 673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43 206万人，4 583万农民工被纳入城镇医疗保险；2 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3%
注209

 ；2010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全国24%的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慈善和残疾人事业取得新进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达到7 810亿元，比五年前增加5 800多亿元。
注210



又如，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2006—2010)和第十二个(2011—2015)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些规划纲要中除了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目标以及相应的工作安排之外，还设置了一些重要的相关考核指标。例如，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6 000万人，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达到20%
注211

 ，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对于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了比较有效的约束。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继续明确了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目标要求：全国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18亿亩。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减少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减少10%。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６亿立方米。
注212



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国发展的统筹协调，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2010年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注213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发展进程中也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突出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和实行节能减排。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通过和发布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4)、《国务院关于强化节能工作的决定》(2006)、《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201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等重要文件。
注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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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态文明引领科学发展新境界[image: image]


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中国政府进一步凝练并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
注215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一，指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设置专节，阐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笔者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和建设实践，是党和政府反思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作出的自主的、合理的选择。它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总结了中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可持续福利，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并引领中国发展的新维度、新方向和新境界。

毫无疑问，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环境状况，一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但是，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并不只是生态建设，应当在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意义上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包括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两大方面，其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
注216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未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注217

 这里明确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必须透过社会关系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只有人类社会自身的改变才能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生态文明建设只是理解为缓解环境危机、促进生态恢复，而不是对社会自身加以反思和变革，那就是肤浅的、片面的理解，必然导致舍本逐末、急功近利、事倍功半的行为。

事实上，正如中国政府所指出的，生态文明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的变革，其实质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的建设包括了价值、组织、制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变革，是一项整体性的有规划的社会重建过程。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超越。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关注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否认人类发展的合理性，强调人类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实行零增长。持其极端观点者甚至认为应当在生物链中去掉人类，以维持生态自身的完整性。这样一种观点把人看成是邪恶的，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实际上也就否认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文明形态的可能性。人类中心主义则过分关注人类自身的特殊性，关注人类自身需求满足和发展的正当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持其极端立场者甚至将自然看作是完全服务于人类的、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化存在，并相信一切照旧的生活是可持续的，人类的特殊性使得人类终将化解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一方面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合理性，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正确认识并利用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和调整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生，由此也就在观念上实现了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超越。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以人为本，实际上强调了发展的目的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相对的。以神为本强调神性高于人性，神权高于人权，强调人对神的崇敬与服从。以物为本则是见物不见人，或者将人异化为物，以是否占有物质财富以及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人们成功与否和价值几何。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在对宗教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倡导中，人的价值得以发现，人性和人权受到重视与强调。但是，那时人的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在接下来不断强化的资本和不断扩张的市场的作用下，“人”逃出了“神”的魔掌，又落入了“物”的陷阱，物的价值遮蔽了人的价值，对物的追逐与崇拜扭曲了人性，甚至湮灭了人的价值，也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发展，常常被简单地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生产越多、消费越多，就被认为越是现代越是进步，就被认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所谓成功，也被定义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占有越多就越成功，消费越多就越幸福。毫无疑问，由此必然地导致人类对于自然的无限索取和压力，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必然导致对于人之独立、尊严和价值的漠视，最终必将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以及人类社会自身。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在我国生产力获得相当发展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明确发展的目的，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追求。它是在人的发展史上对简单的以物为本的否定，可以说是对人的再次发现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再次强调。生态文明并不否定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人类社会合理的发展需求，但是它明确重申发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内涵提升，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生态文明在保障人类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精神世界的丰富、合作共存的意识、对家人的热爱、对社区的归属、对友谊的珍视以及对自然的亲和，由此进一步彰显人性、维护人道、保障人权，从而丰富人的多方面内涵，真正提升人的文明程度。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要重视文明对话，并继承和发扬此前各种文明的合理因素。我们认为，简单地将生态文明看作是对以前文明形态的否定和超越，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任何文明都是有其自然基础的，没有自然基础的“文明”不过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实际上不能存在。因此，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与自然界交往的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制度安排和生产生活实践。在每种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遭遇一定形式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说，原始时代的采集渔猎文明，会碰到采集渔猎对象减少的问题；农业时代的农耕文明会碰到地力下降和耕地不足的问题；工业时代的制造文明会碰到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但是，由于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每一种文明实际上都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其所遭遇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知识、技术和制度安排，例如迁移、轮牧、休耕和清洁生产，等等。

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要制造文明对立，强调与此前的文明形态彻底决裂。它在充分、彻底地否定此前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之基本取向的同时，实际上应该继承、发扬此前文明中所积累的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即使是被批评较多的工业文明，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基础，促进人权保障，提供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等方面，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不仅如此，工业文明也有各种更加具体的形态，其中发达的工业文明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态化经验，更是值得汲取。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应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趋近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有方向标，却无时间表，它是一个持续的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进程。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三点：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没有一劳永逸的和谐状态。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类型，而由于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界内部的运动变化，这种不同类型的关系都有从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的过程。即使是工业社会，它在其开始乃至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并没有被意识到与自然之间有着严重的、本体性的对立。在对工业社会扬弃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所能达到的人与自然和谐也只能是相对的。二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递进的过程。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对于自然与社会有了比以前时代多得多的认识，但是相对于未知世界而言，我们所取得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非常肤浅的，我们的认识依然在不断深化之中，所谓大彻大悟尚需时日，甚至其本身就是相对的。三是人类从认识到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由于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形成共识本身就是相当艰难的事情，而由共识转化为一致性的持续行动，则更是难上加难，需要顽强的意志和持续不断的努力。

回到当今世界现实，要建成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必须有世界各国的高度共识和有效合作。在全球自然和社会联系都达到前所未有之密切程度的当今世界，生态文明注定是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注定需要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换句话说，仅靠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建成持续性的生态文明的。由于自然、社会系统的复杂反馈，甚至任何一个地区游离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之外，都将对所谓生态文明构成巨大的威胁。

第六，区域性的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可能的。联系前文第五点，人们可能会觉得生态文明建设前路漫漫、遥遥无期，由此可能滋生两种心态：一是悲观绝望，放弃努力；二是依然故我，坐等便车。这样的心态对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文明转型在于行动，从局部开始的实践创新，是示范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所必需的。

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文明在局部地区的率先推动确实是有可能的。首先，各国各地区的资源环境禀赋是有差异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不同；其次，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同，生态环境破坏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再次，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不同，驱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类型和水平也不同；最后，随着全球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各国各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也是不同的。以上这些差异为特定国家和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机遇和回旋空间。一般而言，在那些资源环境禀赋不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变革动力充足并且还有可能实现产业转移和再分工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最有可能率先发起社会变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目前似乎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复合情形的国家，因此，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当然，从长远和本质来看，区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是难以长期持续的，只有全球各国各地区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和更加有效的合作，才可能有生态文明的持续未来。

很明显，基于上述理解的“生态文明”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第一，生态文明将生态因素融入了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更加突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是将生态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背景。第二，生态文明着眼于对此前各种文明的反思，强调在汲取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文明的整体转型，而非文明的局部调整或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继续推进。第三，生态文明明显超越了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为合理地分析和评估了人类在推进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不若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依然凸显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第四，生态文明重视促进“发展”，但是更加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要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发掘人自身的价值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强调带有浓厚的物质主义气息的西方式“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与“发展”确有交集，但是更有本质的不同。第五，生态文明注重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与结合中分析文明转型的进程，既强调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又重视区域性、地方性的自主努力，这样一种视野明显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开阔，也更加合理。第六，生态文明更为强调人类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不断反思和不断调整，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带有明显的线性进化和盲目乐观的印记。第七，生态文明之路明显不是走向西方之路，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走向未来的人类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归根结底，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关系到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

不过，由于同样致力于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基于西方实践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不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其所强调的一些具体方面仍然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特别是其所追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以及实现此目标的相关技术路径，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定阶段而言，还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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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文明[image: image]


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样，制度建设在推进生态文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对此给予了强调，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加强制度建设主要是促进两个方面的目标实现：一是促进技术创新，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培育物质力，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二是促进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优化社会结构，培育社会力，大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社会学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导致的，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失调，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更不是外在于社会的所谓客观问题。由此，高度重视第二个方面的系列制度建设，促进社会自身的调整和改革，着力通过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就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这样一种路径既是生态文明建设一般规律的体现，更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要求。在此，笔者择要阐述几点：

一是审视和重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当代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首先是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进步与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人们借助于技术进步，把自然环境看成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而不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各种资源能源不足以及人类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自大，导致人类社会面对着日益增高的全面风险。而将进步与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则不可避免地扩大人类从自然中的索取、人为改变自然的组分以及向自然界排泄废弃物，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因此，通过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的首要之意是重建当今时代的价值，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拷问进步和发展的真正内涵，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家庭、社区、亲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努力追求人在自然界的诗意栖存，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二是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前文已述，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是发展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均，太少的人占有了太多的发展成果。在国内层面，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以基尼系数衡量，目前普遍认为是在0.48左右。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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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发展与发展成果分配严重失衡的并存，只会扭曲发展的目的，并制造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欲望和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占有越多的发展成果被认为是越有价值以及越是占有发展成果者越是恃强凌弱的情况下。由此，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索取就不可能停止。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成员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情况下，着眼于长期和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保护主张，很难形成整体的共识，甚至可能沦为占有发展成果者限制他人发展的一种工具，由此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摩擦和冲突。因此，为了凝聚环境保护的共识，促进以人为本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调整发展成果的分配，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财政支持和企业缴费为主的、覆盖全体居民的基础社会福利制度，是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于满足居民生计、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意外风险和养老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构建有效的社会安全网，防止社会成员因为无力抗拒风险而陷入生存困境，并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集体安全，逐步建立健全了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公民的自由，催生了公民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的从拜物主义极化状态向多元价值的转型，特别是催生了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亲和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内部兴起的重要基础，而这些环境保护运动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开展国内环境保护工作乃至在全球范围内设置环境保护议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促进社会力量的优化，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在现代社会运行中，有两种社会力量是系统的、有组织的、非常强大的，这就是政府和市场。政府在动员组织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优势，特别是在搜集信息、制定政策、筹集资源、执行政策等方面。但是政府往往也面临目标冲突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甚至在权力过于集中时成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推手。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优势，市场机制也可以运用到环境保护中，但是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市场对于提供环境质量这一公共物品的无力之处。在这两种力量之外，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是推动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它不仅可以监督、督促政府和市场关注环境保护，而且可以帮助政府把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全社会自觉环保的氛围，这对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是有利的。鉴于中国发展现阶段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从切实保障公民环境权利、敦促公民履行环保责任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通过更加有效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培育公众参与这一重要民间力量，促进政府、市场和公众力量的优势互补、有效结合。

四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之损益分配的公平性，强化社会建设的公平取向以深化社会团结。在此，笔者认为尤其需要关注四个方面：

首先，优美的环境固然有利于人的健康，抽象地说也是人所共求的，所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似乎应该得到普遍的社会支持。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说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然过于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市场规则过于泛滥，等等，一些人也许就并不在意或者不能在意所谓的优美环境，而是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以获取直接的为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在此意义上，他们也许并不“赞成”所谓生态文明，甚至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阻力”。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对相关人群的行为予以深入的社会学的分析并提出妥当的有助于改善其生计的产业和制度安排，而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上破坏环境的标签，并简单地禁止他们特定的生产生活行为。如果这样做，那是明显不公平的。实际上，即使简单地禁止，往往也是失效的，甚至引发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上妨碍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

其次，应当看到社会成员对于当前生态环境破坏所负的责任实际上是差别化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全球气候变化。前文提到，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长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排放的，它们实际上挤占了后来者的排放空间，由此先受益并且是受益较大的。因此，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就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要求世界各国担负同等责任，显然就是不公平的。类似地，中国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的集团从环境破坏中获益甚至获益较多，有的人群则是受损或受损较大的。所以，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责任情况，本着谁破坏谁付费、谁受益谁付费、谁开发谁保护的基本原则，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之责任分担的公平性。

再次，应当充分意识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必然涉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涉及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抽象地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的，至少长期来看是如此。但是，从当前看，有些人可能付出的成本更多一些，有些人则受益更多一些。比如说，一些城市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建设了大片的广场、公园，其中就可能涉及不少原居民的搬迁；一些地区被划为生态保护区，就会限制这些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和行为选择。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全方位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应当注意采用社会学的角度，对于建设项目和环境政策的社会影响进行科学评估，并设计合理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确保相关项目和政策执行的公平性。实际上，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项目和政策得以真正的、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最后，应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赋权，切实避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本转移到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使他们遭受社会的与环境的双重不公正待遇。发达国家在其改善自身环境状况、迈向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不少的污染产业，出口了不少的危险垃圾。与此同时，在其国内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也将污染风险更多地转嫁给了弱势社区和居民。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明显，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暴发了“邻避”(NIMBY)运动并激起学术界和政府讨论、解决环境公正问题。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人心所望。但是，中国国内发展非常不均衡，不同群体的生存需求和环境意识差别还很大，这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本在不同区域和人群之间实现转移提供了机会。事实上，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污染下乡、污染西进等现象。如果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弱势位置，弱势人群拒绝环境污染、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较弱，往往就容易成为强势人群追求环境质量的牺牲品。而如果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就一定会加剧社会不公正，破坏社会团结，最终也将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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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迈向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注219

 的同时，也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显现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的新趋向。这样一种趋向是否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明？本章将结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概括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和批评，以作为全书正文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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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与环保走向“双赢”的趋向[image: image]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环境政策的不断加强，都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保走向“双赢”。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促进经济发展、引导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开辟排污权交易市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确实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以循环经济为重要内容的环保产业迅速发展，增强了环境保护的产业基础。2010年底全国环保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至3%
注220

 ，而2000年的产值只有954.7亿元。
注221

 但是，中国环保产业在技术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不足。
注222

 整体上看，中国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似乎不能被过高估计。此外，以环境NGO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成长
注223

 在促进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改进环境治理等方面，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作用程度依然有限。关于环境政策对改善环境质量或者减轻环境危害的作用，已经有学者对其进行过分析。
注224

 但是，环境政策只是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中国走向经济与环保“双赢”的进程中，中国政府是真正的推手，其在从发展战略到资金投入等各个层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层面始终强调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这在新世纪以来尤为突出。

本书第三章、第七章都提到，中国环境保护起步较早，甚至与世界环保进程几乎同步。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要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1995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特别是，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项统筹”
注225

 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来被概括为“科学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主导了从那时以来近十年的中国发展走向，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新发展观否定了 “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做到发展依靠人、为了人，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推进的战略思路。这种思路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而且赋予生态环境保护以某种程度的独立价值，甚至成为规范和引导其他价值实现的一种价值。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环境保护实践似乎与摩尔所述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关注高度一致。
注226



第二，中国政府注重制定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各种规划和顶层策略。

本书第七章已经提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2006—2010)和第十二个(2011—2015)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些规划纲要中除了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目标及其工作安排外，还设置一些重要考核指标。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对于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较为有效的约束。

此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国发展的统筹协调，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2010年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发展进程中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突出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和实行节能减排，自2003年以来先后通过和发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4)等多项重要文件。

第三，中国政府注重推动环境法制建设。

根据国家环保部历年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6年6月和2006年6月分别发布的两份《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所公布的资料
注227

 ，自1949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15部。特别是1996年以来，国家制定或修订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影响评价、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法律，以及水、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农业、草原和畜牧等与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法律。截至2010年底，国家已经颁布了61项国家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全国各地方省(市)共制定了近400项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以及1 000余项地方性行政规章。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以环境保护专门法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环境保护行政规章、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法律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已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的标准体系。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及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第四，中国政府不断充实和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机构与工作人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在行政体系中层级越来越高的发展历程。2008年3月1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目前中国基本建立了数量庞大、一直延伸到基层乡镇的环保机构体系。截至2010年，全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为12 849个；其中，国家级43个，省级371个，地市级1 937个，县级8 606个，乡镇1 892个，各级环保人员总数达19.39万人(参见表8—1)。
注228

 自1996年到2010年，全国各级环保机构数量年均增长3.8%，而各级环保人员则年均增长7.4%，接近中国经济的增速。

表8—11996—2010年国家各级环保机构和人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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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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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随着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持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

1981年中国政府的投入只有25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0.51%
注229

 ；2010年，中国政府投资达到6 654.2亿元，占当年GDP的1.67%。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 224.2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397.0亿元，建设项目“三同时”
注230

 中的环保投资2 033.0亿元。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呈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注231



数据分析表明，中国政府追求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努力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近年来，从一些国家层次的总体指标看，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确实显现出走向“双赢”的趋势。在经济增长方面，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长期保持较高的速度。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1)发布的数据
注232

 ，1978年，中国GDP只有3 645.2亿元，至2010年达到401 202.0亿元，增长109倍，年均增长率达9.1%。即使考虑人口增长因素，GDP人均水平的增长速度和增幅也很可观。1978年人均GDP是378.69元，2010年则达29 920.13元。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能迅速“回稳”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

同时，随着技术革新、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持续下降，这对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中国每亿元GDP消耗约52 873吨标准煤，2010年下降到约8 099吨标准煤
注233

 ，参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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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国内生产总值”和“表7—2：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的有关数据计算。

在环境保护方面，伴随长期经济增长的环境恶化趋势有所遏制。中国政府在2011年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
注234

 ：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和14.29%，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69.1%的城市受访者和58.3%的农村受访者对周边环境状况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9.8个百分点和10.3个百分点。此外，其他一些统计指标也显示出积极的信息。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虽然2001年以来，废水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氨氮排放量与化学需氧量一样，在2006年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在2010年达到72.9％，比上年提高9.6个百分点；全国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5.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2005年烟尘排放量达到一个高值，为1 182.5万吨，此后连续下降，到2010年为829.1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在2005年达到911.2万吨，至2010年降到448.7万吨；2010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为92.1%，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为90.6%，与上年基本持平；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为91.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为87.9%,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虽然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仍在持续增加，由2001年的88 746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40 944万吨，但其综合利用数量也在持续上升，到2010年达到161 772万吨，比上年增长17%，同时排放量持续下降，到2010年仅为498万吨，比上年下降30%。
注235



在2011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些更加乐观的表述：“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重要变化，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污染减排任务超额完成，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
注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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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与环保“双赢”的背景与风险[image: image]


中国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经济与环保“双赢”趋向，在其背景和内涵上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双赢”有着明显区别。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只是针对少数西欧国家的，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背景，例如福利国家制度、先进的工业技术、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普遍的环境意识等。而且，西方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是在现代化基本完成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趋势，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按照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语言，中国的情形应是传统的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最多可以说是一种生态保护取向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与西方生态现代化进程有本质差别。

进一步说，中国是在以下一些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出现经济与环保“双赢”趋向的，由于这些特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双赢”趋向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风险。

第一，技术条件相对不足及其风险。

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新技术之发明和使用对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重要性。尽管技术创新在中国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大力鼓励技术创新，但在客观上，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整体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质性、持续性地实现生态现代化理论所预期的经济与环境双赢面临着很大的技术约束，由此也就决定了目前所出现的“双赢”趋向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或者不可持续性。例如，本书第五章曾经提到，在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和化工与石油化工等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需要有60多种关键的专门技术和通用技术的支撑，对于其中的42种关键技术，中国目前并不能掌握。
注237

 理论上我们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但实际上困难重重。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技术条件不足甚至还表现在环境监测方面。由于中国市、县两级环境监测站承担着基础的监测工作，而这些基层监测站(特别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人员构成、仪器设备、工作用房及资金投入等都受到一定制约,其开展辖区内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能力相对较弱,监测的标准、范围和深度都存在较大欠缺，以至于影响到了提供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注238



第二，经济发展尚不充分及其风险。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还非常低下，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1位
注239

 ，整体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情况看，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环境意识的普遍提升，不利于积累环境保护的社会动力，使得顺利推进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不够扎实。

特别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寻求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建设，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长期效果。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持续下降，这对于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图8—1可以看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依然在快速增长，1990年为98 703万吨标准煤，2010年已达324 939万吨标准煤。类似地，中国经济对于其他一些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还将呈持续扩大(加重)趋势。

第三，经济发展不均衡及其风险。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城市与乡村，东部、中部与西部梯度发展的格局，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差距也很大，而且差距趋势是持续扩大。就经济总量(或人均总量)而言，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14 113.58亿元(71 935元)、17 165.98亿元(74 537元)、46 013.06亿元(44 070元)、39 169.92亿元(40 853元)，而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则分别是23 092.36亿元(24 553元)、9 451.26亿元(21 182元)、17 185.48亿元(21 362元)和4 602.16亿元(13 228元)，上海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贵州的5.6倍。
注240



对于环境保护实践而言，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后果就是其所产生的落差效应刺激了竞争性的经济增长，妨碍环境保护共识的形成。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着强劲粗放式增长的势头。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当前存在着双重发展过程：一是东部发达地区更加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保护而主动降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二是中西部地区更看重速度和规模扩张，大量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两种过程同时发生可能会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出现某种减速以提升品质的表象，但似乎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整体性的根本转变。

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使得环境保护的成本存在着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弱势人群转移的现象，乃至出现“生态现代化”的地区(部门、人群)与“非生态现代化”的地区(部门、人群)同时并存，甚至相互依存的现象。从全国总量来看，一些环境污染数据呈现某种下降趋势，表明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若进一步从数据结构显示上看，可能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效应。例如，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1)发布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先增后降，在2006年达到2 588.8万吨后呈稳定下降趋势。从各地区看，北京2002年是19.2万吨，2010年降到11.5万吨；而同期内蒙古则从73.1万吨增加到139.4万吨。
注241

 另外，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指标看，位居前列的也主要是东部的天津、北京、福建、山东、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发达省市。
注242



特别是，中国的环境治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诚然，中国政府的污染治理投资在逐年增加，但是，如果关注其投资方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工业污染源治理、建设项目“三同时”中的环境保护)，就可以明显看出其是以城市和工业为中心的。在中国城市环境状况呈现改善趋势的同时，农村环境的持续恶化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居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遭受着更为严重的环境危害。据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注243

 ，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已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可以说农业源已经与工业源、城镇生活源等主要点源
注244

 排放“平分秋色”。但是，“由于农村环保投入历史欠账过多，全国约4万个乡镇、60多万个建制村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还处于空白”
注245

 。中国政府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也指出：“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局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农业面源污染
注246

 形势严峻，农村生活污染局部增加，农村工矿污染凸显，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农村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注247

 。

第四，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及其风险。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占很大比重，不利于快速推进西方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
注248

 ，从产业结构角度，自1978年以来，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23.9%增长到2010年的43.1%，但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一直保持在45%左右。从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参见表8—2)，最近几年中国第二产业的贡献呈某种扩大趋势，2007年占50.7%，2010年为57.6%，在2010年中国GDP10.4%的增长率中，第二产业贡献6个百分点，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表8—2三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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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要按照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调整和改造兼具重要财富源泉和重要污染之源的第二产业，实际上困难重重。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忽视制造业也将带来巨大的就业风险和整体经济风险，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证明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同时，由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调整往往演变为地区分布调整，城市和东部地区的一些污染企业由于所在地的环境保护压力和利润空间的限制，已经开始向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扩散和转移，而不是就地改造技术变成环境友好型企业，大概这是在全国层次上制造业始终占有很大比例及中西部地区在近年中实现经济和环境污染“双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政府驱动的“双赢”进程及其风险。

前文已述，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方面发挥着最为突出的作用，这种情形对主张“去中心化”环境治理方式的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生态现代化可能存在多种路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政府驱动的局限
注249

 和风险。

(1)中国政府在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职能时，面临角色紧张。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人均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非常大；“强国梦”依然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政府还需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甚至不得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从而使得中国政府需要继续认真扮演“发展主义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进程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及其破坏无论在规模、速度，还是深度、广度等方面，都显而易见并引人瞩目。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发展对于全球环境的冲击，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面临的资源、能源与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烈；由于环境污染及其破坏所引发的国内国际冲突也出现增多的趋势，所以中国政府也需尽快认真扮演“环境政府”的角色。 “发展主义政府”与“环境政府”两种角色可以而且应该统一，有关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技术、体制、政治和国际国内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客观约束，要同时统一两种角色很困难，最好的情形往往是在此时此地优先经济，而在彼时彼地则优先环保，采用时空区隔的时间差和空间差的权宜策略。而这种策略对于推动实质性、全面性和整体性的环境治理作用比较有限。

(2)中国政府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表达。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刺激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这正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种重要动力。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过度卷入经济领域而与企业存在结盟现象，甚至政府本身演变为“厂商”，直接参与市场并攫取经济利益。相比较而言，中央政府更加关注整体的长远利益，在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显得更为积极，所开展的工作更多。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实际责任，地方的环境保护部门又是完全从属并听命于地方政府的。考虑到地方政府较强的追逐自身利益和经济效果的倾向，在中国体制下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基础很薄弱。在实际工作中，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往往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环境政策的“扭曲性创新”现象较为普遍，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逻辑。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其对环境监测站的实际控制，过滤环境监测数据，使得环境监测存在屈从地方利益的倾向，容易导致数据的虚报、瞒报或漏报，损害作为环境治理之重要基础的环境监测数据的客观性。

(3)中国政府面临的行为约束相对有限。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全球社会联系的不断加强，中国政府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约束。事实上，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签署了很多双边或多边文件，表现出履约决心，且已有相关实践。不过，中国政府也会从维护主权、发展权利和促进公正的角度对一些国际协议或条约提出异议，在执行时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在逐步增强，由此形成了对政府行为越来越高的期待和约束。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加强依法行政。2003年9月，颁布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法；2006年3月颁布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公众在获得有关信息基础上正式参与环评的程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08年5月正式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更是一份重要文件，在督促政府公开环境信息方面正在发挥一些作用。但是，由于整体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相当滞后，公众直接参与环境保护并给政府以有效约束的机会、条件和能力都还依然是有限的。政府依然有着很强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往往使其偏离环境保护的责任和工作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区的环境保护部门及其从业人员甚至还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借环境保护之名设租寻租、谋取私利，不仅不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还损害了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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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实践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意义[image: image]


前文所述中国在发展实践中追求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努力及其成效，似乎在三个方面可以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首先，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现代社会体系确实呈现了自我调整和自主改革的趋势，出现了包括技术、组织、制度、价值等层面的系列变化。其次，在发展的特定阶段，坚持“现代化”的方向和内涵，倡导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是必要的。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简单地反对现代化、工业化，抵制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而完全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则明显是有害的、不可持续的。最后，在实践上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促进二者实现“双赢”是有一定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实践非常复杂，并非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完美”案例。实际上，基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我们有理由对该理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和批评。

第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取向是否需要予以批评性完善？该理论在回应各种反工业化、反现代化，甚至是反生产力的观点中提出，鲜明地主张要继续推进现代化，认为现代性自身具有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由此奠定了其鲜明的理论特色。但是，已经有学者批评该理论对现代性的客观风险缺乏应有的评估与反思，特别是带有挥之不去的技术乐观主义气息。
注250

 那些促发生态现代化的新技术本身并不是环境中性的，毕竟，核能当初也被认为是清洁技术，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巨大环境风险。事实上，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对于一些国家、地区和人民而言，甚至是灾难。由此，我们应当谨慎看待该理论对现代化的乐观主义内核，就如对中国发展实践中所出现的“双赢”趋向保持谨慎一样。这里，核心是要具有建设性的反思精神。也许，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予以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坚持科学发展，持续推进文明转型，才是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

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还需要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内涵有着清醒的认识。该理论所言“现代化”明显地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关注的是欧洲版的“现代化”要素，包括价值观、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的市场，等等。它所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西方道路(更准确地说是欧洲道路)。它依据欧洲经验设定了一些分析性范畴，例如技术、市场、国家、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用以分析生态现代化进程。
注251

 事实上这些分析性范畴在运用于欧洲以外的社会研究时，就演变成了规范性指标，成为判定生态现代化方向和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状况如果越是接近这种尺度就被认为越是生态现代化了，比如说更多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与环境管理的民主进程。很明显，这样很容易忽视(甚至排斥)现代化的多样化内涵和实现路径。就此而言，在描述中国实践时，我们宁愿使用相对来说更为中性一些的“发展”概念。即使我们使用“现代化”的概念，也不表明我们完全认同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内涵。

第二，如果勉强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个词汇，那么它在何种分析层次上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涉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单位问题。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诸如一群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取向和实践。但是，是否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整体性的“生态现代化”结论？我们认为需要小心对待。例如，中国的实践表明，在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时，可以观察到某种与生态现代化“相一致”的趋势和成效。但是，当深入分析中国实践的过程时，我们却发现了比较明显的转移效应，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生态现代化”与“非生态现代化”同时并存，乃至相互依存的现象。进一步而言，源自西欧少数发达国家实践的“生态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具有全球范围的科学性，是否代表着全球“现代化”的单向趋势？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舒恩菲在对东南亚地区的纸浆与造纸业的案例研究中指出：发达国家实现符合生态现代化标准的“生产的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 of production)过程，实际上是得到东南亚地区纸浆与造纸生产中的“超物质化”(supermaterialisation)的帮助。
注252

 中国污染的地区转换与整体环境质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与此类似。因此，要确立“生态现代化”概念的科学性，准确地描述生态现代化的未来趋势，就必须采用系统的观点，关注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应该充分认识到：局部的环境改善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的环境改善，甚至整体的环境改善也不意味着每个局部环境的同时改善。在一个全球化深入推进，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由此也更加紧密地依存于全球环境的时代，我们只能从全球整体环境出发来讨论生态现代化问题。
注253

 局部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肯定不是孤立存在的，且只有趋势性和表征性意义，也并非必然导致整体的“生态现代化”。

第三，“生态现代化”如果可能，那么是否应该存在多种实现的路径与模式？笔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前文已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将一些分析性范畴用作规范性指标的倾向，易于导致忽视(甚至是无视)实现生态现代化(如果最终可能实现的话)的多种可能路径和模式，特别是其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存有不恰当的看法。

中国近年来环境改革的进展，与政府充分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当然，中国政府在推动环境保护时还存在很大局限，这可能对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产生一定风险。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去中心化、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一个反面的教训就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能弱化，实际上加剧了环境破坏。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同时克服自身局限，那么必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构成更为实质性的挑战。此外，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改革的，这也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分强调不一致。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针对批评已经稍微调整了理论立场，把资本主义“既不看作是推动严格的、激进的环境改善的一个本质性的先决条件，也不认为它是推动这种改善的关键障碍”
注254

 ，但生态现代化理论偏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迷恋其自我进化和“负责任”的能力，重视市场第一原则的倾向十分明显。中国实践表明，在追求“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时，有可能存在多种路径和模式，应随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观察、分析和总结。

第四，如果“生态现代化”是一个值得推动的社会变革进程，那么在其推进过程中是否应该高度重视促进社会公正？笔者对此问题持积极态度。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看，社会公正问题确实没有入围。中国实践表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应是顺利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不公则会成为“生态现代化”的重要约束。

前文提到，生态现代化理论过分关注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之核心标志的社会体制转型对于促进环境改革的积极作用，例如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的市场的作用，而对现代性发展的客观后果缺乏全面的必要的反思，包括对于现代性之技术与体制风险面向的认识。其中，以贫富分化为标志的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实际上可以看作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后果。这种分化从群体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到全球层面都普遍存在，而且长期持续。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进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是环境衰退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也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突出障碍。不能做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就不可能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更谈不上实现生态取向的“现代化”。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而全球层面的发展差距也在加剧全球的发展竞争，这类竞争无疑会继续加大环境压力。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控制社会分化。本书第七章提到，在“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三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出总量接近“十五”时期的3倍，年均增长20%，大大超过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支出合计30 404.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3.8%。
注255

 中国政府的努力在增进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全社会共同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长期看，促进社会公正必定是有效推动“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国若在推进“生态现代化”方面，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某种经验或启示，那也许不是技术创新、环境法规、政府投资或是市场机制等，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实践。事实上，要在全球层面推动“生态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正视现代性的负面后果，高度重视促进全球社会公正。

第五，从“生态现代化”的未来发展看，其是否是一帆风顺的自然进程，是否必然伴随着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对照全球各地已经发生的所谓生态现代化取向的实践，笔者认为，生态现代化进程远不是其代表者所宣称的现代社会体制一帆风顺的自我单向演化过程，而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可能才是一种必然的趋向，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例如促进社会公正和均衡发展等)出现的话。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中，环境价值和标准还远没有独立出来，成为引导和制约其他价值和标准的因素。所谓生态现代化，依然是依托或者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种特质，受各种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所左右。因此，朝向“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改革，总是伴随着种种摩擦、冲突乃至“抗拒”。在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和一些行业缺乏迈向“生态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但却关系到很多人的就业和生计。如果强力推动它们转向“生态现代化”，势必激起消极的或积极的社会反弹。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地区走向“生态现代化”之路，往往又是以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破坏为条件或代价的。

因此，在中国简单地推进所谓生态现代化而不设计配套的社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将对人群、行业和地区等进行分割，作为其作用的可能结果，整个社会便不是一个同质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甚至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

推而广之，若在全球范围内忽视全球公正和均衡发展而强力推进“生态现代化”，同样可能伴随冲突和反抗，并造成新的全球二元分割，从而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的既有优势。正像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并没有导致全球同质的现代化一样，“生态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也不可能导致全球同质的生态现代化。此外，生态现代化走向“非物质化”的前景许诺也还非常模糊，运用先进技术和提高效率的经济体系，减少了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但是在整体上似乎仍在扩大物质消耗，现代化所面临的物质极限问题依然是徘徊不散的幽灵。

第六，若为进一步发展完善“生态现代化”理论，有无必要扩展“环境”概念？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体系与其“外部”的物质环境(例如大气、水、固体废物等)之间的关系。但是，现代工业体系已将很多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人类社会体系之中的各种“物质”(例如转基因食品、药品、建筑、室内环境、家庭消费品，等等)，“外部”环境已经“内化”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重要中介，并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状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应该扩展其“环境”和“环境改革”概念，给予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及物质化的全过程以应有的关注，从而思考人类社会过度物质化所带来的危机。按照现实中的“生态现代化”趋向，无论怎么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实际的结果依然是消耗更多的环境要素，并不断扩大和加深我们生活世界的物质化程度。如果人类不能改变对于物质化世界的崇拜和追求，人类将继续为物所役，并因此而继续攫取自然环境。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还需全面考虑人类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价值观，进一步加强生活消费领域的研究，推动符合“生态现代化”取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倡导更加节制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主实践，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而言，既是批评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应该说是全球各国的共同愿望。中国在实践中的努力与成效，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张和预期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践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还存在着诸多局限。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完善该理论，使之更加包容全球多样性的实践，并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那么就需要对该理论的方向和内涵做进一步的反思和重构。在此意义上，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也许最终有可能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中，不仅“现代化”的取向和内涵将被重新定义，而且其实现的条件、路径、模式、风险和后果等也将被更深入地探讨。

最终，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不加反思地移植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简单地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分析和指导，更不能直接将中国实践看成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应用的产物。如果没有对西方理论的充分反思和自觉，如果不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鲜活实践进行理论提炼，我们就不可能作出真正的理论创新，而只能沦为知识掮客，甚至会误导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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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的国际比较



当代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全球问题。这样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地球环境系统极其复杂、彼此相关、自成一体、不分国界，加上全球经济社会联系日趋紧密，所以局部的地区性的环境问题，最终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造成全球性的影响；二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破坏不断累积，目前已经造成了对地球环境的整体性威胁(例如广受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自然也就威胁、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在此意义上，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全球各国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无论是生态现代化还是文明转型，最终都必须是全球协同的演进过程。在此，全球合作的主体除了各国政府之外，也应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其中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无疑又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因素。由此，对世界各国公众环境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进行调查和比较，就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政策意义，而在比较分析中发展出的方法论和理论解释亦可促进专业知识的积累，深化对已有理论的认识，推动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鉴于此，本章基于2010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简称ISSP2010)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0)的最新数据，对所调查国家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并附录于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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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回顾与数据基础[image: image]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一些跨国环境调查得以实施，有关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整体上，这类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公众的环境态度与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可能的理论解释。

一些研究者发现：公众的环境认知和行为倾向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此，英格尔哈特的观点常常被用作理论解释的基础。
注256

 该学者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post-materialism theory)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开始了一个明显的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向，即从关注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开始逐渐强调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突出表现为公众环境关心的显著增长。
注257

 一些学者直接指出，由于经济发展而驱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都对公众的环境态度和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注258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但是同样论证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正向影响。
注259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世界各国公众都很关心环境保护，许多不发达国家公众具有较高的环境关心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一些学者直接指出环境关心应被看作一种全球现象而不是发达国家公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独有产物。
注260

 围绕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公众环保意识的成长，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一是环境退化的驱动，即公众可能因为对客观环境退化的直接相关体验而关心环境，由此本国或本区域的环境状况对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注261

 二是全球化过程的驱动，即环境保护是一种全球扩散的社会现象，各个国家都纷纷成立环保部门和进行环境立法，跨国民间组织在欠发达国家积极传播环保理念，这些国家公众获得环保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从而使得其与发达国家公众之间的环境关心水平差异不断缩小。
注262

 三是政治情境的影响。马荃特 派特(Marquart-Pyatt)的最新研究发现，相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东欧的六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众环境关心具有一致的特殊性，该学者由此认为国家制度特征和政治情境可能会造成环境关心的区域性差异。
注263



以上已有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全球公众环境关心的理解，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发现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受研究者使用数据和比较变量的影响。
注264

 从表附—1可以看出，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盖洛普星球健康调查(Gallup1992)、两次国际社会调查(ISSP1993/2000)和四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VS1990/1995/2000/2005)。而且研究者用于比较的指标也不尽相同，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关注了公众环境保护的意愿。相对而言，邓拉普等人(1997)在研究中所比较的变量最为全面，但也还有不足。

表附—1已有主要研究的数据基础和国际比较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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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已有研究的大多数没能将中国纳入比较视野。在前述三种主要的跨国调查中，两次国际社会调查未在中国收集样本，而1992年的盖洛普星球健康调查只在中国部分城市收集了509个样本，四次世界价值观调查都只在中国内地的少数省份收集样本，因此这两项调查对中国公众的调查均不是全国随机抽样。很显然，在当今世界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如果缺失了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陷。ISSP2010和CGSS2010数据的同时发布，不仅使得我们弥补这一缺陷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利用改进的、最新的数据分析最新的状况，因为已有研究主要是利用2000年以前的数据，ISSP2010在数据搜集工具上也做了必要的改进。

ISSP是一个连续的跨国社会调查项目，为长期跟踪和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其2010年的主要数据于2012年8月28日发布，此次发布的数据覆盖了30个国家：阿根廷、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以色列、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新西兰、挪威、菲律宾、俄罗斯、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国。
注265

 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各国公众，均采用随机抽样(以多阶段概率抽样为主)获得样本。各国的样本量均在1 000~3 000个之间，30个国家的总样本数为41 848个。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一个连续调查项目，其2010年度调查纳入了ISSP2010的全部环境调查项目，并与ISSP同步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针对16岁以上的居民进行随机抽样，完成样本3 716个。

为了考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环境关心的影响，我们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GNI)对各国所进行的分类，将ISSP2010数据中的30个国家划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种类型，前者包括10个国家
注266

 ，后者包括其余的20个国家。同时，为了直观地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将中国单独作为一个国家类别。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和比较分析的科学性，我们试图就各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不同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认识、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环保责任主体的认知、本国环保工作的评价、环保政策的偏好、环境保护的意愿等方面进行尽量广泛的比较，努力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以更加全面地观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在环境关心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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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image: image]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一是公众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二是与各种社会问题相比，环境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


(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公众的相关回答情况见表附—2。

表附—2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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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由表附—2数据汇总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来说，全球范围内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55.9%的公众表示关心环境问题，其中“非常关心”的比例为24.3%；只有15.9%的公众表示不关心环境问题。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略有差异。51.0%中等收入国家公众表示关心环境问题，“非常关心”的比例为26.9%，表示不关心的比例为19.6%；高收入国家中57.2%的公众表示关心环境问题，“非常关心”的比例为23.8%，不关心的比例为14.1%。相较之下，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表示关心环境问题的比例达到65.7%，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

国别比较分析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31个国家中，公众对环境问题最为关注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加拿大(76.2%)、斯洛文尼亚(74.0%)和新西兰(70.6%)，关心比例最少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南非(41.0%)、斯洛伐克共和国(32.6%)和捷克共和国(28.4%)，中国位于第七位。


(二)公众对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整体上，在包括医疗保健问题在内的9个社会问题选项中，公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依次是“医疗保健”(23.7%)、“经济”(23.3%)、“教育”(17.1%)等，“环境”位于第六位(5.2%)。从表附—3数据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公众对于重要社会问题的认识有顺序的差异。中等收入国家认为当前本国最重要问题的公众比例依次是医疗保健(21.8%)、贫困(19.2%)和教育(18.5%)等，环境位列第七(2.5%)；高收入国家认为最重要问题的公众比例依次是经济(29.7%)、医疗保健(23.9%)和教育(15.4%)等，环境位列第六(6.6%)。中国公众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依次是医疗保健(30.7%)、教育(23.5%)和贫困(16.3%)等，环境位列第六(5.5%)。

表附—3公众对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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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31个国家中，认为环境问题是其本国当前最重要问题的公众比例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挪威(15.6%)、瑞士(13.5%)和加拿大(13.4%)，但整体来看，即使在这些国家，环境问题也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三国公众均将“医疗保健”选为当前本国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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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众对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image: image]


当进一步观察公众对具体环境问题及其危害程度的认知时，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具有明显差异，而且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危害有着非常充分的认知。


(一)公众认为最重要的具体环境问题


调查问卷中列举了包括空气污染等在内的10个具体的环境问题选项，询问受访者认为哪个问题是当前其本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交叉分析结果见表附—4。

表附—4公众认为本国最重要的具体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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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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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表附—4数据汇总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公众最重视的前三位具体的环境问题分别是空气污染(21.8%)、气候变化(13.8%)和水污染(13.0%)，相对重视较少的三个环境问题分别是水资源短缺(8.7%)、核废料(6.4%)和转基因食品(5.0%)。此外，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对不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中等收入国家最重视空气污染问题，高达27.2%的公众将这一问题选择为当前本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接下来是水污染(14.2%)和水资源短缺(12.2%)等问题；而高收入国家公众最为重视气候变化(18.1%)，其次是空气污染(17.1%)和自然资源枯竭(12.4%)等问题。对比之下，超过三成(34.7%)的中国公众认为空气污染最重要，接着是水污染(20.0%)和生活垃圾处理(17.7%)。

在所有调查的31个国家中，14个国家公众最为重视本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最高比例为保加利亚，达39.7%)，9个国家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最重要(最高比例为日本，达51.7%)，以色列(31.5%)和南非(26.5%)的公众认为水资源短缺最为紧迫，阿根廷(25.8%)和新西兰(27.3%)认为水污染、法国(30.1%)认为化肥和农药污染、韩国(21.9%)认为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最紧迫，而美国和瑞士公众分别认为本国的自然资源枯竭(27.7%)和核废料问题(28.7%)最紧迫。


(二)公众对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


调查问卷中枚举了7项环境危害，分别是汽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工业造成的空气污染、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江河湖泊污染、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转基因作物和核电站，并让受访公众对其本国存在的上述危害的程度进行判断。可以选择的回答有“对环境极其有害”、“非常有害”、“有些危害”、“不是很有害”、“完全没有危害”和“无法选择”。为简化分析，我们将以上选择分别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和0分，进行累加，得分越高，表示认为环境危害越严重。交叉分析结果见表附—5。

表附—5公众对环境问题危害程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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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分值为35分；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表附—5数据汇总结果显示，调查国家公众对所列举的7项环境危害整体认为较严重，评估分值在中等偏上的比例占绝大多数(20分以上的比例为82.3%)。但是，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公众对环境危害的评估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从平均得分看，中等收入国家的公众是27.02分(标准差5.999分)，高于高收入国家公众(24.87分，标准差5.339分)。若从不同分数区间的公众分布情况看，88.4%的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得分在20分以上，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82.4%；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得分在30分以上的比例为29.1%，明显超过高收入国家的13.0%。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公众较高收入国家公众更为担忧环境危害。相比较之下，中国公众得分在20分以上的比例虽然也超过一半(58.4%)，但无论是从平均分(20.92分)还是不同得分区间的分布情况来看，其对环境危害的认识还有不足。

国别比较可以发现，得分在30分以上的公众比例较高的前几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44.5%)、智利(40.9%)、俄罗斯(35.8%)和墨西哥(32.1%)等，这几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而丹麦(7.6%)、瑞典(7.6%)、瑞士(7.1%)、芬兰(6.8%)、英国(6.6%)和挪威(3.1%)等高收入国家，其得分在30分以上公众比例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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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众的环保倾向分析[image: image]


面对环境问题及其很高的致害风险，乃至现实发生的环境危害，各国公众如何认识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如何评价本国环境保护的贡献，如何看待不同的环境政策选择，以及有多大的意愿为保护环境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都反映了公众的环保倾向。


(一)哪类国家更应付出努力？


当今时代，虽然环境问题已是全球问题，威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从全球环境恶化中所获得的收益不同，其应对和治理环境问题的能力也不同，因此各国之间在分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究竟哪类国家更应付出努力？调查各国公众又如何评价本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对贡献？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询问公众的看法，结果参见表附—6。

表附—6公众对环保责任承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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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表附—6数据汇总结果显示，42%的受访者同意“在保护环境方面，富国应该比穷国做出更多努力”这一说法，但是也有35%的人明确表示不同意。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对此说法的态度具有明显差异。中等收入国家43.0%的公众表示同意，另有32.3%的人不同意；高收入国家的公众只有36.1%表示同意，不同意的比例则高达41.1%。很明显，高收入国家公众的反对声音更强，与中等收入国家的期望有些相左。相比之下，中国公众的绝大多数期望富裕国家作出更多努力，表示同意的比例高达80.0%。

在评估本国环境保护的相对贡献方面，表附—6数据显示，调查各国46.7%的公众认为本国在保护世界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太少，另有36.0%的公众认为做得正好，认为做得太多的比例仅为7.0%。进一步看，52.6%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公众认为本国在保护世界环境方面做得太少，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44.3%；近四成(39.6%)高收入国家的公众认为本国做得正好，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1.1%；高收入国家8.2%的公众认为本国做得太多，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4.9%)。由此可见，高收入国家公众较中等收入国家更倾向于认为本国在履行国际环保责任方面已经做得更好、付出得更多。中国公众中的多数同样认为本国在世界环境保护方面做得太少(40.0%)，只有近三成(29.8%)的人认为做得正好，认为做得太多的比例也较低(6.5%)，此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公众表示无法选择(23.7%)，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反映出中国公众对世界各国环境保护了解的有限性。


(二)偏爱哪种政策选择？


调查问卷中列举了三种主要的环境政策类型：重罚破坏环境的行为、税收手段鼓励环保行为、提供关于环保的信息和培训，询问受访者哪种类型的政策是能够让本国工商企业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哪种类型的政策是能够让本国的公众及其家庭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数据分析见表附—7。

表附—7公众对环境政策的偏好(%)

[image: image]




注：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由表附—7数据可知，总的来看，调查各国公众对三种环境政策类型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最多的公众认为“让本国工商企业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是重罚其破坏环境的行为(37.7%)，而“让公众及其家庭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是向其提供关于环保的信息和培训(43.0%)。进一步看，这种选择并不具有十分明显的国家差异，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一个稍显特殊之处，就是高收入国家公众似乎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为赞成一些，相应比例分别为36.5%和31.6%，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相对而言，高收入国家公众更少偏爱管制型惩罚政策。比较来看，中国公众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加缺乏信心，相应的选择比例分别是18.3%和20.0%，都是相对最低的。中国公众对于管制型惩罚政策的偏好则介于一般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


(三)公众个人的环保意愿


调查问卷从公众的环保意向性和支付意愿两个方面对公众自我报告的环保意愿进行了调查。环保意向性方面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像我这样的人很难为环境保护做什么”这种说法，二是询问受访者“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生活水平”；环保支付意愿方面也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询问“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二是询问“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在以上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可以选择的回答依次是“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和“无法选择”；第二、三、四个问题可以选择的回答依次是“非常愿意”、“比较愿意”、“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和“无法选择”。

数据分析显示，对于第一个问题，全部有效样本中选择“完全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的比例为44.9%(即认为个人可以为环保出力)，其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52.4%，明显高出中等收入国家的32.7%，中国为40.4%，介于两类国家之间。对于第二个问题，选择“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公众并不多，只占总体的31.3%。即使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也只是33.5%，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3.6%)，中国为33.9%，相对比例最高。对于第三、四个问题，全部有效样本中表示愿意的公众比例都不高，分别为23.3%和30.1%。在高收入国家，相应比例分别是33.5%和23.3%，中等收入国家分别是24.6%和20.7%。相对来说，中国公众的支付意愿最强，有42.3%的受访者表示为了保护环境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33.9%的受访者表示为了保护环境愿意缴纳更高的税。

为了进行概括和简化的分析，我们将以上四个问题的回答依次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和0分，并进行累加，从而得到公众个人环保意愿的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人的环保意愿越强。数据分析表明，高收入国家公众个人环保意愿平均得分为11.19分(标准差3.65分)，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分9.61分，标准差3.870分)和中国(平均分10.88分，标准差3.730分)。但是在高分段，中国公众的比例较高。参见表附—8。

表附—8公众个人环保意愿分值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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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分值为20分；总样本量应是45 564个，部分样本没有选择，作缺失值删除。

由表附—8的数据可知，总的来看，调查各国公众的环保意愿得分集中在6~15分这个区间(占85.6%)，没有意愿或者意愿很强的人都是少数。进一步看，中等收入国家具有较强环保意愿公众所占比例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公众得分在16分以上的占到了16.4%，更是明显超过高收入国家和一般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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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总结与讨论[image: image]


以上基于ISSP2010和CGSS2010的数据分析显示，调查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公众关注的突出问题。高收入国家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解决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并列时，各国公众明显更加关注医疗保健、经济和教育等问题，环境问题只是排在第六位，而且各国之间的排序差异并不大。由此可见，有着近期影响的、直接关涉公众日常生活的社会问题，更易引起公众重视。

数据分析同时也显示，随着全球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各国公众都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超过一半的公众(55.9%)自我报告对环境问题比较关心或非常关心，而且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差距不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65.7%的公众自我报告关心环境问题，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很明显，环境议题已经是世界各国公众的重要议题之一。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水污染等具体环境问题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调查各国公众对于各种具体的环境问题的危害都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危害评估分值在20分以上(最高35分)的比例达到了82.3%，而且中等收入国家公众的平均得分要高于高收入国家公众的。特别是在高分段，中等收入国家公众所占的比例明显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等收入国家公众对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危害感受更为直接。

在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方面，调查表明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富国应该比穷国做出更多努力，其中中国公众持此观点的高达80%。但是，高收入国家的公众对此赞成有限，他们更倾向于积极评价本国所作出的贡献，接近一半的人认为本国做的正好甚至做的太多。同时，调查各国公众中也有接近一半的人期待本国作出更大贡献。在中等收入国家，这种期待相对更为迫切。

在环境保护的政策偏好方面，调查各国公众整体上最为支持直接运用管制型重罚手段促使工商企业保护环境，同时认为“让公众及其家庭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是向其提供关于环保的信息和培训。进一步看，在相对意义上，高收入国家公众似乎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为赞成一些，而更少偏爱管制型惩罚政策。中国公众则对采用税收手段鼓励企业、公众的环保行为更加缺乏信心，其对管制型惩罚政策的偏好介于一般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

在公众个人的环保意愿方面，整体上看，调查各国公众的表现不是很突出。虽然有44.9%的公众认识到个人可以为环保出力，但是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降低个人生活水平的比例仅为31.3%，愿意出于环保目的支付更高价格的只占23.3%，愿意支付更高税的为30.1%。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公众的个人环保意愿要比高收入国家的弱一些。可见，当环境保护政策威胁到公众切身利益时，其所能获得的支持还是很有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公众个人的环保意愿是明显强于高收入国家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之一般水平的，他们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作出更多的个人牺牲。

与已有研究相比，由于数据来源和比较指标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说本研究证实了或者证伪了已有发现。随着跨国社会调查的日益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尽量采用同样的数据和比较指标，以积累可靠的观察结果。但是，就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而言，本研究还是可以提供两点重要启示的。


(一)简单地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国家分类进行比较需要谨慎


一方面，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在对待环境问题方面实际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说，在本研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只是中等水平，多数人更为重视经济问题(36.6%)，远远超过对环境问题的重视(4.3%)，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有很大差异。而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公众则有着明显强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保护意愿。另一方面，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影响公众环境关心的一个因素。事实上，各国资源环境禀赋不同、人口状况不同、文化与制度安排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发展模式各异，面对着差异化的环境问题，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也有很大差别，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到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由此，开展跨国比较分析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课题，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方面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二)在环境关心的界定和测量方面应该力求全面合理


本研究尝试就环境关心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其中，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公众具有更强的环境关心，例如不同国家公众对抽象的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和个人的环保意愿存在差异；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又似乎说明环境关心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各国公众都将环境问题放在了心目中大致相同的位置上，甚至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其公众更加直接地感受到环境问题的危害，更加期待本国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手段，作出更大的环保努力。这样一种结果可能反映了各国公众环境关心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在全球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今天，作为影响人类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比较普遍的关注，这种抽象的关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已经不大。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差异可能更多的是影响到人们对具体环境问题的定义和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看法。比如说，本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更加关注气候变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关注空气污染；高收入国家更加强调环境保护的共同责任，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强调区别责任；高收入国家更加偏好经济刺激政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偏好行政管制政策，等等。相比简单地讨论哪类国家具有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而言，更加全面地比较公众的环境关心，发现以上各个具体方面的差异，似乎更加有助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合作。

最后，针对已有研究围绕的核心理论命题，即“后物质主义”命题，我们认为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审视。该理论命题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变化而提出的，其所认为的价值观念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向，是否真实地发生？是否是不可逆转的？本研究表明，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调查所列举的9项社会问题中，公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经济、医疗保健和教育，而象征“后物质主义”关注的环境关注只是排在第六位。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西方社会是否真的发生过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真正转变。退一步说，假如真的发生过，那么只能说现在的西方社会又“转回”到了“物质主义”时代。而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就说明后物质主义转向是可逆的。为什么可逆？实际上，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可以给出很合理的解释，即任何社会的基础都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超越这个基础，西方社会也不例外。所谓关注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这里权且搁置对这些价值是否是“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疑问)都是依附于关注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这样的“物质主义价值”的，二者不可分割。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质疑：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彻底转变是否真的能够发生？这个命题是否真正能够成立，是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相关问题值得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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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3
   参见陈洁：《气候将如何改变世界？》，载《中华读书报》，2010〖CD*2〗01〖CD*2〗20。


注184
   参见陈志恒：《日本构建低碳社会行动及其主要进展》，载《现代日本经济》，2009(5)。


注185
   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六条，见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chin.pdf。


注186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见http://www.sdpc.gov.cn/xwfb/t20070604_139486.htm。


注187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见http://qhs.ndrc.gov.cn/zcfg/W020121122588537782766.pdf。


注188
   这里，“小学以下”包含了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和私塾；“高中”包含了普通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大专”包含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大学本科以上”包含了全日制、非全日制本科以及研究生。


注189
   参见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1)。


注190
   See McCright, Aaron M.(2010)“The Effect of Gender on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and Concern in the American Public，”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32):66〖CD*2〗87.


注191
   参见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1)。


注192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注193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注194
   所谓“两个转变”，一是指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注195
   〖ZW)〗,而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度的抽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61。如果按照人口五等份的测量方法，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的差距在1990年是4.2倍，1993年为6.9倍，1998年是9.6倍〖ZW(L〗参见刘精明：《贫富差距与社会安全》，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注196
   此处数据是为了分析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依次是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0.473，自2008年开始，保持了下降趋势，但依然居于高位。参见新华网2013年1月18日报道《统计局：去年基尼系数为0.474  自08年起逐年回落》，以及人民网2014年1月20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经济基尼系数0.473》。


注197
   参见乔健：《2003年：新一轮结构调整下的劳动关系》，载汝信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9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近年来，在政府的努力下，拖欠工资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指出问题更加复杂。参见新华网2014年1月23日报道《人社部副部长谈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更加复杂》。实际上，除了拖欠工资之外，更重要的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低下。


注198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注199
   参见冯仕政：《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的调查数据，在调查的7个城市中，社会信任的总体水平依然很不乐观，在“不信任”状态。参见新华网2013年1月12日报道《社科院报告称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不信任”水平》。


注200
   参见洪大用：《试论科学发展观及其实施限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


注201
   事实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无论加快还是放缓，都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促进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自主调低了经济增速，但是很快就遭受来自国内外的唱衰中国的巨大压力。


注202
   参见洪大用：《试论科学发展观及其实施限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


注203
   参见《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 874.16亿，民生支出占三分之二》，见http://www.sina.com.cn，2011〖CD*2〗08〖CD*2〗03。


注20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2011〖CD*2〗02〖CD*2〗2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2012〖CD*2〗02〖CD*2〗22)。


注205
   参见《吹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进军号：写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闭幕之际》，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CD*2〗07/14/c_111954176_3.htm.2010〖CD*2〗07〖CD*2〗14。


注206
   参见《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谈医改：在深水区谋求新突破》，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CD*2〗04/06/c_13815553.htm.2011〖CD*2〗04〖CD*2〗06。


注207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18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注20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2011〖CD*2〗02〖CD*2〗2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2012〖CD*2〗02〖CD*2〗22)。


注20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DK〗：《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2011〖CD*2〗02〖CD*2〗28)。


注210
   参见《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见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233.htm,2011〖CD*2〗03〖CD*2〗15。


注2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68766.htm，2006〖CD*2〗03〖CD*2〗14。


注2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见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2011〖CD*2〗03〖CD*2〗16。


注213
   参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84884.htm，2010〖CD*2〗06〖CD*2〗12。


注214
   参见《国务院关于强化节能工作的决定》，见http://www.gov.cn/zwgk/2006〖CD*2〗08/23/content_368136.htm，2006〖CD*2〗08〖CD*2〗23；《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见http://www.ndrc.gov.cn/xwfb/t20050628_27571.htm，2004〖CD*2〗11〖CD*2〗25；《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见http://www.xinhuanet.com/zhibo/20070904b/zhibo.htm，2007〖CD*2〗09〖CD*2〗04；《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见http://www.gov.cn/zwgk/2011〖CD*2〗09/07/content_1941731.htm，2011〖CD*2〗09〖CD*2〗07；《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见http://www.sdpc.gov.cn/xwfb/t20070604_139486.htm，2007〖CD*2〗06〖CD*2〗0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见http://www.gov.cn/jrzg/2011〖CD*2〗11/22/content_2000047.htm，2011〖CD*2〗11〖CD*2〗22。


注215
   关于“生态文明”概念最初由谁提出，目前尚存争议。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CD*2〗04〖CD*2〗15)在刊发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的文章《走向生态社会》时，介绍罗伊·莫里森是最早正式提出“生态文明”(Eco Civilization)概念的学者。但是，2012年8月1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又刊发于法稳撰写的《叶谦吉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文，指出在1987年6月召开的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上，叶谦吉教授针对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态势，就呼吁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周宏春在《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9期发表《生态文明建设应成为重要任务》一文，进一步指出苏联环境学家在1984年首先采用了生态文明概念。但是，在政府议程中最先提出生态文明并将其作为文明发展的方向而付诸政策实践的，应该是中国政府。


注2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217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2版，第3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注218
   参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发布会在京召开》，见http://scfc.people.com.cn/show〖CD*2〗147125.html。


注219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这主要是中央政府自主开展宏观调控的结果，其目的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是乐观的。


注220
   参见《环保业产值“十二五”末将逾２万亿元》，见http://www.caepi.org.cn/industry-news/30539.shtml，2012〖CD*2〗06〖CD*2〗15。


注221
   参见洪大用等：《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1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注222
   参见赵喜亮、钟晓红、傅涛：《中美环保产业对比分析研究》，载《中国环保产业》，2012(4)。


注223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的《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 539家，比2005年增加了771家。其中，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 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 382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约250家。参见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http://www.caepi.org.cn/industry-report/6245.shtml，2008〖CD*2〗11〖CD*2〗24。


注224
   参见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3)。


注225
   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注226
   按照摩尔的观点，“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问题，是生态现代化视角或领域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分析视角或领域［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或社会)领域］而言变得越来越独立、‘解放’或有权力的过程”，由此，现代社会开始遵照生态的逻辑，走向新的生态现代化。参见Mol,A.P.J.(1995)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Utrecht:Jan Van Arkel/International Books，p.64。


注22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国务院新闻办： 《中国的环境保护〖DK〗》(1996，白皮书)，见http://www. people. com. cn/GB/channel2/10/20000908/224887.html， 2000〖CD*2〗09〖CD*2〗08。《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见http://www.gov.cn/zwgk/2006〖CD*2〗06/05/content_300288.htm，2006〖CD*2〗06〖CD*2〗05。


注22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DK〗《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0)，见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2012〖CD*2〗01〖CD*2〗18。


注22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事业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见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114_402517045.htm，2008〖CD*2〗11〖CD*2〗14。


注230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建设项目中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简称“三同时”。


注2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整理。


注23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国内生产总值”和“表3—1：人口数及构成” (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的有关数据计算。


注23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国内生产总值”和“表7—2：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的有关数据计算。


注23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0zkgb/。


注23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环境统计年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nb/2010tjnb/。


注23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0zkgb/。


注237
   邹骥、傅莎、王克：《中国实现碳强度削减目标的成本》，载《环境保护》，2009(24)。


注238
   例如，按照可执行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中国政府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得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比上年有所提高” 的结论； 但是，采用更精细的监测包括PM2.5(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在内的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环保部则指出全国有三分之二城市未达到空气质量新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环保部：中国2/3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新标准要求》，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3〖CD*2〗02/3713567.shtml。


注23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附录2—13：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位次”，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注24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4：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和“表3—4：各地区总人口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有关数据计算。


注24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12—27：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注24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DK〗《2010年环境统计年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nb/2010tjnb/。


注243
   参见《三部门联合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见http://www.gov.cn/jrzg/2010〖CD*2〗02/10/content_1532174.htm，2010〖CD*2〗02〖CD*2〗10。


注244
   点源污染(point source pollution)一般指具有固定排放口和地点的环境污染。


注245
   孙秀艳：《我国60多万个建制村大多数污染治理仍空白：农村污染求“急救”》，载《人民日报》，2012〖CD*2〗01〖CD*2〗31。


注246
   面源污染(non-point sourse pollution)指溶解和固体的污染物从非特定地点，在降水或融雪的冲刷作用下，通过径流过程而汇入受纳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和海湾等)并引起有机污染、水体富营养化或有毒有害等其他形式的污染。参见陈吉宁、李广贺、王洪涛：《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载《中国水利》，2004(9)。


注24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


注24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2：三次产业贡献率”(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有关数据整理。


注249
   针对中国政府推动的环境治理之不足，笔者曾经发表过专门文章进行分析。参见洪大用：《试论改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3)。


注250
   参见［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注251
   例如，摩尔和舒恩菲曾经指出生态现代化是指现代工业社会在生态逻辑转型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与体制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科学技术的作用发生改变，人们更多地考虑到科学技术在环境问题治理和预防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市场动力和经济主体在环境改革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三，民族国家的作用有所削弱，出现了更加去中心化、更灵活、更加强调共识的环境治理方式，非国家的行动者有更多机会参与环境治理；第四，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它们越来越体制化，参与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环境决策；第五，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那种完全忽视环境，或者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再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做法。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应用者们往往无意识地直接采用这五个方面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现代化进程与状况。参见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 Co.Ltd.,pp.7〖CD*2〗8。


注252
   See Sonnenfeld,D.A.“Contradic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Pulp and Paper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Asia，”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 Co.Ltd..


注253
   舒恩菲也从类似意义上提到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将全球纳入其考虑范畴。参见Sonnenfeld,D.A.“Contradic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Pulp and Paper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Asia，”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 Co.Ltd..


注254
   Mol,A.P.J.and Spaargaren,G.“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Debate: A Review,”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 Co.Ltd..


注25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8—6：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2012〖CD*2〗05〖CD*2〗27)有关数据计算。


注256
   事实上，英格尔哈特本人对43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了公众环境关心的普遍性，并给出了一种新解释：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公众环境关心的成长可能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发达国家公众由于主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强调环境保护，而欠发达国家公众则因为本国客观存在的环境损害而关心环境保护。参见Inglehart, R.(1995)“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1):57〖CD*2〗72。


注257
   See Inglehart, R.(1990)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66.


注258
   See Kidd, Q.& Lee, A-R.(1997)“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the Environment: A Critique and Reappraisal，”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1), 1〖CD*2〗15; Dietz, T., Fitzgerald, A.& Shwom, R.(2005)“Environmental Values，”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30, 335〖CD*2〗372; Gerhards, J.& Lengfeld, H.(2008)“Support for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by Citizens of EU-member and Accession States，”Comparative Sociology,7(2), 215〖CD*2〗241.


注259
   See Diekmann, A.& Franzen, A.(1999)“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1(4), 540〖CD*2〗549; Bravo, G.and Marelli, B.(2007)“Micro-found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An Empiric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1), 36〖CD*2〗62; Franzen, A.& Meyer, R.(2010)“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ISSP 1993 and 2000，”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2), 219〖CD*2〗234.


注260
   See Brechin, S.R., & Kempton, W.(1994)“Global Environmentalism: A Challenge to the PostMaterialism Thesi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5(2), 245〖CD*2〗269; Brechin, S.R.& Kempton, W.(1997)“Beyond Postmaterialist Values: National Versus Individual Explanat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1), 16〖CD*2〗20; Dunlap, R.E.& Mertig, A.G.(1997)“Global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 Anomaly for Postmaterialism，”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1), 24〖CD*2〗29; Dunlap, R.E.& York, R.(2008)“The Glob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Explanation: Evidence from Four Multinational Survey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49(3), 529〖CD*2〗563.


注261
   See Inglehart, R.(1995)“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28(1), 57〖CD*2〗72; Gelissen, J.(2007)“Explaining Popular Suppor 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50 Nations，”Environment & Behavior, 39(3), 392〖CD*2〗415; Knight, K.W.& Messer, B.L.(2012)“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Affluenc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World Societ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93(2), 521〖CD*2〗537.


注262
   See Dunlap, R.E.& York, R.(2008)“The Glob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Explanation: Evidence from Four Multinational Survey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49(3), 529〖CD*2〗563; Knight, K.W.& Messer, B.L.(2012)“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Affluenc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World Societ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93(2), 521〖CD*2〗537.


注263
   See Marquart-Pyatt, S.(2012)“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ross-national Context: How Do Mass Publ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 with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48(3), 641〖CD*2〗666.


注264
   例如，有的学者很早就对跨国比较数据的效度和信度提出质疑，参见Neumayer, E.(2002)“Do We Trust the Data? On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Cross-national Environmental Survey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3 (1), 332〖CD*2〗340。


注265
   本研究选取的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调查获得数据的国家，故将“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在分析时予以剔除。


注266
   这10个国家为阿根廷、保加利亚、智利、拉脱维亚、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和立陶宛。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相关分类可以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最后访问日期：2013〖CD*2〗05〖CD*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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